
  
    
      
    
  


  版权信息


  COPYRIGHT


  书名：责任式创新：科技进步与发展永续的选择（清华创新经典丛书）

  作者：梅亮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年3月

  ISBN：9787302498339

  本书由清华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授权得到APP电子版制作与发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内容简介


  本书系统介绍了责任式创新的产生背景，对责任式创新的内涵、理论基础与分析方法进行了梳理。在此基础上，本书构建了责任式创新的中正框架，并以纳米科技与人工智能的实践开展对比分析，强调科技创新需要符合社会满意的根本目标，最终提出了责任式创新的相关政策启示。本书对于科学家，创新管理、科技哲学、科技与创新政策的研究者，企业管理者，政府政策制定者具有参考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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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亮，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斯商学院访问学者，美国南安普顿大学商学院联合培养博士生（国家留学基金委）。


  研究聚焦：创新与战略管理、科技创新政策。支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1项，国家博士后科学基金上项目1项。在《管理世界》《科学学研究》第各类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获2018年清华大学十佳优秀博士后奖，2017年全球开放创新新年会新兴学者研究成果奖，2016年启真杯”浙江大学学生十大学术新成果奖等奖项。


  丛书序


  当前，创新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创新能力成为国家竞争力的核心要素，各国纷纷把实现创新驱动发展作为战略选择，并将其列为国家发展战略。中国自2006年提出自主创新的伟大战略，由此掀起了科技创新的发展热潮。中共十八大进一步明确提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两院”院士大会上继续强调，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作为创新的理论工作者，应积极贡献对创新的理论洞察与政策建议。


  在国际上，创新研究起源于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之后逐步为各国经济、管理和政策研究者所重视。北美和欧洲国家拥有一批杰出的创新理论研究者，形成了极为丰硕的学术成果，为创新驱动发展作出了显著的贡献。美国以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哈佛大学商学院和斯坦福大学商学院以及工学院为代表，在创新管理学、创新经济学研究方面处于国际领先地位。欧洲以英国苏塞克斯（Sussex）大学科技政策研究所（SPRU）等为代表，在创新经济学理论和创新政策研究等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在亚洲，韩国学者率先在技术学习和技术追赶方面取得了研究优势，日本学者则在知识创新、精益创新等方面颇有建树。近年来，印度学者在创新方面的研究同样令人瞩目，他们先后提出了原生态创新、朴素式创新、反向创新等一些新的创新理念，在创新研究方面独树一帜。


  中国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即开始启动创新研究。清华大学、浙江大学是其中的先行者，以傅家骥、吴贵生等教授为学科带头人的清华大学研究团队和以许庆瑞院士为学科带头人的浙江大学研究团队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并对国家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在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组合创新、全面创新、协同创新等研究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中国的创新研究及实践与国外先进国家的差距日益缩小，令人鼓舞。


  清华大学一直高度重视技术创新的研究。从1988年开始，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八五”重大课题“中国技术创新研究”等一系列研究，创造性地提出了“基于中国国情的技术创新理论”。2004年，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获教育部批准为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10多年来，无论是在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还是在学术交流、咨询服务以及体制改革等方面都取得了国内外有影响的成果，确立了清华大学在国内外技术创新领域的领先地位。


  正值国家积极推动创新驱动发展的大好时机，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经中心学术委员会会议讨论制定了“积极探索创新驱动发展指引下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理论与方法，引领中国创新学科发展，培养高层次创新研究人才，进一步提高国际知名度，向国际一流迈进”的“十三五”战略目标，力争使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成为国家在创新方面的重要智库，以及世界级的创新研究组织。


  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我们特组织了本套“清华创新经典丛书”，目的是持续译介国外最新的创新理论专著，汇聚清华学者乃至全国创新理论工作者的最新成果，以实现中国学者对中国创新发展和人类创新进步的真诚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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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主任

  2015年2月于清华园


  前言


  改革开放的第40个年头，科技创新在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转型升级的过程中扮演着核心的作用。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明确贯彻实施“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这为我国科技创新的研究与实践创造了重大机遇。“复兴号”动车组的启动运营、“墨子号”卫星的开发与应用、C919国产大飞机的顺利首飞、世界第一台光量子计算机的诞生、国产航母的成功下水等，成为国家科技创新与持续发展的闪光点。


  然而，我们回溯西方发达国家科技创新发展进程的历史经验，事实上，部分科技创新活动具有不确定性，它们可能为社会带来潜在的负外部性影响，譬如核能应用的安全风险、转基因研究与应用的伦理争议、人工智能机器人开发的社会劳动力替代恐慌、大数据普及的隐私泄露等。这引发了我在开展科技创新相关议题研究与实践时的反思：科技创新的根本目的是什么？科学家等核心主体在探索科技创新之时，其研发成果最终应该达成什么样的标准、符合什么样的准则？科技创新的价值和意义是否一定是积极的，人类希望科技创新创造什么样的未来场景？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怎样的创新是我们向强国之路奋进时所需要的？如何引导科技创新活动向国家、民族、文明所期望的发展道路演进？种种反思最终指向了一个核心议题：科技创新的社会责任。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提出科技创新与社会发展的责任之问：当我们关注科技创新所带来的技术进步与经济繁荣之时，是否忽视了科技创新所产生的潜在负外部性，以及科技创新活动对社会人文关怀与道德伦理价值的关注？基于此，我尝试系统地阅读西方和中国关于创新管理、科技政策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并于2014年提出“责任式创新”的研究范式。尽管当时只是一名名不见经传的博士研究生，个人的研究能力也存在许多不足，但使自己倍感自豪的是，我是中国经济学、管理学、科技政策等领域中“责任式创新”范式的最早提出者，也是科技创新社会责任核心观点的最早倡议者。随后几年，我尝试通过自己对科技创新社会责任议题的认知与理解，以实验探索（论文写作）的方式，从责任式创新概念、相关主体、共性理论基础与应用方法、制度情境、治理框架与模式、社会满意度等角度，尽可能详实地展开科技创新社会责任议题的讨论，并通过国家科研项目的支撑持续推进相关研究。


  本书即是对科技创新社会责任议题探讨的阶段性总结，其试图深入地回答如下问题：责任式创新是什么？责任式创新的理论基础与分析方法是什么？国家需要什么样的创新？如何开展责任式创新？创新最终为了什么？围绕这些问题，我尝试通过文献总结、理论探讨、政策分析、案例研究、实证检验等多种方法，支撑全书的内容讨论。


  不同于传统创新范式所关注的创新对于科技、经济、社会进步与发展的正向意义，如Schumpeter为代表的学者所强调的企业家精神等要素在经济增长微观层面的促进作用，以及Solow为代表的学者从宏观层面讨论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价值。作为一种新兴范式，责任式创新的根本假设前提是不同的，这些假设基础涉及：单一科学家、创新者的认识和能力是有限的，其所创造或改进的技术与模式并非都是有价值的；科技创新可能产生负向的外部影响；科技创新负外部性的制度管控存在不完善；科技、创新与社会的交互关系是复杂的，诸如此类。假设前提之外，责任式创新范式对于创新过程与结果的评估准则也是不同的，其在传统科技创新范式所关注的技术先进性与可行性、经济效益与增长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强调科技创新对道德伦理可接受与社会期望的满足。


  基于这些新的假设前提以及新的创新评估准则，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最早开展科技创新社会责任的相关研究，提出了诸如“responsible development”“responsible research and innovation”“responsible innovation”等概念，形成了责任式创新最初的概念讨论。然而，发达国家创新活动所追求的技术、经济、价值观等目标，创新活动所嵌入的产业发展阶段与制度情境，以及创新活动社会建构的过程等与发展中国家有显著不同。因此，在系统梳理西方责任式创新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我聚焦于责任式创新的制度情境差异，尝试将责任式创新这一范式同中国的发展情境做衔接，并最终延伸、补充西方责任式创新的理论与实践。我认为，西方工业化与信息化的已有实践，事实上会给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带来很多借鉴。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在参与国际竞争时具有“后发优势”，我们需要坚决履行“创新驱动发展”的国家战略。与此同时，倘使能在创新活动的早期，企业、产业、国家等相关行为主体建构创新体系的设计阶段，关注科技创新的责任议题，这将从长远的角度，为国家科技进步与永续发展提供深刻的意义。同时，践行责任式创新，理性看待国家、产业、企业的基础能力与国际定位，脚踏实地地优化完善基础科学、应用科学、工程技术、商业化等创新活动的相关过程，培育人才梯队，寻求高质量、绿色、长效、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才是真正意义上为大国到强国的转型、为科技进步与发展永续提供借鉴与选择。


  作为一名中国科技创新相关议题的青年研究者，我很感激能够在青春最好的十年，开展科技创新主题的学习与研究实践，见证我们这个悠久历史的文明大国在科技创新驱动下的快速追赶、能力积累、竞争优势提升、国家强盛与民族繁荣。在我的身边，各行各业的人们都在努力工作，都在力求卓越，这正是时代积极变革与持续发展的最好写照。倘使在创新驱动发展的时代进程中，能做些许工作推进研究与实践，输出积极的、富有正能量的观点，去让读者和实践者有所启发，亦不负青年研究者所肩负的社会责任，我这一生便为之满足了。结合本书的核心思想，我试图让他人了解，当大踏步推进科技创新的发展之时，科学家与研究者、企业与产业创新活动者、政府政策制定者、民众等，都应当有一份警醒、怀揣一份理性，去思考特定的科技创新活动是否真正意义上符合民族核心价值观的基本道德伦理准则，是否真正意义上引导科技创新活动的过程与结果让更多的人民获得满意，而不仅仅是取悦了践行创新活动研究与发展的小领域权威。换言之，当我们开展各类科技创新活动之时，科学家、创新者、政策制定者不能忘记一份对社会、对更广泛民众的人文关怀，科技创新应当肩负责任。而关于创新的责任议题，恰恰是过去这些年创新研究与产业实践的快速发展中较少被提及的。


  基于以上，本书研究的意义已呼之欲出了。其一方面在于“责任式创新”面向科技创新范式层面的理论价值，和面向新兴技术治理、技术管控、制度与政策建构等方面的实践应用价值；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在于本书所聚焦的“责任式创新”主题讨论背后，我希望呼唤一份理性思考、一份担当意识、一种反浮夸态度，传递科技创新背后的一份人文关怀、一份道德准则、一种底线思维模式。


  本书能够顺利出版，离不开各界的帮助，谨在此表达感谢。我首先要向我的导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陈劲教授表达一份感谢。跟随陈老师团队5年，在陈老师的指导下成长，受益良多，十分感激。其次，我要感谢我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斯商学院的导师、开放式创新创始人Henry Chesbrough先生。感激您在许许多多的细节中施与我的温暖与支持。同时，特别感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斯商学院的David Teece教授，日本一桥大学的Ikujiro Nonaka教授，美国斯坦福大学的Richard Scott教授，英国苏赛克斯大学SPRU研究中心主任Johan Schot教授，英国南安普顿大学的Rentocchini教授、Huber教授，英国伯明翰大学的张涛教授，浙江大学管理学院的郭斌教授等。再者，感谢我曾经共事过的团队及所有成员，包括南京大学工程管理学院学生会，浙江大学RCID研究团队、09管工班，最佳创新团队杭州与北京团队，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及发展战略研究院师生，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老师同学，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研究团队与相关朋友等。机构层面向我曾经学习工作过的南京大学、浙江大学、清华大学、中国台湾义守大学、英国南安普顿大学、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表示感谢。也特别感谢国家留学基金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对我研究的资助（项目号分别为71704090、2017M610097）基金项目详细如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责任式创新的共性理论基础与作用机理研究”（71704090）；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1批面上项目“责任式创新：一个‘溯源理论实践’的整合框架研究”（2017M610097）(1)。也向责任式创新研究的国际与国内同行友人及相关研究机构表示敬意与感激。另外，为使这本著作不断完善，清华大学出版社的高晓蔚老师投入了巨大的心血，给我了许许多多的建议与帮助，特此向高晓蔚老师表达衷心的感谢。


  最后，感谢我的亲人们。最为重要的，作为一份礼物，我想把此书献给我的父亲梅安康、母亲郭雅萍、姐姐梅一，感谢你们30年来无微不至的照顾和温暖的陪伴。希望你们想到我时，感受到的是阳光、温暖、平和与爱，这便是我最大的快乐了。


  做一个正直的人，珍惜时光，是我对自己与家人的责任；保持一份研究的好奇心、写作的中正心，传递一份人文关怀，是我作为一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对社会的责任！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够致此前进一步，哪怕只是一小步。


  梅亮

  2018年初春于北京清华园


  (1)　基金项目详细如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责任式创新的共性理论基础与作用机理研究”（71704090）；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1批上面项目“责任式创新：一个‘溯源-理论-实践’的整合框架研究”（2017M610097)。


  第1章

  科技与发展的责任之问(1)


  倡导负责任的研究与创新，加强科研伦理建设，强化科研伦理教育，提高科技工作者科研伦理规范意识，引导企业在技术创新活动中重视和承担保护生态、保障安全等社会责任。


  ——《“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2016年8月8日


  1.1　科技创新与社会发展的“责任”之问


  科学与技术伴随人类的成长与演进，使其从野蛮走向文明(2)。人类文明演进与社会进步的历史，就是一部创新的历史(3)(4)（如图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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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1　人类科学与进步的发展简史(5)

  


  基于技术创新的变革与社会价值的辐射，18世纪至今全球在重大科技创新的驱动下经历了由水利与电能时代（1771—1828年），蒸汽与铁路时代（1829—1874年），钢铁、电力与重工业时代（1875—1907年），石油、汽车与规模化时代（1908—1970年），以及信息与通信时代（1971年—）的五次发展浪潮(6)，如图1.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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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2　科技进步与创新发展的时代演进

  


  然而，20世纪以来，随着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嵌入性不断增加，科技创新同社会需求及政策设计的交互性不断增强，其驱动进步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7)，如：基因科学与技术工程的伦理危机(8)、核能应用的社会风险(9)、通信技术的隐私风险(10)、病毒研究的安全隐患(11)、金融及其衍生产品的制度风险与欺诈行为(12)、工业化发展的环境负外部性(13)、新兴技术的治理手段缺失(14)等。在此背景下，科学与社会的关系(15)、科学与技术的社会控制(16)与社会建构(17)、科技创新的前瞻治理(18)、科技创新的道德伦理(19)等议题纷纷兴起，研究与政策开始重新审视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的社会影响与治理模式(20)，重构科学与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的交互关系(21)，科技创新的责任议题由此受到关注(22)。


  由此，人类开始思考现今社会科技创新发展所引发的一个核心问题：当我们关注科技创新所带来的技术进步与经济繁荣之时，我们似乎忽视了科技创新所带来的潜在负外部性，以及科技创新活动对社会人文关怀与道德伦理价值的关注。以新兴技术为例，一方面，创新在推动技术不断突破的同时带来了全球经济与产业的快速发展。据麦肯锡研究院研究显示，物联网、云技术、先进机器人、无人汽车、下一代基因工程等12项技术创新至2025年将对全球经济产生14万亿~33万亿美元规模的直接效应(23)；另一方面，许多新兴的研究与创新——纳米技术、转基因、电动交通、干细胞研究、在线社会网络、生物技术、机器人、核能、军事与安全技术——被认为是争议性的技术创新，并引发了对于这些技术创新在环境、伦理、社会等方面的担忧(24)。传统创新范式在关注技术先进性与经济效应的同时，对于创新行为与创新活动可能引发的社会危机，以及创新活动本身所产生的社会道德伦理与社会期望满足方面的冲突等问题，亟待进行研究，并引入新的创新管理范式。这引发了研究与实践面向科技创新发展与治理在技术、经济、伦理、社会四个方面的思考。


  1. 科技创新发展与治理的技术思考。当科技创新过分关注技术的先进性而忽视技术的社会属性进而产生“现代化偏见”(25)，抑或从技术管控的角度，我们如何回应“科林格里奇困境”？也即——人类无法在一项技术生命周期的早期有效地预料该技术的社会后果，而当负向影响的结果出现时，技术因嵌入经济和社会结构本身而难以被有效地控制(26)。


  
    专栏


    霍金等千名专家敦促禁止“杀人机器人”


    1 000多名知名科学家和人工智能领域专家近日签署公开信，警告可能出现人工智能军备竞赛，并敦促联合国发布针对“攻击性自动化武器”的禁令。


    据英国《卫报》报道，公开信的签署者包括著名科学家斯蒂芬·威廉·霍金、特斯拉CEO埃隆·马斯克、苹果联合创始人史蒂夫·沃兹尼亚克以及谷歌人工智能项目负责人米斯·哈撒比斯等。这封信已在网上公开发表，并于日前提交至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的国际人工智能联合会议。


    公开信称：“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发展到这样一种地步：尽管不合法，自动化武器的使用将会在几年内而不是几十年内成为现实。这将带来极大的风险，自动化武器已经被称为继火药和核武器之后的武器的第三次革命。”


    这封信认为，人工智能可以让战场对军事人员而言更为安全，但是能够自主操作的攻击性武器会降低战争发生的门槛，从而给人类生命带来更大的损失。


    公开信指出，如果某个军事力量开始研发能选择攻击目标并在没有人类直接操控情况下自动运行的武器系统，会像当年的原子弹一样引发军备竞赛。而与核武器不同的是，人工智能武器并不需要具体的、难以制造的材料，因此很难对其生产进行监控。这封信称，“人类今天所面对的关键问题在于，是在全球范围内启动一场人工智能军备竞赛，还是将其扼杀在萌芽状态。”


    新南威尔士大学人工智能教授托比·沃尔什对这一呼吁表示支持：“我们需要在当下作出决定，这个决定将主宰我们的未来，并事关我们是否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杀人机器人”是当今的热议话题。霍金和马斯克此前都曾警告说，人工智能是人类最大的威胁，而且完全人工智能的发展将导致人类的终结。今年4月，联合国曾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了包括“杀人机器人”在内的未来武器的发展，这次会议曾考虑针对某些特定类型的自动化武器颁布禁令，但遭到一些国家的反对。


    来源：刘园园．科技日报，2015-08-04.

  


  2. 科技创新发展与治理的经济思考。科技创新在快速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往往引发“技术创新的双重性”(27)，也即技术创新在产生正向经济效应的同时，引发环境保护、资源破坏、生态污染、贫富差距加大等负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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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极端天气致2030年全球损失超2万亿美元


    近年来，极端天气肆虐全球。中国经历了20年来最严重的洪涝灾害；印度持续干旱和洪涝令121个农业产区处于“高危”警戒状态；阿根廷洪灾使该国大豆产量急剧下降；巴西的干旱可能导致供应创五年新低；此外包括美国的龙卷风和洪灾、墨西哥的异常降雪等。一系列极端天气对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不断扩大，正引起多家国际组织和经济学家的高度关注。


    联合国对此警告称，到2030年，气候变化可能会使全球经济损失高达2万亿美元以上。根据7月底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调研结果显示，截至2030年，全球变暖将对多个工种造成直接影响，农业和建筑领域影响最大，持续升高的气温将迫使一些行业缩短工作时长或进行调整，从而影响各国GDP。


    美国《石英》杂志曾报道称，持续高温将在2030年使非洲国家尼日利亚和加纳的GDP缩水6.4%和6.5%，印度尼西亚和泰国各损失6%，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斯里兰卡各5.9%，越南和柬埔寨各5.7%，墨西哥、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和埃塞俄比亚分别为4.4%、3%、2.8%和2.4%，中国和印度两大亚洲经济体将分别面临0.8%和3.2%的损失，而美国作为唯一上榜的发达国家，GDP损失也将达到0.2%。


    值得注意的是，在联合国详述气候变化对人类健康影响中明确指出，东南亚地区极端炎热天气已使得每年工时减少15%~20%，而这一数字还将随着气候的恶化在2050年翻一番。对此，有专家表示，在应对极端天气方面，发达国家的经济损失相对会小得多，主要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硬件条件过硬，且拥有充足的资源去适应气候变化。而报告也建议，发展中国家可通过调整工作时间、增加冷气设备等方式来减少生产力损失。


    来源：人民网，2016-08-10, 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6/0810/c1002-28626643.html.

  


  3. 科技创新发展与治理的伦理思考。科技创新活动中，科学研究者与创新者本身的利益价值取向与科技创新活动结果输出的利益相关者的价值需求之间存在潜在的冲突，创新行动选择无法同时满足多维度的价值评估准则，比如技术创新同时兼顾技术创新的效率与安全保障、安全性与隐私保护等(28)。同时，科技创新者本身的道德规范也会引导创新影响的积极与消极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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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客伦理：斯诺登承认泄密行为的风险


    据英国《卫报》7日报道，美国中情局前雇员斯诺登日前接受采访时，对他是否阅读过所有泄密文件的问题未进行正面回答，同时承认他的泄密行为会带来一定风险。


    报道称，英国喜剧演员、美国HBO脱口秀节目主持人约翰·奥利弗上周专程到俄罗斯两天，对斯诺登进行专访。有媒体爆料，出于安全考虑，斯诺登在采访当天把奥利弗晾了1.5小时才抵达录制现场。该专访已于5日播出。


    采访时，奥利弗问斯诺登是否确实阅读过交给记者的美国国安局（NSA）秘密文件，斯诺登先是说：“我对所有文件进行了评估。”在奥利弗的再次追问下，他又回答：“我明白交出去的是什么内容。”《卫报》称，斯诺登“顾左右而言他”，回避问题。


    接着，奥利弗提到《纽约时报》曾对一份文件处理不当，导致可能暴露美国对“基地”组织的秘密行动。他由此对斯诺登提出质疑，问他是否承认自己的做法会带来风险。斯诺登回答“这是个问题”，随后附和奥利弗，称“这根本是搞砸了”。奥利弗说：“你交出一些档案，你也知道里面的信息会带来伤害。”斯诺登说：“只要你是自由的，就不能完全免于风险。一个人只有进了监狱才能避开风险。”


    俄罗斯纽带新闻网6日报道称，斯诺登在采访中表示，NSA对美国普通民众进行监视，将“枪口”瞄准每一个美国人。不过斯诺登强调，美国人不应该因为政府的监控而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比如停止存储隐私内容，“不该为这些错误的行为改变自己的行为”。


    来源：黄培昭，柳玉鹏．人民网-环球时报，2015-04-08，http://world.people.com.cn/n/2015/0408/c1002-26811700.html，此处对题目做了修改。

  


  4. 科技创新发展与治理的社会思考。孔德、马克思和涂尔干等人将现代性视为一种机遇(29)，认为科技发展与社会进步所产生的人类理性会增进人们对于社会的理解，完善社会控制与社会秩序，进而促进正义、道德进步、人的幸福和社会满意(30)；而孟德斯鸠、韦伯和齐美尔则关注现代性双重后果，强调不能忽视现代性的潜在威胁，如现代性产生的劳动分工，一方面提升效率，实现社会进步，另一方面也可能引发失业等问题，并威胁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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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能应用的社会安全隐患：日本再发生核泄漏事故


    日本原子能研究开发机构5名工作人员6日检查核废料时发生意外，吸入大量放射性粉末，其中一人体内辐射水平惊人，今后罹患癌症等疾病风险大大增加。这是日本迄今最严重的一起体内辐射事故，发生泄漏的容器是26年来首次接受安全检查。日本媒体说，频频发生的事故再次暴露作为国立机构的原子能机构在核物质管理上的混乱。


    【包装破裂引发泄漏】


    6日上午，原子能机构位于茨城县的大洗研发中心的5名员工按计划对21个存有核废料的容器进行检查。当5人打开第一个容器时，内部包裹着核废料的双层塑料袋突然破裂，约300克放射性铀、钚飞散开来，被这些员工吸入。不同于外部辐射，吸入体内的放射性物质会附着在肺部或溶解在血液中，现阶段无法通过药物完全排出体外，这些放射性物质常年累积体内，其发出的放射线损害体内器官机能，增大癌症发病概率。


    日本量子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负责人明石真言7日直言：“据我们所知，这种程度的体内辐射算是比较高的。这样的数字是第一次。”


    【管理混乱再次出事】


    事故发生后，原子能机构召开新闻发布会时解释称“操作程序符合要求，作业人员的装备也不存在问题”，只是“没有想到塑料袋会破裂”。但这一说法并未平息舆论的批评。


    这不是原子能机构第一次发生事故。5年前，福井县“文殊”快中子增殖反应堆被曝漏掉了约1万处安全检查。当时原子能规制委员会警告原子能机构“没有安全运营（核反应堆）的资格”。在茨城县的另一处放射性物质再处理设施，也发现盛有放射性物质的金属罐被胡乱堆放在水池内。《朝日新闻》指出，原子能机构50年多年以前就开始研究核废料循环利用，现阶段管理的核废料容器达数十万个。一系列问题反映出，该机构对核物质和设备管理不当，缺乏应对核安全问题的正确态度。


    来源：节选自刘秀玲．新华社. 2017-06-09, http://news.china.com/news100/11038989/20170609/30685537_1.html.

  


  1.2　责任式创新的范式兴起


  在此背景下，以美国和欧盟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和地区从国家战略与宏观政策的角度强调科技创新的责任议题，从而引导科技创新在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之外，符合道德伦理可接受与社会期望满足(31)(32)(33)，如图1.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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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3　责任式创新范式

  


  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2003年颁布纳米科学与技术国家倡议书，提出“责任式发展”（responsible development）概念，指出作为新兴科学技术，纳米科技的责任式发展核心在于最大化纳米科学与技术的社会积极贡献与正向价值，并减少与控制其负面的影响(34)；基于“智慧、可持续、包容性发展”的战略背景(35)，欧盟“地平线2020框架计划”（Horizon, 2020）最早提出“责任式创新”(36)（responsible innovation, RI）(37)，强调建立一个开放、互动与透明的创新过程，创新行为主体与社会行动者共同承担责任，以将科技进步合理地嵌入社会发展演进之中，引导创新过程与产品的实现伦理可接受、发展可持续以及社会满意(38)，从而实现科学与创新的集体管理，以探索发展的未来(39)。作为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的新兴范式(40)(41)(42)，欧盟科技委员会进一步提出创新的两个基本问题：（1）创新的行为主体是否有能力界定创新活动的结果及潜在影响，如何界定？（2）如果支持特定的创新活动，如何引导其向符合社会期望和满意的方向演进？(43)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genda of United Nations） 2015年确定17个全球千年发展目标，如图1.4所示，而“创新与基础建设”“责任式的生产与消费”等都成为全球发展的目标核心(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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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4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图片来源：百度百科“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图片检索。

  


  与此同时，科技创新全球化背景下责任式创新的意义进一步延伸至发展中国家，成为全球创新话语语境的重要议题，并成为非西方国家创新发展的一种选择路径(45)，如责任式创新跨文化语境下的情境探讨和巴西实践(46)、责任式创新规范意义下的韩国科学家行动研究(47)、基于政策与社会协同的韩国责任式创新实践(48)等。中国历经改革开放30多年的高速发展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过程演进与持续转型之中，传统粗放的经济增长与民生治理模式引发社会对于可持续与中长期永续发展的关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下，国家创新驱动发展的深层要旨体现创新在实现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同时，符合道德伦理可接受、社会需求与期望满足，从而有效实现公共价值(49)。2016年8月8日，《“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中明确指出：“倡导负责任的研究与创新，加强科研伦理建设，强化科研伦理教育，提高科技工作者科研伦理规范意识，引导企业在技术创新活动中重视和承担保护生态、保障安全等社会责任。”(50)


  1.3　问题聚焦与全书框架


  1.3.1　责任式创新的理论之问与实践之问


  尽管责任式创新近年来受到主要国家与地区的关注，成为研究与政策的“涵盖性术语”（umbrella term）(51)，并在政策、产业、大学与科学家三个主体层面开展了诸多实践讨论(52)，但其尚为一个建构阶段的概念(53)，处于范式兴起阶段(54)，理论与实践缺乏研究讨论。同时，研究议题的学科交叉性及实践应用的情境异质性(55)使得责任式创新研究呈现炒作大于理论实质、内容空洞的“流行语”讨论现象，亟待深入开展系统的讨论(56)(57)。本书聚焦“责任式创新”，从理论与实践层面提出五大问题，如表1.1所示，并通过文献研究、理论分析、政策研究、案例研究、大样本实证分析等方法展开讨论。


  
  表1.1　责任式创新的理论之问与实践之问汇总

[image: ]


  1.3.2　全书框架与章节内容


  本书的框架如图1.5所示。


  
    [image: ]

    图1.5　全书框架图

  


  全书共分为8章。


  第1章为引言。主要讨论责任式创新范式兴起的大背景，并对本书的研究范式核心“责任式创新”予以介绍。在明确责任式创新研究的基本大背景和基本内涵的基础上，第1章总结了全书的主要研究问题、研究展开的基本框架以及本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第2章为责任式创新的内涵解释与相关议题，以探讨“责任式创新是什么”这一核心问题。聚焦于责任式创新这一核心概念，本章通过对英文与中文语境的文献研究，以及全球主要国家与地区科技政策与责任式创新研究报告的文本分析，从责任式创新的内在属性视角、创新过程与管理视角、创新结果评估视角三个方面对“什么是责任式创新”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在此基础上，本章对责任式创新概念中责任与创新的关系，责任式创新的研究聚焦，责任式创新的理论议题，责任式创新研究的时域、空间、层次等进行系统辨析，以深入剖析这一范式内涵的相关属性。此外，作为对内涵更全面系统的解析，本章回顾了责任式创新内涵相关的概念源起与假设前提，责任式创新范式特征、归因解析、评估准则，以及责任式创新的相关实践议题。


  第3章为责任式创新的共性理论基础与应用分析方法，以探讨“责任式创新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方法是什么”这一核心问题。本章基于文献的定量研究与定性回顾，深度讨论责任式创新作为一个交叉学科范式的典型分析框架与要素构成、共性理论基础以及应用分析方法。作为对已有研究缺少共性理论基础与典型应用分析方法讨论梳理的回应，本章总结认为责任式创新的共性理论基础与其对应的核心研究议题主要包括正义论（面向伦理与价值准则议题）(58)、技术社会控制视角（面向科林格里奇困境）(59)、行动者网络理论（面向科学的社会建构议题）(60)(61)、制度理论（面向公共事务的治理议题）(62)(63)、创新扩散理论（面向创新效益传播议题）(64)五个方面；典型方法包括扎根研究(65)、伦理分析法(66)、实时技术评估(67)、“谦逊”技术与参与式治理法(68)、上游公众参与技术治理(69)、中游模块化技术治理(70)、技术社会评估(71)等。


  第4章为责任式创新的“中正框架”解读，以回答“国家需要什么样的创新”这一核心问题。本章在对传统创新范式局限性的讨论分析基础上，以发展中的中国为研究和实践情境参考，提出了由“科技引领的创新”“增长永续的创新”“制度包容的创新”“社会满意的创新”四个维度构成的责任式创新“中正框架”，并以党的十八大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来国家层面的创新实践为例，从东方情境与东方智慧的角度解析了责任式创新作为科技进步与发展永续选择的启示。


  第5章为基于纳米科技的新兴技术创新治理研究，以探讨“如何开展责任式创新”这一核心问题。鉴于已有责任式创新研究对国家情境的讨论偏差(72)，本章在国际责任式创新经典理论框架的基础之上(73)，从制度情境的视角出发，以美国、欧盟、中国国家层面纳米科学与技术的责任式创新实践为对比，提出责任式创新视角下新兴技术的创新治理应当在责任式创新的建构要素——预测性、包容性、自省性、响应性(74)——基础上，进一步关注国家制度情境差异的重要性，并将这种制度情境的差异嵌入纳米科学与技术创新的责任框架之中，以通过自顶向下和自底向上的双向制度化进程，实现责任式创新范式对于纳米科学与技术这一新兴科技的创新治理，最终引导新兴技术对社会有意义的正向的价值创造。


  第6章为基于人工智能的新兴技术创新治理研究，以探讨“如何开展责任式创新”这一核心问题。围绕人工智能研究与产业应用的兴起，人工智能这一新兴科技创新的面向技术、经济、伦理、社会等方面的潜在负向影响引发担忧。本章构建了责任式创新视角下人工智能创新治理的分析框架，从技术、经济、伦理、社会四个方面系统分析了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的双重性(75)，从而为新兴技术创新双重性的系统性考虑及治理对策的提出提供分析参考。


  第7章为科技发展的社会满意度作用机理研究，以讨论“创新为了什么”这一核心问题。基于责任式创新的视角，本章提出民众对科技发展的满意度可以作为这一问题的一个有效解答。在此基础上，本章从个体微观的层面，基于责任式创新人本动因的视角，讨论了影响民众对科技发展满意度的主要动因，其包括迭代动因——个人旧有的路径、习惯与活动经验的总称；战略动因——个人有目的的资源整合，前瞻性的机会搜索，以及与环境的互动以解决限制条件所相关的行动集合；伦理动因——行为主体过去知识与经验结合当下情境的行动反映。


  第8章为责任式创新的政策启示和未来展望。本章在全书研究展开的基础之上，对“什么是责任式创新”“责任式创新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方法是什么”“国家需要什么样的创新”“如何开展责任式创新”“创新为了什么”这五个基本问题作了回答，并结合全球化与治理的现状、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中国崛起的趋势等，讨论了责任式创新作为科技进步与发展永续选择的意义和政策启示，并对科技与发展的未来进行了展望。


  1.4　理论与实践意义


  1.4.1　理论意义


  第一，基于责任式创新及其相关概念在政策层面与学术层面的内涵解释以及责任式创新的相关研究议题，为“责任式创新是什么”提供了全面系统的视角。责任式创新的内涵存在争议，其政策层面的概念抑或理论层面的概念缺乏深入分析(76)(77)。目前，研究与政策层面相关概念涉及责任式创新、责任式研究与创新、责任式发展等。尽管“责任式创新”成为了美国与欧盟科技政策的“流行语”（buzzword）(78)，但责任式创新研究尚缺乏内涵的系统讨论(79)，国内外学者也未对概念解释达成共识(80)。从“what”角度，基于文献与政策文本分析，本研究系统讨论了责任式创新作为政策概念和作为理论概念的内涵和属性，并对责任式创新相关概念与研究议题等进行了全面讨论。


  第二，深入探讨了责任式创新的共性理论基础与实证分析方法，弥补了责任式创新这一学科交叉概念在共性理论基础与应用方法讨论的空白。已有研究显示：责任式创新的理论溯源与基础等存在模糊性(81)(82)，理论分析的概化性（generalizability）不足(83)。由于责任式创新概念本身的交叉学科属性特征(84)(85)，其研究在认识论与共性理论基础探讨层面有很大挑战(86)。本书基于科学计量学定量分析方法和文献的定性研究，深入挖掘并系统梳理了责任式创新交叉学科领域背后的共性理论基础与应用分析方法。


  1.4.2　实践意义


  第一，为人类研究与创新活动本身以及科技创新所创造的未来发展图景提供了一种选择，并为“创新引领未来、创新驱动发展”的背景意义提供了东方智慧。随着科技创新在经济增长(87)(88)、国家竞争优势提升(89)、民众生活水平提高(90)、社会繁荣(91)、和平发展(92)等方面扮演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科技创新在技术层面和经济层面的价值正在向更广泛的社会层面延伸与辐射，创新范式的价值不仅仅表现为技术进步，更重要的是反映在其对发展的引领方面。责任式创新即是在传统创新范式的基础上，强调科技创新面向更广泛价值意义下的技术进步、经济增长、道德伦理可接受、社会期望满足等准则，从而将科技创新活动的社会责任与人文关怀嵌入范式建构与研究实践之中，实现创新对于社会积极贡献的输出和创新引领永续发展。在此基础上，本书进一步基于中国国家强盛的发展实践，提出了面向未来发展的责任式创新“中正框架”——包含科技引领的创新、增长永续的创新、制度包容的创新、社会满意的创新四个方面，从而为“创新引领发展”提供面向当下和未来的研究与实践启示。


  第二，举例典型争议性技术，开展责任式创新视角的分析讨论，从而为科技创新的治理提供了行动框架、评估规范、制度管控等启示。伴随新兴科学与技术的涌现，纳米技术、转基因、干细胞研究、物联网、人工智能、军事技术、生物医药等争议性技术引发了科技创新面向技术社会控制、伦理安全以及创新治理等方面的担忧(93)，研究亟待加强面向争议性技术开展技术、经济、伦理、社会多方面分析与管控方法的深度讨论(94)。责任式创新在传统创新范式强调技术先进性与可行性、经济效益的基础上，进一步关注道德伦理可接受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期望满足(95)(96)，其隐含了创新目标与结果价值判断的基本假设(97)。通过对传统科技创新治理方面的经验回溯，责任式创新面向纳米科学、信息与通信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安全、能源应用、生物医药、转基因技术等新兴科学与技术创新领域，提供了解决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当下与未来潜在冲突的思考范式与解决思路(98)，从而为典型新兴科学与技术的行动、评估、治理提供积极的借鉴启示。本书重点针对纳米科学与技术、人工智能两种新兴技术进行案例讨论，以从制度情境的视角（针对纳米科学与技术）和创新双重性的分析与治理框架的角度（面向人工智能）提供新兴技术创新治理的启示。


  第三，以科技创新的核心行为主体——民众为对象，深入剖析了责任式创新视角下民众对科技创新发展满意度的作用机理。责任式创新强调创新过程包容、透明、互动的价值嵌入，通过对现有科学面向未来的集体管理(99)，使得研究与创新有效地反映社会需求与社会意愿、反射社会价值与责任(100)，最终实现创新对发展的驱动和公共价值输出(101)。这一过程中，民众不仅仅作为创新活动的重要主体，也作为科技创新价值溢出的受众成为责任式创新行为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是实现创新价值输出与社会福祉创造与获取的根本。已有的责任式创新研究主要聚焦于政府、产业、大学（含科学家）三大类行为主体(102)，对责任式创新面向民众行为主体个人层面的作用机理缺少分析。本书提出创新的重要目标在于实现社会满意这一命题，聚焦民众个体层面，深入剖析民众微观层面影响科技与发展的满意度的作用机理，从而为责任式创新面向社会主体满意度的机制探索提供实证分析参考与政策启示。


  第四，对创新型国家建设提供了行动与政策启示。责任式创新不同于传统创新范式，其强调创新在技术、经济、伦理、社会层面对于发展的全方位支撑和引领。同时，责任式创新强调包容、透明、互动过程，主张创新行动者、产业组织、政府机构面向特定技术创新实现责任分担与共同治理(102)，实现现有科学与创新面向未来的集体管理(103)。这种范式准则引发面向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多方面启示，如微观层次科学家行动规范(104)与好奇心驱使研究的社会责任议题(105)，企业及其产业层面经营活动的社会责任议题(106)，政府创新治理的角色定位以及对于科技创新活动、创新体系等的标准设定、经费引导、政策设计(107)，国家科技创新体系与科技创新强国体制的发展理念定位、政策导向与设计、文化建设(108)，以及创新教育与人才培养(109)等，其为创新型国家建设与科技创新强国演进过程中行为主体审视自身与彼此的互动关系，引导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制度建构、政策协调等要素向更具社会响应与社会福祉的方向协同提供政策启示(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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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篇


  第2章

  责任式创新的内涵解析与相关议题


  2.1　引言(1)


  创新被认为是剧变环境之中提升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2)(3)，其不仅仅驱动经济的增长，同时促进可持续发展、改善健康与生活水平(4)。过去的一个世纪见证了新技术发展的浪潮，包括内燃机、原子能、分子生物技术以及信息技术革命的发展等(4)。技术的发展与创新的革命产生了危机。20世纪下半叶，科学与创新在研究政策中的交互性不断增强，技术创新的发展产生收益的同时衍生了大量的社会危害，研究与创新的责任议题受到广泛的关注(5)(6)，相关责任议题涉及生物科学的基因研究(7)、基因技术与基因工程(8)、原子能计划(9)、医学领域的病毒研究(10)、纳米技术(11)、合成生物(8)等新兴技术领域，以及信息与通信技术(12)、金融产品(13)、公共政策或社群等服务创新领域(8)。


  传统的创新意味着发明创造到商业化的全过程(13)，关注于技术推动下工艺流程的改造与产品的输出。从本质来看，创新的成效依赖于事实检验，事实是对创新决策的最好支持，然而创新的成效检验是滞后的(8)，过去与现在的评估不能提供未来一个有效合理的引导(14)，创新过程的实质是一个未来导向的不确定性活动(15)。以新兴技术的创新为例，技术创新与管理模式陷入Hajer（2003）提出的“制度空白”之中，现有的制度结构或规则体系无法适应创新管理的要求(16)，其管理与控制的窘境开始受到科学的重视。研究的焦点在于证明新兴技术创新的影响，同时需要在技术开发的计划设置与技术轨迹的模块化推进中引入更多的公众参与，从而使创新走向满意的目标(17)。旧有的科学与创新治理模式开始向分散、开放的治理模式转变，关于如何将创新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创新目标涉及的社会期望、社会接受等问题纳入研究与实践范畴的讨论，成为传统创新研究范式的重要延伸。


  以知识与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智慧增长”战略(18)为背景，欧盟“地平线2020”框架计划提出责任式创新(19)，并将其重要性提高至全球战略高度(20)，认为研究与创新必须有效地反映社会需求与社会意愿，反射社会价值与责任，作为政策制定者的职责在于建构治理框架以促进责任式研究与创新(21)。基于宏观政策的关注与推动，过去两年，大量多层次的、非规范形式的科学与创新活动及其治理开始实行预见性、前瞻性的“责任”探讨，关注于科学创新活动中社会与政策的选择，以保证特定创新的稳定性，新的预测治理(22)、建构式、实时技术评估(23)(24)、上游参与(25)、价值感知设计(26)、社会技术整合(17)等模型纷纷涌现，这些举动试图将科学与创新开放至一个更广泛公众参与与创造的过程情境之中(27)。从技术集成演化到欧盟社会科学计划，责任式创新反映出现有政策在处理存在道德争论的研究与创新时所产生的局限，如转基因生物(28)、合成生物学(29)、基因工程(30)以及信息与通信技术(31)等。这些技术创新本身的道德争论以及辐射而产生的社会影响激起了政策层面对于科学与创新责任、科学社会契约线性思考模式（科学、创新的自由需要以社会效应的影响为前提），以及对于创新治理范式中的风险评估规范重要性的讨论与再思考(32)。由此，科学、研究、创新不再聚焦于自身的行为准则，研究与创新的目的也不再仅仅关注于产出本身，不确定性、目的、动机、社会与政策影响、演化轨迹与发展方向等问题成为创新实施与治理的综合性影响因素。组织是否有能力界定研究与创新的适当结果与社会影响？如果支持某一项创新，我们如何能够成功地引导创新向有益的结果发展？(33)诸如此类问题，成为责任式创新的关注要点。引导研究对于创新本质的思考，成为创新研究与治理的社会意义延伸与发展范式演化。


  尽管责任式创新受到研究与政策的高度关注(34)，并成为美国与欧盟科技政策的“流行语”（buzzword）(35)，但现有研究存在不足：作为创新研究的新兴范式(36)(37)，责任式创新尚处于概念建构阶段(38)，缺乏相关内涵的系统讨论(39)，国内外学者也尚未对其概念解释达成共识(40)(41)(42)，研究需要系统辨析责任式创新概念在理论和政策层面的区别以及概念基于不同理论视角的解释(43)，并系统比较“责任式发展”“责任式研究与创新”“责任式创新”之间的差异，以及责任式创新概念的相关研究议题，从而为理论、实践以及政策研究的展开等提供基础与借鉴。由此，本章聚焦“责任式创新是什么”的理论研究问题，系统讨论辨析责任式创新的概念内涵与相关议题。


  2.2　责任式创新的概念源起与假设前提


  人类的创新潜力远超过实际的创新产出本身，并产生对社会的持续影响(44)。研究被看作人类知识的延伸，也反映道德观念和公众利益。科学解放背景下，科学家制造可靠知识的责任与其社会范围内更广泛的责任间存在冲突(45)。好奇心驱使的研究能产生新知识，但这些知识只涉及可以做什么(46)，而其创造进步的同时会产生危害性的结果这一事实被广泛忽视(47)。基于对波兰尼科学共同体自治的质疑，科学家在创新的同时缺少对社会责任的自我审视，同时对自身创新实践缺乏一种预测未来结果的能力(48)，由此引发科学与社会边界问题，以及科学对社会责任议题的关注与讨论，强调科学家需要在专业自治与公民职责间寻找平衡(49)。20世纪下半叶，科学与创新在研究政策中的交互性更强，技术创新同时产生收益与危害(50)，纳米技术、转基因、电动交通、干细胞研究、在线社会网络、生物技术、机器人、核能、军事与安全技术被界定为争议性技术创新(51)，关于新知识、新技术的目的性和非目的性影响，使创新的责任议题受到重视。


  美国2003年颁布了21世纪纳米技术研究与发展法令，最早提出了“责任式发展”概念，关注最大限度提高纳米技术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意义，同时降低技术创新的负面影响，以解决国家最紧迫的社会需求(52)。而后，关于“责任式创新”的讨论兴起，并展开了10多年的研究与政策讨论(51)(53)。欧盟政策委员会负责人Von Schomberg于2011年提出“责任式研究与创新”，意指行为主体承担责任的透明与交互的创新过程，其实现创新过程与市场输出产品的（道德伦理）可接受、可持续和社会满意（符合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等属性(54)。欧盟委员会“地平线2020”框架计划进一步将概念确定为“责任式创新”，强调其是指通过对现有科学与创新的集体管理以探索创新的未来的活动(55)。核心概念的总结如表2.1所示。


  
    表2.1　责任式创新的相关概念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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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梅亮，陈劲．创新范式转移——责任式创新的研究兴起[J]．科学与管理，2014，34（3）:3-11．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创新与政策》2014年第9期转载。

  


  不同于责任式发展关注技术与风险属性，责任式创新关注更广泛的创新政策与科学治理问题，排除了对研究与创新未来结果的简单预测，强调未来固有的不确定性，并认为科技创新与治理模式不能再用传统的科学与研究方法应对(56)。技术创新的同时，政策制定者与民众等其他主体需要了解创新的正向与负向知识，明确科学与技术的发展方向与未来目标、新兴科技领域的未来挑战，并对技术创新的未来意义、价值、收益等作出解释(57)，从而推进负责的科学治理模式，实现科技创新对社会需求与伦理价值的满足(58)。


  同时，责任式创新关注研究过程的参与与自省，以推动科学与技术更好地满足社会需求。研究范式的推进需要一些共同的基础，从而建立科学研究的哲学核心(59)。责任式创新的概念提出与演化伴随前提假设：（1）科学与技术能够增加我们对未知与不确定性的感知，但会产生无法预知的危害(60)，现有的科学与技术主要的创新模式开始出现问题，其并没有考虑到社会的需求、影响与价值；（2）科学与技术创新长期作为经济发展的驱动因素(61)(62)，但其对于社会价值的贡献鲜有被讨论过(63)；（3）科学本身的自治属性赋予科学家独立于社会、经济、政治而制造可靠知识的职责，然而创新更广泛的社会价值意味着科学与知识所承担的社会道德义务，科学家独立的知识创造与更广泛的社会道德义务两者之间存在冲突(64)。以上的前提成为责任式创新内涵的基础。责任式创新的提出，其本质目的不是成为创新的障碍，而是激励创新的成功，从而使创新真正驱动增长，并获得嵌入社会远景的可持续发展(65)。在这一目标下，责任式创新关注两个根本焦点：（1）创新的利益相关者是否有能力界定研究与创新的适当结果和影响？（2）如果支持某一项创新活动，如何成功地引导创新结果的发展方向？(66)


  2.3　责任式创新的内涵与辨析


  2.3.1　责任式创新的概念界定


  在政策层面提出责任式创新概念的基础上，目前的研究基于责任式创新内涵关注点的不同，形成了内在属性视角、创新过程与管理视角、创新结果评估视角三大类。


  基于责任式创新的内在属性视角：Van den Hoven认为责任式创新是一种创新活动，其引导创新过程中概念世界、物理世界、制度世界要素的延伸与协同，以扩展创新主体的认知与行动选择(67)；Von Schomberg认为责任式创新涉及一种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战略，其驱动创新以实现社会发展目标(68)，作为概念内涵的反面，包含四种典型的非责任式创新——单纯依靠技术推动的创新、忽视伦理规范的创新、单纯依靠政策拉动的创新以及忽视技术预见与危机防范的创新(67)；De Saille则从范式属性视角，认为责任式创新是欧盟研究领域内基于新的社会契约所建构的，面向科学、社会、政策三者之间的责任共享范式，是对创新本身的再创新（innovating innovation）(69)；Stahl则从元责任（meta-responsibility）角度，指出不同于责任式发展多关注技术的风险，责任式创新是更广泛的创新政策与科学治理议题，其强调一种高阶的创新责任，致力于塑造、维持、开发、协调、适配现有研究与创新活动相关的主体和过程，从而确保满意的创新结果(70)；Wilford聚焦行为主体的责任属性在研究与创新过程中的核心作用，认为责任式创新创造了一种变化，使行为主体需关注自身实践创新的潜在影响并承担责任(71)。


  基于创新过程与管理视角：欧盟政策委员会首先从政策层面对责任式创新作出解释，认为责任式创新是实现所有利益相关者创新活动早期参与的综合性方法，其使利益相关者了解创新活动的过程，有利于对创新活动的结果是否满足社会与道德需求进行有效评估，从而为创新过程的设计与发展提供价值(72)；Stilgoe等则认为责任式创新本质上是指通过对现有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的集体管理以探索未来(73)；Davis和Laas进一步描述了责任式创新的过程内涵，认为责任式创新是一种以公众期望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伦理可接受与可持续发展），实现科技创新过程与社会理念融合，以及创新行为主体与社会其他行为主体相互负责的透明与互动过程(74)；国内学者梅亮和陈劲认为责任式创新是一个包含多利益攸关主体协同决策，基于现有知识前瞻性评估创新目标与结果，并构建科技治理的适应性制度体系，以引导创新朝社会需求满足与道德伦理要求方向演进的动态过程(75)；Spruit则认为责任式创新是一种集体协同与包容的过程，其实现了对创新过程期望目标评估向创新过程质量评估的转移(76)。


  基于创新结果评估视角：Sutcliffe认为责任式创新是一种对创新问题与结果前瞻性的分析尝试，即在创新活动开始前与过程中考虑社会、道德、环境等结果评估准则，创造弹性响应系统以应对创新的未知结果(77)；Von Schomberg认为责任式创新是行为主体承担责任的透明与交互的创新过程，其实现创新过程与市场输出产品的（道德伦理）可接受、可持续及社会满意（符合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等标准(78)；Owen等人认为责任式创新是一个基于特定创新活动未来导向的复杂集体行动，创新活动的结果应当有效满足社会发展需要与道德伦理准则(79)；Van den Hoven进一步强调责任式创新使创新利益攸关主体能够在创新活动早期了解创新行动的相关知识与可能结果并对行动作出选择，这一选择的基本依据在于社会发展需求以及行动的道德伦理可接受，并主张应当将这两个标准作为科学研究设计与创新开发行动的功能准则(80)。


  基于此，表2.2对三个视角的责任式创新内涵基本聚焦点进行了总结。


  
    表2.2　责任式创新内涵的基本聚焦点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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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梅亮，陈劲，李福嘉．责任式创新：一个“内涵—理论—方法”的整合框架研究[J]．科学学研究，2018，36 （3）:521-530.

  


  2.3.2　责任式创新的内涵辨析


  【责任式创新的内涵辨析一：责任还是创新】


  如本章2.2小节所述，责任式创新概念最早的明确界定来源于欧盟委员会学者Von Schomberg 2011年对“责任式研究与创新”的界定；Stilgoe等2013年将责任式研究与创新的概念进一步泛化，界定了“责任式创新”的内涵。在总结比对国际责任式创新学者的定义基础上，梅亮和陈劲2015年界定了责任式创新概念，认为责任式创新是一个包含多利益攸关主体协同决策，基于现有知识前瞻性评估创新目标与结果，并构建科技治理的适应性制度体系，以引导创新朝社会需求满足与道德伦理要求方向演进的动态过程(81)。然而，已有的关于责任式创新的定义并没有解释“责任”与“创新”分别之于责任式创新的意义(82)，也并没有有效区分“责任式创新”与“责任式研究与创新”的内涵区别。


  作为一种新兴研究范式(83)(84)(85)，责任式创新的内涵应包含如下属性：第一，基于广义视角，更准确的概念界定应聚焦责任式创新。创新的本质在于知识发明到产品/服务商业化的全过程(86)，包含基础研发向应用研发转化的全过程(87)。基于这个意义，责任式研究从属于责任式创新的范畴之中，责任式创新为广义层面更准确的概念。第二，责任式创新不应当被理解为创新研究与实践的子领域，相反，其应当解释为创新不论以何种情境出现，都需要以负有责任的方式呈现(88)。第三，责任意味着一种结果导向的价值判断与评价，即创新应当在传统范式关注技术先进性与可行性、经济效益两方面之外，同时实现伦理可接受以及社会期望两个评估标准(89)(90)(91)(92)。最后，责任式创新的内涵影射了情境属性，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责任式创新(93)，即各类创新活动是否负责任的评估准则是嵌入特定技术、社会、制度、伦理、价值观的共演之中(94)，反映科学与地区发展的社会情境之中，并受到情境依赖的创新伦理、制度、政策等影响(86)。


  【责任式创新的内涵辨析二：责任式创新的研究聚焦】


  责任式创新反映创新主体对社会生态与伦理价值需求的关注，并将创新置于更大利益攸关主体共同学习与治理的范畴内，预测创新的潜在问题与价值反馈，从而构建主体共同参与的响应性机制(95)。已有责任式创新的研究将研究问题聚焦于创新产品、创新流程以及创新目标三个维度(96)，但作为创新的新兴范式，这种三维度问题聚焦的分类模式存在一定的系统性偏差，缺少关于创新空间与创新范式的讨论。全球创新管理的经典研究分类框架基于创新的4P维度，即范式（paradigm）、产品（product）、流程（process）、空间（position）(97)。范式指代一个共同体成员所共享的技术、价值观、信仰等集的合，是某一科学的研究群体所共同遵循的世界观和行为模式，同时用于衡量某个研究领域成熟的标志(98)，至于创新的视角，即创新行为主体共同的价值观、信仰承诺及相关的行为模式。而创新的空间指代特定产品创新（包含服务）与流程创新所嵌入的情境与地域等(99)。由此表2.3基于国际创新分类的经典4P模型，总结了责任式创新的研究聚焦。


  
    表2.3　责任式创新的研究聚焦(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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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梅亮，陈劲，李福嘉．负责任创新：内涵辨析与启示．自然辩证法研究，2017，（2）:49-53.

  


  【责任式创新的内涵辨析三：责任式创新的主要理论议题】


  传统创新范式在技术负外部性、创新伦理、隐私安全等方面的局限性引发了责任式创新的讨论，其理论议题的溯源可从“技术—社会”关系、“经济—社会”关系、“创新治理”等方面展开。首先，从“技术—社会”的关系角度出发，创新往往过分关注技术的先进性，其引发了过多强调技术进步而忽视技术社会属性意义下的“现代化偏见”(101)，科学与技术的社会建构议题由此引发了理论界的关注(102)。同时，针对特定技术的管理控制，技术创新引发科学与实业界面向“科林格里奇困境”的持续探讨，即人类无法在一项技术生命周期的早期有效预料该技术的社会后果，相反，当负向影响的结果出现时，技术因嵌入经济社会结构本身而难以被有效控制(103)；第二，从“经济—社会”的关系角度出发，创新在驱动发展的同时往往引发“技术创新双重性”(104)，即技术创新在产生正向经济效应的同时往往引发面向道德伦理、环境保护、社会民生等方面的危机，如转基因工程引发的社会伦理危机(105)、医药与病毒研究实践的健康安全(106)、环境与能源创新的可持续性议题(107)、互联网与信息技术的隐私安全(108)等；第三，从“创新治理与政策”的角度出发，旧有的创新模式、科技创新政策、管理方法、科学社会契约线性模式(109)在应对技术创新，尤其是新兴技术在道德伦理、环境保护、社会价值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存在功能缺失与制度空白（institutional void）(110)。探索新兴技术的管控与治理模式，并将道德伦理与公共价值嵌入创新治理与政策规范的建构过程，成为责任式创新公共治理与制度建设的理论议题核心。


  【责任式创新的内涵辨析四：责任式创新研究的时域、空间、层次】


  责任式创新作为一个动态演化的概念嵌入特定的时域与空间情境，并在不同的研究层次上展开(107)。


  从时域视角出发，责任式创新意味着主体通过对现有科学与创新的集体管理探索未来(111)。然而，创新的本质强调行为主体过去与现在的经验与资源无法为未来提供合理的引导(112)，创新固有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排除了主体对创新结果的简单预测，传统科学范式和静态的治理体制存在局限(113)。同时，责任式创新的道德伦理满意、社会期望满足等价值嵌入伴随时域演变而存在差异，特定创新的科学与技术基础依赖于地区发展阶段的价值属性，并对不同发展阶段责任式创新的技术关注点与创新模式产生影响。由此，责任式创新应当关注时域属性，即作为一种面向未来的前瞻性逻辑与面向过去的回溯性逻辑在当下决策的交织(114)，聚焦特定的创新，行为主体应整合过去经验、未来愿景以及当下的关注焦点等，综合开展创新活动的管控与运作(115)。


  从空间视角出发，责任式创新是欧盟发展的社会进程下提出来的概念，是欧盟政策与民众对于创新及其共同价值观的反映(116)。以公共价值追求为目标，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不同体制的价值取向差异及其潜在的价值冲突引导责任式创新的空间情境的异质性(117)。譬如发达国家创新模式更多关注以生物科技、纳米科学、人工智能等为基础的高技术产业及其责任演进，而发展中国家更多聚焦于符合其经济增长的基于社会创新的责任式发展(118)，同时创新模式更多呈现“借、模仿、拷贝”(117)，或者“草根创新，自主创新，包容性发展”等(119)。再如发达国家强调创新驱动发展的可持续性、环境友好、社会满意，而发展中国家更多聚焦于创新驱动发展而带来的稳定就业、民生保障、经济结构转型等。由此，情境驱动的科学研究与责任式创新将问题嵌入地域发展的属性之中，同时引导技术进步与科技向符合地域文化、价值观、伦理体制等相协调的责任路径演进，并实现更广泛、更平等的社会普适意义(120)。


  从研究层次视角出发，责任式创新作为公共价值的背书，反映了个人、群体、社会作为一个基本系统单元，如何影响特定创新作用于公共关系的结果(121)，研究由此涉及国家、产业、组织、个人等多个层面的议题讨论。国家层次的责任式创新面向国家政策的指导意义(122)(123)、国家与区域价值体系的引导意义(124)(125)；产业层次的责任式创新面向纳米科学与技术产业(126)、生物医药产业(127)、人工智能及相关产业(128)、通信与信息技术产业(129)(130)等；组织层次的责任式创新的议题聚焦于责任式创新与企业社会责任议题的整合，并与企业环境责任、社会责任、经济责任等层面的战略设计与整合，实现企业与异质性社会主体间共享的责任协调，实现企业责任式创新面向社会层面的价值创造(131)；个体层次的责任式创新面向民众价值观、科技社会活动的参与、社会包容与科学社会满意度的延伸等(132)(133)，以及责任式创新涉及民众参与与社会包容过程的程序公平性与透明性(134)，抑或成本与收益的分配机制(132)等。


  2.4　责任式创新的相关研究议题


  2.4.1　责任式创新的范式特征


  作为传统创新研究范式的突破与反思，责任式创新作为一种元责任的概念成为对创新本身的再创新，其包含如下特征：（1）集体性。责任式创新意味着创新过程中更广泛的利益攸关者的参与（包含国家、政府、研究机构、大学、商业组织、非政府组织）以及构建更好的公有—私有关系(135)。其创造了一个科学与创新的共享，表现为面对结果不确定性和无法预知性的集体活动。（2）责任共担。责任式创新是组织集体的责任，创新的轨迹需要利益攸关者共同承担责任(134)，即科学家、研究投资者、创新者以及其他参与者共同承担科学与创新的责任（co-responsibility）(136)。（3）响应性。责任式创新关注现有预测、响应、研究与创新方法的整合与制度化过程(137)。责任式创新意味着对研究与创新的潜在的目标、动机、影响进行反映，这一反映过程置于开放的环境——一个参与式与辩论式的、基于对话与共同评估的、更多利益攸关者参与的质询环境(136)。（4）前瞻性。责任式创新注重研究与创新向正确的影响转变，其意味着立足现在看未来，描述并分析潜在的未知影响，包含经济、社会、环境等方面，这个过程由预测、技术评价、情景开发等方法论来支撑(138)。责任式创新通过预测获取关于未来结果的指示，引导创新的发展轨迹朝符合社会价值的方向演进，最终实行民主治理(139)。（5）自省性。责任式研究与创新作为一个元责任需要表现一种自我反射的属性，即责任式创新需要考虑并对自身的假设、前提与要求的结果作出反映(140)。（6）过程交互性。责任式创新是一个交互的过程，将社会价值的意见积极地反映在创新过程之中，从而使创新能够更加道德可接受、可持续以及满足社会的期望(141)。同时，这一过程交互反映在制度模糊到制度建构的全过程：责任式创新本身是演化发展的，其创造了某种程度的制度模糊(142)，这些制度通常没有说明谁对什么事情负责，谁对谁有权威，以及事情应该怎样做。对于责任式创新的呼吁是一个制度化的建构过程(143)，它关注将建立的反思、预测、包容性审议的机制与研究和创新的过程进行整合并制度化(138)。


  此外，Wickson和Carew（2014）进一步讨论了责任式创新作为一个新兴概念的主要特征，包括：（1）显著地关注社会生态与伦理价值的需求与挑战；（2）将更大规模的利益攸关者参与作为一种承诺，并实施共同学习与决策机制；（3）针对创新本身预测潜在的问题，评估价值选择及审视潜在的价值、假设基础、信仰与规范；（4）提出并构建这个创新理念实施的共同参与的适应性机制(144)。


  2.4.2　责任式创新的归因解析


  责任式创新强调更加社会化的责任工程——使得技术创新与工程最大限度地服务社会，并转变成一种规范(145)。责任的归因可以涉及未来才发生的事情：承担责任意味着主体已经被分配到一项特定的任务或者分配到一些职责以见识某种特定的事物所产生或需要预防的状态(146)。在技术创新的过程中，责任归因方法需要通告技术发展与技术改善的方向，并将方法应用到由技术与科学开发产生的特殊道德议题情境之中(146)。已有的研究从择优视角（merit-based perspective）、权利视角（rights-based perspective）以及结果主义视角（consequentialist perspective）探索了责任式创新的归因问题。


  择优视角关注创新行为的伦理责任，行为主体（如科学家）对于技术创新结果的危害负有伦理责任不等同于因果关系上负有责任。因果关系的责任强调行为的客观性及其与行动结果的关系，而伦理责任强调行为主体的反应态度，即只有行为主体主观行动态度与行动结果相匹配时才有伦理责任(147)，比如“无心插柳柳成荫”产生因果责任，但插柳者本身不一定有资格从其反应态度上得到表扬或批评。在公平性的准则下，研究对于行为主体对结果负有伦理责任基于如下评估条件：（1）伦理代理，即责任主体对于行为是有目的、有意图的，存在行动动机；（2）自愿与自由，即行动的结果必须是自愿发生的，行为主体没有受到强迫、外界压力或者其他的阻碍；（3）行为主体对行动结果有知识判断能力；（4）行为主体的行动与结果存在因果关系；（5）结果违背（侵犯）规范，即在特定规范与情境下，行动结果是错误的(148)(149)。


  权利视角基于创新行为的无害原则，即个人行为结果不对他人权利的安全性产生危害，涉及责任与义务的权利条件(150)，包含责任的合法性（不管针对行动有罪与行动过失，行为主体必须无条件修复或补偿个人行动给予他人的损失）(151)以及行动的知情权（对于可能产生危害的行动，可能受害者必须有关于行动的知情权并对行动条件与可能结果表示同意）(152)。这个责任归因视角不关心潜在失责人责任评估的公平性问题，而关心潜在受害者的公平性问题(153)。


  从结果主义视角出发，责任归因核心不在于行为主体行动反应是否触发责任议题，而在于行动反应是否导致一个期望的结果，比如实现行为主体的行动改善(154)。不同于潜在失责人与潜在受害者的公平性探讨，结果主义视角的责任式创新归因以归因效果（efficacy）为衡量标准，即行为主体的行动需要对解决方案作出贡献并对行动本身作出完善(155)。不同于择优视角与权利视角强调特定的行动本身，结果主义视角关心行动的结果状态(153)。


  作为对过程复杂结果不确定的技术创新行为的责任归因讨论，择优视角注重事后评估，聚焦于行为主体责任评估与问责机制的公平性探索。然而，多利益攸关主体的共同行为往往引发创新负外部性的责任无法从伦理道德的个体评估层面开展公平性评价，创新过程分散到各个阶段的各个利益攸关主体责任范畴之中，集体行为的结果问责不能等价于个人行为的非道德性而实施惩罚(156)，因此择优视角较多局限于个人层面的创新责任评价机制之中。对于权利视角的创新责任归因，创新风险的不可逆行为危害使得行为发生必须经过所有行为主体的认可，公众主体对于风险的认知缺乏或专家的误导行为将会极大影响创新的效率与效益，难以在兼顾补偿机制与同意机制的条件下最高效地驱动创新(157)；相反，技术被认为是包含于社会期望的价值导向，一般技术开发与创新的根本目的在于积极地改变生活质量。从结果主义视角出发，责任式创新的归因不意味着创新的可能危机需要完全地被排除，但是至少所有可能的质询与结果都应该在技术的设计与开发阶段予以讨论，通过精心的预警与提前分析，潜在危机的成本可以得到控制，技术可以获得认可(157)，但结果主义的视角难以对已发生的创新危害予以问责和补偿。基于此，表2.4对责任式创新的归因视角予以总结。


  
    表2.4　责任式创新归因视角对比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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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格来源：梅亮，陈劲．责任式创新：源起、归因解析与理论框架[J]．管理世界，2015，（8）:39-57.

  


  2.4.3　责任式创新的评估准则


  知识经济环境下持续提升的对于责任的关注使得长久历史发展中科学与社会关系的映像方式重新界定，传统的线性模式观点发生转变(158)。传统创新覆盖新创意的开发到商业化的全过程，并最终反映在市场化的产品、系统与服务上，因此，市场成功被视作创新的重要驱动要素(159)。不同于传统创新范式以科技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正向推演逻辑为基本假设，责任式创新主张在创新的早期便引入创新活动的批判性讨论，从而实现对创新多种形式的评估，以在不断提升的公共参与制度化进程中，将道德、法律规范、社会因素等嵌入技术创新过程，实现社会与技术的模块化整合(160)。在已有的技术创新评估基本标准——技术可行性、经济效率提升的基础之上(161)，责任式新要求研究与创新活动的结果必须同时满足两个基本标准：（1）道德伦理层面的可接受性；（2）社会需求与社会期望的满足（包含经济、社会、环境等方面影响，以及实现社会制度规范的目标等） (161)(162)(163)(164)，从而实现公共价值，如图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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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1　责任式创新的评估准则


    图片来源：梅亮，陈劲．责任式创新：源起、归因解析与理论框架[J]．管理世界，2015，（8）:39-57.

  


  由此，责任式创新的评价准则突出了三个特征：首先，创新评价以实现公共价值为根本目标。Meynhardt（2009）将公众价值视为个人、群体和社会的基本需要影响公共行为关系互动的结果(165)。责任式创新要求在创新行为发生之前对相关公众价值予以界定，也即谈论创新可能产生的价值冲突，并基于创新结果的价值，评估可能的行动选择(166)。作为公共价值的背书(167)，责任式创新研究进一步认为社会满意和道德可接受的核心在于创新活动利益攸关者的价值互动、价值冲突如何协调，以及价值关于技术及其制度环境的嵌入(168)。多样化的利益攸关者价值可能会被作为重新设计技术创新系统的依据，以将发散的价值予以整合(168)。


  其次，创新评价的道德伦理属性维度。旧有的创新范式下，道德伦理通常被认为阻碍经济增长(169)，同时，以工程师为代表的创新者在创新设计时往往面临道德伦理窘境，因其遇到利益相关者相冲突的价值需求，行为主体的行动选择无法同时满足不同维度的价值评估，比如无法同时兼顾技术创新的效率与安全保障、安全性及隐私保护等(170)。责任式创新认为技术创新的本质在于创造一种价值剩余，即通过创新，行为主体可以同时满足创新评估的多维度目标，实现创新的道德责任(171)。技术创新驱动道德进步的基础在于拓展了创新行为的机会与选择集合(170)，针对特定经济维度的道德限制，技术创新可以驱动新领域研究与新创新方向，以创造就业、增加社会保障、避免研究经费的错误分配，从而最终导致更广泛层面的经济增长与绿色创新(172)。对于工程师等创新者所面临的创新设计阶段的道德伦理窘境（也即相冲突的价值需求），责任式创新主张通过改变创新情境(170)，实现利益攸关主体的价值平衡与协调，并在多主体协调的层面驱动道德进步(173)。


  最后，创新评价的社会满意维度。责任式创新认为创新本质是满足社会需要(174)，科学对于社会的责任概念并非新创，其长久的讨论要求科学家在专业自治与社会个人需求之间寻找平衡(175)。技术创新的正确性评估要求从社会期望的价值导向出发，特定技术创新能被接受并且其潜在结果对社会有益，这不意味着危机需要被完全排除在外，但至少所有可能的质询与创新结果都应该在技术早期的设计与开发阶段予以讨论，并通过精心的预警与前瞻分析，将潜在危机的成本予以控制(176)。


  2.5　责任式创新的相关实践议题(177)


  责任式创新的实践议题主要聚焦于政策层面(178)，并成为政策领域重要的涵盖性短语与新兴研究范式(179)，其研究范式的兴起，根本在于应对技术与管理治理机制中新兴技术管理模式所陷入的“制度空白”，即现有的制度结构或规则体系无法有效管理新兴技术。这好比旧有科学与创新治理模式向分散、开放治理模式的转变，新的治理模式依赖新的更广泛的市场、网络、合作伙伴，以及传统的政策与制度等的协同(180)。责任式创新同时创造了某种程度的制度模糊，这些制度通常没有说明谁对什么事情负责，谁对谁有权威，以及事情应该怎样做(181)，其呼吁新兴技术创新的制度化建构过程(182)(183)。


  作为科技创新研究与实践的重要驱动，关于新技术目的性的和非目的性的影响使责任式创新的关注度越来越高(184)，发达国家研究与政策开始重新审视科学服务于社会的根本目的，以及创新及其不确定性在传统商业模型以外带给可持续发展、环境友好、民众生活、公众价值普及的意义与挑战。而今，全球范围内已经逐步开展了对责任式创新政策层面的关注与实践，如德国纳米计划、美国纳米技术报告、英国纳米药材研究公共对话、工程与物理科学研究委员会责任式创新框架计划、荷兰国家责任式创新项目、欧洲委员会ETICA项目(185)、美国“社会—技术整合研究”计划、日本国家先进工业科技委员会纳米计划方案(186)、巴西生物燃料责任式创新规划(187)等。


  作为责任式创新实践的典型案例，欧盟第五、第六框架计划、2020地平线战略、美国社会—技术整合计划、责任式发展规划等纷纷强调传统创新之外的道德、合法性、社会影响因素，并应用到如纳米科学与技术领域(188)、信息与通信及信息安全领域等(189)，逐步形成了实践与政策领域对传统研究与创新认识的重新审视，促使创新研究的范式转移。比如，以纳米科学与技术领域为例，德国纳米计划、英国工程与物理研究委员会纳米药材公共对话、欧洲纳米科学与纳米技术管理规范研究、美国纳米科学与技术“社会—技术整合研究”项目计划，公司层面纳米技术开放式论坛等都纳入发达国家责任式创新的政策与产业实践框架体系之中；再如信息通信技术及安全领域，欧盟委员会推进ETICA重大项目，针对性地探讨信息与通信技术的责任式创新议题，并细化至信息与通信技术责任式创新的技术分类、技术道德观察、研究与开发的道德价值探讨、技术开发的道德实践反馈、多利益攸关主体的责任自省等方面。表2.5对发达国家典型责任式创新的政策与实践活动进行了举例总结。


  
  表2.5　发达国家责任式创新典型政策与活动实施举例(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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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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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国、欧盟政策与产业实践的基础之上，我国学者也开始将责任式创新的理念引入中国，并探索责任式创新在研究与应用领域的延伸。


  面向政策层面，冯之浚、方新、李正风（2016）提出塑造当代创新文化，要倡导负责任的研究与创新(191)。为推进产业结构升级与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梅亮和陈劲（2014）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对象，从责任式创新视角，围绕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设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等产业，分析了产业创新作为国家经济与科技驱动力，融合社会价值发展需求，实现责任共享与异质主体参与的治理机制创新(192)，如表2.6所示(192)。梅亮、陈劲、盛伟忠（2014）提出责任式创新对于我国探寻创新驱动发展共同价值理念的重要性，并针对《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面向能源、水和矿产资源、环境、农业、制造业、交通运输业、信息产业及服务业、人口与健康、城镇化与城市发展、公共安全等重点领域，提出了责任式创新背景下的共同价值导向，如表2.7所示。


  
  表2.6　战略性新兴产业责任式创新视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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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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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依据《国家“十二五”科学与技术发展规划》整理，相关方法引用文献（Schot＆Geels, 2008）和（Stilgoeetal.，2013）。

  


  
  表2.7　创新驱动发展共同价值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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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向区域层面，于晶、刘盛博、王前（2015）以大连高新技术园区为对象，从大连高新技术园区企业技术创新与环境保护、文化产业责任式创新以及物流企业责任式创新三个方面做了责任式创新面向区域的实践探索(193)；晏萍、刘伟、张卫（2015）同样以大连港为例，在系统梳理大连港生态绿色实施项目与具体内容的基础之上，以大连港事故池工程为典型展开责任式创新讨论(194)。


  面向产业层面，郭佳楠（2014）将责任式创新的方法应用到大数据产业技术创新的伦理审视，认为责任式创新框架的方法与评估有助于筛选大数据技术应用的潜在风险和价值冲突，实现大数据产业技术创新的社会化效应(195)。薛桂波（2015）以林木转基因技术与相关产业工程应用为例，提出农业基因工程在蕴含经济与生态效益的同时，也面临高度复杂和不确定的生态风险，需要责任式创新的规范治理与政策优化，从而实现林木转基因技术风险规避(196)。


  2.6　总结与讨论


  本章聚焦“责任式创新是什么”这一核心理论问题，围绕责任式创新的内在属性视角、创新过程与管理视角以及创新结果评估视角开展讨论，并延伸探讨了责任式创新的概念源起与假设前提、范式特征、归因解析、评估准则、相关实践议题等方面，从而系统分析总结了责任式创新这一建构阶段概念的内涵属性，弥补了已有研究关于责任式创新内涵争论、共识欠缺、总结不系统的局限(197)(198)。


  在本章研究与讨论的基础上，本书认为：责任式创新是指在认可创新行为主体认知不足的前提下，在预测特定创新活动可能负向结果的范围内，通过更多成员参与与响应性制度建立，将创新引导至社会满意与道德伦理可接受的结果导向，以实现最大限度的公共价值输出。责任式创新本质上是一个包含多利益攸关主体协同决策，基于现有知识前瞻性评估创新目标与结果，并构建科技治理的适应性制度体系以引导创新朝社会需求满足与道德伦理要求方向演进的动态过程。


  本章研究得到如下启示。


  首先，聚焦责任式创新的概念界定，研究分析结论显示：内在属性视角主要聚焦责任式创新的新兴范式、元责任、创新责任嵌入等展开讨论；创新过程与管理视角则聚焦责任式创新的过程开放、透明、共享、利益攸关主体参与，以及过程所涉及的集体管理、响应式管理、预测式管理等；创新结果评估视角则聚焦责任式创新结果评估所涵盖的技术先进性与可行性、经济效益、道德伦理可接受以及社会期望满足等方面。


  其次，基于对责任式创新的内涵辨析，研究分析得到如下启示(199)。


  第一，责任式创新并非创新研究的子领域，其内涵意味着创新在各种情境中需要遵循与体现责任属性。责任式创新的概念是情境导向的，同时蕴含了对于创新结果评估的责任性。在这样的结果评估准则中，创新活动的道德伦理可接受性与社会期望满足是责任式创新区别于传统创新范式的核心准则(200)(201)(202)(203)。由此，基于这一准则，责任式创新将特定的技术创新延伸至科学家与消费者等基本主体之外，并通过社会维度与伦理维度切入，开展传统意义上研发到商业化全过程的评估与协调。在这一意义下，研发到商业化的创新全过程依赖更广泛的利益攸关主体参与（包容性），强调科技创新结果的前瞻性与预测性评估（预测性），创新主体对自身能力与创新结果认知水平的敬畏（自省性），以及创新活动全生命周期的实时管控与协调（响应性）(204)(205)。


  第二，基于创新的产品、流程、范式、空间的典型分类模式（4P模型），责任式创新的研究议题与问题聚焦可从创新的四个维度展开。传统的责任式创新研究聚焦于产品、流程、目标的三维度(206)，这种区分方法忽视了责任式创新依托于创新属性的考量。基于创新分类的经典4P模型，责任式创新关于范式层面与空间层面的问题聚焦应当进一步延伸，责任式创新相较传统创新范式的异同与范式演进的意义，以及责任式创新面向地区地理位置、发展水平、产业等特征差异，以及责任式创新由此引发的理论构建与概化性探讨等议题亟待研究展开。


  第三，责任式创新的理论问题可追溯到面向“技术—社会”关系讨论的技术现代化偏见、科林格里奇困境等方面，面向“经济—社会”关系讨论的创新双重性议题，以及面向“创新治理与政策”讨论中涉及的科学与社会旧有范式面对新兴技术管控的制度空白和新兴技术创新的公共治理等议题。默顿1973年提出的“科学社会学”(207)、拉图尔的社会建构议题及其行动者网络理论(208)都涉及科学社会化与社会治理议题，并阐释了技术发展的社会责任属性，而责任式创新是这一些理论问题讨论及政策层面概念的提炼，其对已有理论问题的回应与延伸需要进一步展开研究。


  第四，责任式创新研究需要考虑时域、空间、研究层次的定位问题。责任式创新内涵本身的时空嵌入性引导创新活动的决策是未来愿景与过去经验在当下时点的整合反映(209)，以及创新结果的评估需要延伸至中长期的社会期望满足视角、需要考虑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情境异质性(210)，这种时空情境的讨论应嵌入于责任式创新的理论框架之中，从而提升责任式创新理论研究的概化性和普适性(211)。此外，作为一个政策层面的概念(212)，责任式创新在反映欧盟政策委员会地平线2020框架计划的政策包容性及其国家间的政策差异性之外，研究更应当下沉到特定产业、典型组织以及社会民众群体的层次，并结合所对应的技术发展时空情境建构研究框架。


  最后，基于对责任式创新的相关研究与实践议题探讨，研究分析显示：第一，聚焦主要研究议题，责任式创新的基本范式特征包括集体性、责任共担、响应性、前瞻性、自省性、过程交互性等；责任式创新的归因解析主要包含择优视角、权利视角以及结果主义视角三个视角；责任式创新的评估准则包含技术可行性与先进性、经济增长与效率提升、道德伦理可接受、社会期望满足四个维度。第二，聚焦主要实践议题，责任式创新面向发达国家创新实践主要以新兴科技创新领域的责任议题予以展开，包括欧盟框架计划、美国社会—技术整合计划等典型国家政策，以及责任式创新针对纳米科学与技术领域(213)、信息与通信及信息安全领域等(214)的实践；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也在国家科技政策、产业与区域创新发展实践中启动责任式创新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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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章

  责任式创新的共性理论基础与应用分析方法


  3.1　引言(1)


  创新不仅仅驱动经济的增长，同时促进可持续发展、提升健康、完善生活(2)。在波兰尼“科学解放”的范式驱动下，过去的一个世纪，科技革命见证了新技术发展的浪潮，包括内燃机、原子能、分子生物技术以及信息技术革命等纷纷成为研究与创新的焦点。尽管科学与技术成为我们生活的中心并提供人类大量的好处，科学家对于自身研究活动合理性以及面向更广泛社会的知识普及等方面面临不断增加的压力(3)。这些压力来自过去与现在公众对于一些研究的争议：比如核能危害、食物困乏、大范围的环境污染等(4)。20世纪下半叶，科学与创新在研究政策中的交互性越来越强，人们开始意识到技术创新的双重性（同时产生了收益与危害），关于创新的责任被广泛讨论(5)。生物科学家关于基因研究(6)、曼哈顿计划关于新兴技术与核物理的使用规范问题(7)、舆论对于流感病毒研究危害(8)、研究与治理关于合成生物学(9)、基因工程(10)以及信息与通信技术(11)的探讨都引发了新兴技术研究与创新双重性的关注。技术高速发展的背景下，现有的科学与技术主要的创新模式开始出现问题，其忽视了研究与创新对于社会的需求与价值的考虑，政策制定者、大量的产业代表、民间社会组织、科学家等呼吁科学与技术研究与开发过程中的社会与道德整合(4)。


  与此同时，伴随科技的进步与人类文明的不断演进，研究与实践关注于全球性发展的巨大挑战，气候变暖、能源需求、资源有限性、食品安全、民众健康、社会老龄化等问题成为发展的重大挑战(12)，同时形成了关于全球与地区发展远景规划的讨论。以欧盟为例，2020智慧增长战略明确了欧盟发展的核心价值导向——推动科学与技术的优势，推进社会公平、男女平等、团结以及基本权益的保护，竞争力的社会与市场经济，可持续发展，以及生活质量的高品质保障与健康和环境友好等(13)，同时明确要求公共主体与利益攸关者积极参与研究与创新过程以应对气候变化、减轻贫困、老龄化社会等的挑战(14)(15)，从而实现创新对于社会挑战的应对与社会价值的匹配；中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将其作为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根本动力，强调科技成果只有同国家需要、人民要求、市场需求相结合，完成从科学研究、实验开发、推广应用的三级跳，才能真正实现创新价值、实现创新驱动发展(16)。


  欧洲研究委员会2011年5月提出责任式创新（Responsible Innovation），并在欧盟“地平线2020”发展报告中将责任式创新提升到欧盟战略高度(13)，认为研究与创新必须有效地反映社会需求与社会意愿，反射社会价值与责任，作为政策制定者的职责在于建构治理框架以促进责任式研究与创新(17)。责任式创新需要研究与创新符合社会需要，对研究项目进程中道德、社会、环境的变化作出响应，并在这个过程中引入更多利益攸关者参与的、持续的过程评估(18)，其意味着创造一种范式转移，关于我们如何思考、生活、彼此互动的范式转移，以及关于重审科学的角色与定位的范式转移(19)，从而提供道德的、可持续的、有成效的解决方案以改善研究对于创新的转化。同时，责任式创新涉及的“范式转移”是基于一种新的社会契约并在科学、政策、社会之间创造责任的分享(20)。这种范式转移反映了自波兰尼“科学解放”以来对于研究与创新本身的反思与重构，科学家从自由追逐他们的想法，践行将研究与创新活动独立于政治、社会、道德问题的模式，转向共同生产的模式。在新的模式下科学家被看作社会参与者，同时公众对于研究与创新的质疑以及质疑背后所涉及的价值属性的问题可以影响科学家科学研究的轨迹(21)。


  技术创新的双重性以及创新对于社会价值导向的嵌入激发了研究对于科学与创新政策以及科学社会契约线性模式的再思考（科学的自由探索需要以社会效应的有效满足为前提），以及对于风险监管作为重要创新管理目标的讨论(22)，同时引起了对于创新范式本身的反思：科学与技术的创新带我们进入怎么样的未来世界，我们关心什么样的未来，我们希望面对什么样的挑战，我们遵照什么样的价值导向，以及是否这样的探讨可以使我们走向技术驱动的民主社会(23)。创新驱动增长，同时唤起了创新的责任意识(22)。


  然而，尽管科技创新的责任议题近年来受到重视，已有研究也开展了责任式创新概念内涵和相关分析框架的讨论，但研究存在如下不足：第一，理论层面已经有关于责任式创新研究框架及其构成要素的讨论(24)(25)(26)(27)(28)(29)(30)，但缺少对各种研究框架及其构成要素的对比性、系统性分析；第二，尽管学界对于责任式创新的研究日益增多，但对责任式创新的研究根基与共性理论基础讨论存在模糊性(31)(32)。作为一种“涵盖性术语”（umbrella term）(33)，已有责任式创新研究在伦理学、技术哲学、特定新兴技术研究、社会学、政策科学、创新管理等领域开展了许多讨论，这使得责任式创新呈现交叉学科的本质属性(34)(35)。但已有理论分析框架的开发并未深度探讨其背后的共性理论基础、前提假设与演化逻辑。同时，基于实践导向的应用研究也并未系统讨论责任式创新实践的地域、文化、制度等情境因素差异(36)，致使理论研究的概化性（generalizability）严重不足(37)。鉴于责任式创新研究的学科交叉属性(34)以及普适性认识论根基的探索难度(38)，研究亟待探索责任式创新异质性学科背后的共性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由此，本章聚焦“责任式创新的共性理论基础和分析方法是什么”的理论研究问题，系统讨论了责任式创新的研究框架与构成要素、共性理论基础以及典型应用分析方法。


  3.2　研究方法与数据采集


  我们聚焦“责任式创新”的主题词，开展了全面系统的文献研究，核心文献数据池的构建整合了全球最权威的英文引文数据源——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创建的Web of Science数据库(39)以及中文引文数据源CNKI中国知网数据库。具体展开过程中，研究以英文关键词“responsible innovation”和“responsible research and innovation”为主题、标题、关键词进行检索，并对语言、文献类型（论文、报告、书）进行分类，导出全部文献，构建文献研究的英文数据源；中文以“责任式创新”“责任式研究与创新”“负责任创新”为主题、标题、关键词进行检索，并对文献类型（研究论文、新闻报道等）进行划分，导出全部文献，构建文献研究的中文数据源。其中，英文文献截至2016年12月31日共计2 781篇，被引总频次30 307次，施引文献数29 019次；中文文献截至2017年1月30日共计33篇，总被引数44次，总下载数8 529次。图3.1、图3.2(40)分别对责任式创新英文文献与中文文献数据的基本趋势作了描述总结。另外，作为对文献数据池的补充，研究通过谷歌学术与检索引擎，搜集了美国、欧盟、中国等主要国家的责任式创新相关政策报告与研究报告作为数据补充，从而构建了全面完整的文献数据池。在文献数据池的建构基础上，表3.1总结了责任式创新研究的高被引文献，它建构并联结了责任式创新文献引文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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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1　责任式创新英文文献数据基本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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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2　责任式创新中文文献数据基本趋势

  


  
  表3.1　责任式创新高被引文献(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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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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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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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责任式创新的分析框架、共性理论、应用方法


  基于文献数据的系统分析与全面总结，本章构建了责任式创新的“分析框架—共性理论—应用方法”的整合研究框架，如图3.3所示。责任式创新的主要建构要素基于分析框架的建立和分析而展开，主要包括六度框架（男女平等、合作、伦理、科学教育、治理、开放），三度空间框架（主体、活动、规范），四象限框架（自省模式、贡献模式、分界模式、整合模式），AIRR四维框架（预测性、包容性、自省性、响应性），五维框架（预测性、包容性、自省性、响应性、制度情境），六维框架（预测性、包容性、自省性、响应性、可持续、关怀），中正框架（科技引领、增长永续、制度包容、社会满意）；责任式创新的理论基础与核心研究议题主要包括正义论（伦理与价值准则议题）、技术社会控制视角（科林格里奇困境）、行动者网络理论（科学的社会建构议题）、制度理论（公共事务的治理议题）、创新扩散理论（创新效益传播议题）五个方面；责任式创新的典型应用方法主要包括伦理分析法、实时技术评估法、“谦逊”技术与参与治理、上游公众参与技术治理、中游模块化技术与治理、技术社会评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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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3　责任式创新的“分析框架-共性理论-应用方法”的整合研究框架(42)

  


  3.3.1　责任式创新的建构要素与分析框架


  责任式创新考虑科学与创新的目的，以及潜在的动机与计划等，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实现被看作研究与创新的责任(43)。责任式创新是一个快速演化的概念，现有的研究在责任式创新的动力、理论框架、实践等方面存在模糊性，其研究维度与研究框架的构建需要一个交互的、持续的、灵活的适应性学习过程(44)。自欧盟委员会提出“责任式创新”以来，作为一个新兴研究范式(44)，责任式创新研究最初关注科学家与科学共同体的自治议题，也即以兴趣与好奇心驱使的科学研究，与其研究结果在广泛社会意义下的责任之间可能存在潜在冲突(45)。科学的社会边界如何界定、科学家专业职责与公民社会责任的平衡(46)等需要科学共同体强化责任自省，将研究与创新引导向未来可持续与社会满意的方向演进(47)。伴随研究的演进，技术的社会控制(48)、创新的双重性(49)、新兴技术的管理功能缺失(50)、科技伦理的准则(51)(52)、企业社会责任(53)等议题纷纷涵盖了创新的责任议题。这一背景下，责任式创新的研究者尝试从不同角度构建责任式创新的理论分析框架，并探讨构成维度与相关解释，总结如表3.2所示。


  
  表3.2　责任式创新理论分析框架及建构维度(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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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式创新的六维框架】


  Geoghegan-Quinn最早探讨责任式创新的要素构成，并基于欧盟责任式创新核心准则，构建了由“男女平等、合作、伦理、科学教育、治理、开放”组成的六度分析框架(55)。“男女平等”聚焦研究与创新过程中的性别差异以及女性在这一过程中的权利保护；“合作”面向科学研究与创新活动的社会主体，主要涵盖研究者、产业组织、政策制定者及其民众等利益攸关主体参与；“伦理”则强调研究与创新活动必须尊重基本权利与正义，以及高标准的道德伦理规范；“科学教育”认为研究与创新过程不仅仅要增加研究者数量，更要提升教育以使研究者与社会行为主体具备对于研究与创新所必须的责任意识与相关知识储备；“治理”强调科技创新政策与行动规范需要考虑研究与创新的负向影响并承担所对应的责任；最后的“开放”维度认为研究与创新的结果应该面向全社会开放共享(56)。


  【责任式创新的三度空间框架】(57)


  责任式创新的三度空间框架由Stahl于2013年提出，其认为责任式创新本质上是一种“元责任”(58)，其建构要素包含行为主体、活动、规范三个维度，Stahl由此提出并构建了“行为主体—活动—规范”责任式创新三度空间框架，如图3.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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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4　责任式创新三度空间模型


    图片来源：Stahl, B. C. (2013). Responsible research and innovation:The role of privacy in an emerging framework. 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40（6），708-716.

  


  责任式创新的行为主体（actors）。责任式创新将创新视作一个未来导向、不确定、复杂以及集体的行为。在这样背景下，研究与创新原有的行为主体——科学家的责任被扩展，他们肩负了制造可靠知识与创新，同时承担知识与创新的社会价值责任，责任同时涉及大学、创新者、企业、政策制定者、研究创立者等各类行为主体(59)，这一责任的重塑会对科学家、创新者、商业伙伴、研究创始人以及政策制定者形成挑战，使他们认清他们的角色与责任，并且承认创新中任何主体的不负责任行为都将产生对创新生态系统的整体影响(59)。Stahl（2013）探讨责任式创新的行为主体，认为其包含独立的研究者、研究组织、科学道德委员会及其成员、研究与创新的用户、民间社会组织成员、各层面的政策制定者、专业机构、立法者、教育组织、公共机构等(60)；Sutcliffe（2011）对欧盟八个重大责任式研究与创新项目进行了分析总结，认为责任式创新活动对欧盟委员会、政府机构、研究创立者、大学、商业机构、非政府机构与民间社会组织等不同利益攸关者提出了新的要求(61)。在这样的议题下，好的科学研究与创新已经不再仅仅是专业人员小群体的观点了，创新需要对外部成员的影响作出反应(62)。由此，责任式创新呼吁对集体职责的关注，重新思考每个个体希望从创新中得到什么，然后考虑如何推进创新并对不确定性作出反应，形成一个集体的、制度化的响应机制(59)。


  责任式创新的相关活动（activities）。在行为主体延伸的视角下，责任式创新的活动关注点已经超越了研究者与专家的视角而将创新活动延伸到更广泛的利益攸关者视角进行讨论。通常责任式创新活动包含对任何研究与创新行为的风险评估、影响评估、技术评估、预测活动、价值敏感性设计、内部反馈、道德评估等(60)。Sutcliffe （2011）对责任式创新涉及的活动进行了分类，认为其划分为：（1）关注创新的社会与环境效益的活动；（2）能够更好地促进社会与公众参与的活动；（3）对于现在和未来进行社会、道德、环境等因素评估的活动；（4）经济与社会视角下有效的、适应的、响应式的活动；（5）过程开放与透明的研究与创新活动等(63)。Von Schomberg （2013）从责任式创新的反面入手，对不负责任创新活动做了划分，认为当下不负责任创新活动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单纯依赖技术推动的创新活动、忽视基本道德与社会伦理准则的创新活动、单纯依赖政策拉动的创新活动、缺少预先评估与结果预测的创新活动(64)。


  责任式创新的规范准则（norm　s）。责任式创新依赖基本的规范以评价特定的研究与创新是否为真正的所有利益相关者期望与接受(65)。欧盟“地平线2020”对欧洲发展的五大规范准则进行了展望，即推动科学与技术的国际优势，完善竞争力的社会与市场经济，实施可持续发展，推进社会公平、男女平等、团结等基本公民权利，以及创造高保障的生活质量、健康与环境水平(64)。Stahl（2013）认为责任式创新的核心在于知识的延伸符合道德与公众利益，确保研究与创新得到理想的和可接受的结果，其规范准则的核心在于——参与、民主代表、民主治理、信息透明等(65)。Pandza和Ellwood （2013）认为责任式创新的研究需要综合建立在道义论、目的论以及道德性伦理的讨论基础之上，在创新的行动与影响不确定性较低时，责任式创新的道德规范在于实现受专家群体认可的科学成果标准；在创新的行动与影响不确定性较高时，责任式创新的道德规范在于符合不确定的和分布式的科学实践发展要求，并得到更广泛社会群体的认可(66)。由此，责任式创新是对现有价值观和实践创造非结构化的制度重构过程(67)，责任式创新最终应该符合一个社会、国家正确的价值导向：比如一个竞争性的社会市场经济、可持续发展、高质量的生活水平等。为了满足这一目标，责任式创新应当表现在道德可接受的、社会希望的、安全与可持续的规范准则框架之内(68)。


  【责任式创新的四象限框架】(69)


  Glerup和Horst（2014）围绕科学社会属性与政治理性，基于特定创新活动与治理机制的过程导向与结果导向，以及创新准则的内部规范与外部规范，建构了科学面向社会的责任式创新四象限框架，包含责任式创新的自省式（reflexivity）模式、贡献式（contribution）模式、分界式（demarcation）模式、整合式（integration）模式(70)，如图3.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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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5　科学面向社会的责任式创新四象限框架


    图片来源：根据Glerup, C., ＆ Horst, M. (2014). Mapping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science. Journal of Responsible Innovation, 1（1）, 31-50．修改。

  


  自省式模式以特定创新系统演化的结果为导向，强调科学与创新需要从特定创新系统内部的社会性问题中寻找行动方向与解决方案。作为创新活动主体成员的科学家，其在接受科技创新繁荣成就的同时需要承认自身的认知局限(71)，并对研究与创新的社会情境给予关注，重审特定研究与创新系统在面向道德及文化议题时的能力限制，以遵循科学与创新产生正向结果的基本准则(72)。


  贡献式模式认为科学与创新的结果应受到特定创新系统外部的社会规范约束并确保其结果对社会有益，这一行动模式将特定的研究与创新系统视为社会系统的一部分，特定创新系统服务于外部社会的目标，嵌入于社会的普适性伦理规范与价值体系，并为社会发展创造价值(73)。


  分界式模式聚焦于特定创新系统内部的规范与过程，认为科学与创新的过程应当持续反思自身的动机与方法。在创新过程的持续演进中，行为主体对特定创新系统的目标、过程、价值观、规范等反复互动，形成了系统内部对创新的共同承诺，从而提升了创新活动及其治理方法面向系统内部的合法性与认同感(74)。


  整合式模式聚焦于创新过程，并从创新系统外部的规范入手，强调社会行动者应当包含在科学与创新过程之中，从而将特定的研究与创新活动引导至社会满意与期望的方向(75)，以实现特定创新系统演化过程的多攸关主体参与和协调响应。


  【责任式创新四象限框架的延伸】(76)


  责任式创新议题在政策层面受到高度关注，其是指通过对现有科学与创新活动的集体管理去探索创新的未来(77)，以期实现创新过程与产品的（道德）可接受、可持续、社会满意（使科学与技术进步恰当地嵌入社会发展之中）(78)。这样的概念界定反映了责任式创新内涵在时间意义上的属性，但现有的责任式创新建构要素与分析框架却忽视对时间维度动态性的分析。由此，时域视角的元理论分析为责任式创新概念的完善与理论的解析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方向(79)。


  从时域视角下责任式创新的元理论出发，时域视角将时域视作一种迁移机制，突出研究焦点追溯未来的重要性与可能性，强调未来需求与当下需求的协调(80)，理论逻辑基于如下本体论假设：首先，当时域主体（temporal agency）对未来需求与情景缺乏预见能力时，可能陷入当下的合理性困境(81)；其次，即便时域主体有能力预见未来，其需要考虑当下需求与未来需求产生的冲突(82)；再者，当下行动面向未来的演化路径存在不稳定性(83)；最后，未来本身具有不可到达的属性（演化没有终点）(84)。作为时域视角的聚焦点，研究关注时域属性（temporal properties），也即对时间概念的现象化描述，强调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交织(85)，以及这种交织在当下经验与情境下的反映。责任式创新旨在通过对现有科学与创新活动的集体管理去探索创新的未来(86)，以期实现创新过程与产品的（道德）可接受及社会满意(87)，它是创新主体基于过去经验与能力，面向未来创新过程与结果目标，针对每一个时域节点（也即当下或现在）开展创新活动与管理的动态演进过程，这为时域视角元理论解释责任式创新提供了基本依据。


  基于此，在上一节责任式创新四象限框架要素基础上，梅亮和陈劲（2016）以责任式创新面向特定创新系统的过程与结果的评估和治理为纵轴，以时域轴的回溯性（现在→过去）逻辑和前瞻性逻辑（当下→未来）为横轴重构了责任式创新四象限框架，如图3.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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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6　时域视角的责任式创新四象限框架


    图片来源：梅亮，陈劲．负责任创新：时域视角的概念、框架与政策启示[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6，37（5）:17-23.

  


  面向特定的创新活动与创新系统，创新主体在践行责任式创新与发展时，需要将过去的经验、未来的预测与愿景、当下的关注点综合并反映到特定创新活动的运作与管理之中(88)。由此，时域视角从一个时间的范围内重审当下时刻特定创新活动与系统评估及演化，形成了面向未来的前瞻性逻辑与面向过去的回溯性逻辑。这种时域视角的叙事性本体论强调针对创新活动的评估，主体需要将当下时间节点的思考评估延伸至更长的时间范围(89)，从而面向责任式创新活动提供了一种解决当下与未来潜在需求冲突的方案(90)。整合未来愿景与过去经验，当下时点的评估驱使创新主体放弃那些未来无法得到利益攸关者支持的创新活动(91)。


  基于回溯性逻辑，过去已发生的时间是能力与评估的重要经验资源，伴随创新结果与行动策略匹配性讨论的单回路学习，特定创新活动的事实性叙述与学习使得行为主体持续创造并引导创新的路径发展，提供行为主体关于创新演化的可视化判断与结果评估(92)；基于前瞻性逻辑，责任式创新行为主体需要依据社会价值导向与发展理念的认同，在新技术开发的早期予以界定技术创新的道德伦理可接受和社会满意的基本准则，描述并分析创新的潜在未知影响，以构建灵活和自适应的系统，并在考虑社会、环境、道德等因素的前提下，有效处理研究与创新产生的意想不到的结果(93)。这种前瞻性叙述为创新演化界定了主导价值观，以使价值观驱动行动策略，并建立创新结果反作用于主导价值观的双环学习机制(94)。由此，在时域轴内，经验来源于“行动—结果”以及“价值观—行动—结果”的双环学习机制中，从而对特定创新系统与活动实现过去、现在与未来三者的交互与统一，并在责任式响应的动态管理下，累积创新主体的动态能力，实现创新演化过程及结果对社会价值响应的制度耦合(95)。


  【责任式创新A IRR四维框架】(96)


  Stilgoe等（2013）从责任式创新的内生属性出发，构建了由预测性（anticipating）、自省性（reflexivity）、包容性（inclusion）、响应性（responsiveness）四个维度构成的责任式创新AIRR模型，如图3.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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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7　责任式创新A IRR框架

  


  预测性（anticipating）是指针对现有的研究与创新活动开展的前瞻性的讨论。责任式创新试图让预测变得更好，更广泛地考虑社会、道德、环境的问题，并构建灵活和自适应的系统来处理研究与创新所带来的意想不到的后果，有时其被称为“预测性治理（前瞻性治理）”(93)。预测性包含多种因素，包含特定创新设计前对于其可能产生的政治、经济、社会、技术等方面的影响的预测与评估，对于创新涉及的所有利益攸关主体的收益与危害评估。如新兴技术的社会影响通常难以预估，其所产生的社会危害需要在技术创新的早期阶段加以评估与讨论(97)，从而明确符合社会价值标准的技术创新发展演化路径，相对应的资源匹配，技术创新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涉及的相关利益主体和与之对应的责任等。这种前瞻性的系统思考将创新置于社会鲁棒性危机管理的研究之中，从而将科学自由主义所产生的负外部性可能、创新不确定性等因素置于社会危机管理、社会发展导向可控的范围之内。


  自省性（reflexivity）意味着对个体与组织的知识、行为、承诺、假设、能力等设置镜像，从而使个体或组织意识到知识的局限性，发展与创新通常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路径可循(98)。构建参与者与制度的自省性直接挑战了科学的不道德与不可知论的假设，要求科学家将他们的研究与创新本职置于更广泛的公众道德责任之中(99)。自省性体现了责任式创新作为一种“元责任”的反射式属性，也即责任式创新需要考虑并对自身的假设前提、要求、目标、执行过程、结果进行反复自省(100)，协调新兴研究与创新的相关过程、参与主体责任以及社会价值导向的匹配。


  包容性（inclusion）的核心在于创新过程向更多利益攸关者的开放与公开。作为特定创新活动合法性的探讨，包容性要求创新过程减弱专家权威，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过程更多地吸纳不同利益攸关主体的参与，倾听不同利益攸关主体的利益诉求，实现科学与创新的开放(101)。鉴于所有利益攸关者的责任共担、创新根本目标的社会接受、各类参与主体本身的创新源属性，包容性实现了创新能够朝着共同建构的模式发展，确保创新的责任共享与民主化治理(102)。


  响应性（responsiveness）表现为责任式创新的能力基础，这种能力表现为：行为主体对创新的感知存在知识与控制力不足时，能够调整行为模式(103)。责任本身包含对新的知识、新的视角、观点、规范准则进行响应(104)。责任式创新伴随社会的一种需要，这种需要体现在研究与创新是对社会导向的反映，以模块化的创新轨迹方式应对可能的不确定性(103)。同时，责任式创新需要一种能力，重塑与改变方向以对利益攸关者和公众价值与动态环境作出反应，以促使创新向预测、自省以及包容的方向发展(105)，且考虑到创新系统能够被塑造以使它们具有响应性的重要性。伴随科学研究与创新的不断发展，创新社会意义的重要性不断提升，责任式创新越来越依赖响应的制度化。


  【责任式创新A IRR四维框架的延伸一：责任式创新的五维框架】(105)


  在预测性、自省性、包容性、响应性构成的AIRR四维度责任式创新框架基础上，理论界对其进行了延伸与补充，中国学者梅亮和陈劲进一步考虑了责任式创新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情境异质性，并在预测性、包容性、自省性、响应性四个维度基础上，增加了“制度情境”维度，构建了责任式创新的五维框架(106)(107)。


  创新驱动发展的同时创造了不可避免的不确定性、模糊性等问题，研究与创新的本质在于对社会面临的挑战作出响应，旨在使一个国家的发展与其自主的历史与发展情境相匹配(108)。责任式创新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是不同的。责任创新在发达国家的宪政体制中，倡导一个规范基础之上“不同的社会与技术的重要性排序”，暗示一个“具有包容性、民主和公平的科学与社会关系”(109)。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考虑到国家、自治区、直辖市、机构的异质性，科学与技术的关系、科学与社会的关系以及责任式创新对于欠发达地区的影响等因素，责任创新的情境因素成为关注点(110)。


  大量的参与者感知到现有的责任式创新的框架依赖于特定欧洲制度化进程中关于重要性、价值、关注焦点等因素的讨论，包括关注新兴的与潜在的高技术创新，如生物技术、纳米技术、合成生物学、机器人与地理工程等，从而实现以欧洲价值导向为基础塑造科学与创新的轨迹，并将政策由危机管理转向创新治理的目标(111)；美国推进研究与创新政策在纳米科技领域的探索，提出责任式发展，明确以科学为基础的新兴技术集体能力重新塑造社会、经济、技术的蓝图。由于它的新颖性、复杂性、不确定性以及公共性，纳米技术成为了“后常规科学”的代表(112)，并需要知识生产过程大量潜在使用者与利益攸关者的参与(111)。传统的科学是研究者发起的，并以学科为基础，当代的科学是情境驱动的，问题为焦点，且是跨学科的(113)。责任式创新需要考虑全球影响的技术与局部地区技术创新的发展需要，实现责任式创新与国家情境、局部地区情境、文化与实践等的匹配协调(114)。比如严格经济规范下，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是发达国家的基础性制度，但在发展中国家，作为一种价值创造与社会需求的满足，创新模式可能依赖许多“借、复制、偷”，或者“草根、自主创新”(115)。发达国家高技术导向的创新驱动模式，发展中国家就业、人口、贫困等导向的社会价值引导模式，以及转型经济背景下中国情境的经济、科技、社会协同发展模式等，都成为责任式创新情境的分析来源。


  基于此，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中国学者梅亮和陈劲（2014）认为，责任式创新的理论框架多是基于发达国家情境之下提出来的，已有的责任式创新研究理论框架(115)(116)(117)(118)缺乏对于社会与制度情境的反映探讨，其在应对国家发展水平、区域文化环境、制度体系等因素的差异时存在概化性不足，责任式创新理论框架应当包含创新活动与创新过程的情境因素，如图3.8所示。伴随创新过程的演进，行为主体、活动、规范构成了基本要素，其受到创新活动嵌入的国家与地区情境影响，预测性、自省性、包容性、响应性共同构成了每一项责任式创新项目推进的内核，从而使多利益攸关主体参与下，创新活动符合环境情境与社会规范，逐步发展成为对预测、自省、政策包容性以及在演化视角下的响应性维度进行制度耦合的整合过程(119)。


  
    [image: ]

    图3.8　责任式创新理论框架


    图片来源：梅亮，陈劲．创新范式转移——责任式创新的研究兴起[J]．科学与管理，2014，34（3）:3-11.

  


  作为责任式创新制度情境维度在动态视角下的理论延伸，中国学者梅亮和陈劲（2015）进一步认为责任式创新本质上是嵌入于主体创新活动的相关情境的，而制度情境本质上是对创新过程发散性价值的优化整合(120)，其嵌入于多层次制度要素的动态交互过程之中(121)。基于此，梅亮和陈劲（2015）整合了责任式创新涉及的四大建构要素——预测性、自省性、包容性、响应性——与制度四层次理论及交互框架理论，将制度情境解构为嵌入性、制度环境、治理、资源配置与人员这四个层次交互的动态过程，提出了修正后的责任式创新五维度框架，如图3.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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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9　责任式创新的理论框架


    图片来源：梅亮，陈劲．责任式创新：源起、归因解析与理论框架．管理世界，2015，（8）:39-57.

  


  【责任式创新A IRR四维框架的延伸二：责任式创新的六维框架】


  在AIRR四维度责任式创新框架模型基础上，学者Burget等人则通过进一步挖掘责任式创新涵盖的要素范畴，在预测性、包容性、自省性、响应性四个维度外延伸增加了可持续（sustainability）和关怀（care）两个维度，构建了责任式创新的六维度框架(122)。其中“可持续”维度主要聚焦创新产品的资源效率(123)以及符合包容性准则的中长期经济发展需要(123)；而“关怀”维度则主要面向人们在创新演进与发展中所感知、行动、评判的过程中共同开发的能力基础(124)。


  3.3.2　责任式创新的共性理论基础


  基于责任式创新文献数据的调查、高被引文献的提取，及其相关引文知识网络的延伸，责任式创新的理论基础与其对应的核心研究议题主要包括正义论（面向伦理与价值准则议题）(125)、技术社会控制视角（面向科林格里奇困境）(126)、行动者网络理论（面向科学的社会建构议题）(127)(128)、制度理论（面向公共事务的治理议题）(129)(130)、创新扩散理论（面向创新效益传播议题）(131)五个方面。


  正义论涉及科学研究主题相关应用领域中关于公平性道德哲学的讨论，聚焦于“正义观”在思想发展与社会发展中的核心作用，以及“正义原则”在社会制度、民生、经济规范等具体层面的作用(132)。罗尔斯提出“正义是社会制度存在的核心价值”，并提出正义的两大基本原则：（1）每一个体都享受最广泛与最平等的基本权利——自由；（2）社会与经济发展过程的不平等性应当基于两个基本原则，第一是在符合正义原则的框架下实行投入产出相匹配的差别原则，第二是在遵照机会公平与平等原则下将社会地位与职务向全社会所有人开放(133)。这一原则框架体系及其相关的理论推演为责任式创新提供了面向伦理与价值准则的判断依据，也即责任式创新的理论与实践进程需要考虑其作为道德伦理可接受的基本准则，并且将这种准则与特定创新活动与创新行为所嵌入的地域情境相适应(134)，并最终实现公共价值的输出(135)(136)。譬如在欧盟框架计划之下，责任式创新关注于技术进步、经济竞争、可持续、生活质量、社会公正、平等、团结的价值准则(137)。由此，正义论从伦理与价值准则的角度为责任式创新的社会公平、道德可接受、利益攸关主体参与、公共价值输出等方面提供了理论基础。


  技术的社会控制视角来源于英国社会学专家科林格里奇提出的“科林格里奇困境”，也即——对于任何一项技术，人类无法在其生命周期的早期阶段有效预测这一技术的社会影响与相关后果，当技术发展后期的负向影响出现时，技术由于对经济社会的深度嵌入而难以被有效地控制(138)。围绕责任式创新的研究，从创新的“技术-社会”关系出发，传统的科技创新范式过分强调了技术层面的先进性，进而导致因过分关注技术进步而忽视技术相关社会属性的“现代化偏见”(139)。技术的社会控制视角由此试图从时间、知识、权力三个角度解释并探讨特定技术创新的社会控制，以体现创新及其演进的责任嵌入。具体来看：第一，从时间维度，在面对“科林格里奇困境”之时，行为主体何时实施特定技术的控制才是合适的呢？责任式创新由此展开了预测式与前瞻式控制与治理(140)、实时技术控制与评估(141)等研究；第二，从知识维度，也即行为主体面向特定的技术与创新，了解并知晓这种技术活动的潜在危害，认知自身的能力局限，并通过特定方法避免技术负向后果的发生(142)。责任式创新由此延伸并展开了关于行为主体自省性（reflexivity）的讨论(143)(144)(145)(146)(147)，以及责任式创新过程知识共享、知识开放、参与式治理与共识讨论等方面的研究(148)(149)；第三，从权力维度，也即技术开发与实施的行为主体在技术生命周期的早期拥有控制和改变技术演进方向的权力(150)，责任式创新的科技政策规范建立、技术创新的经费引导与社会评估也对此做了重要发展(151)(152)。作为对技术社会控制议题的延伸讨论，科林格里奇本人试图通过技术的可控性、可修正性、可选择性来改变技术决策的模式以解决困境(153)，这一努力也逐步延伸出科学、工程技术、产业实践等层面面向特定科学与技术活动的责任式创新研究。


  科学的社会建构议题源起于法国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布鲁诺·拉图尔后现代主义的代表著作Science in Action:How to Follow Scientistsand Engineers through Society，其是科学研究面向“社会学转向”的代表著作。面向科学研究与社会学领域分离的认识论传统，拉图尔是最早将社会学、人类学理念引入科学元勘的学者之一，从而将科学研究置于社会的“大科学”情境之下，并提出“建构”概念，探讨科学的社会建构本质：科学事实作为人为结果，其本身的外在性与客观性是社会实践建构的产物(154)。在这种大科学的背景下，拉图尔及其合作者提出了面向科学社会研究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theory）(155)，包括行动者（actor）——驱动科学社会建构过程的相关因素，如科学活动的参与主体，网络（network）——科学活动的资源集中于某些节点，这些节点的彼此联结形成链条与网眼，使分散的资源结网，并最终扩展至整体网络的各个位置(156)(157)。科学的社会建构议题构成了责任式创新的研究本质，其引发了责任式创新关于传统科学与社会契约线性模式的反思，也即科学的自由与发展需要以社会的需求与价值的满足为基本前提(158)(159)。而且，基于特定的技术创新行为与过程，行为主体的参与与交互、资源网络的动态演进引发了新旧技术范式的更迭与涨落，实现了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活动在更大社会主体与资源网络“场域”内的新生、涌现、发展、成熟、解构、重构、衰亡等自组织演进(160)，从而最终引导创新的负责任发展。


  公共事物的治理议题缘起于艾莉诺·奥斯特罗姆关于公共池塘资源的治理问题及其背后的制度逻辑，强调面向特定公共事物治理议题、制度在各种情境下对利益攸关主体行为和行为结果的影响(161)。技术创新离不开特定的制度情境，其主要包括正式的制度（包含法律、标准、规则、合同）与非正式的制度（包括习俗、文化、规范、传统等）(162)(163)，与之所对应的监管压力（regulatory pressure）与规范压力（normative pressure）引导异质性的技术创新演进的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建构过程(164)。与此同时，制度本质上也是对所有创新过程与创新结果发散的价值的优化整合(165)。从责任式创新的“创新治理”视角出发，旧有的创新管理方式方法、科技政策与治理模式、科学与社会契约关系(166)等在应对新兴技术发展与管理时产生“制度空白与制度缺失”（institutional void）(167)。探索新的治理模式，重审科技发展与创新治理的互动关系，将道德伦理可接受与社会满意等嵌入创新治理理论研究与发展成为责任式创新面向制度建设与治理议题研究讨论的焦点(168)，也为异质性学科与知识背景下不同技术创新寻求一般意义的责任式创新治理方法与治理模式，并在创新治理相关的监管压力与规范压力双重作用下实现创新独占性（appropriability）与制度合法性（legitimacy）提供逻辑分析基础与解释依据(169)。


  创新扩散理论是新创意产生到首次商业化的创新过程的后续子过程，也同样成为一个完整的、独立的技术与经济相结合的演化过程(170)。创新的扩散是指特定的创新活动经过一段时间，由特定的渠道在某一个社会系统的行为主体中传播的过程(171)(172)。知识传播者有效利用资源系统，实现创新的传播以及面向用户系统的扩散，用户系统经过一系列的活动过程，采纳消化并最终实现创新扩散对自身的价值创造(173)。在这一理论逻辑的引导下，责任式创新的研究关注于特定技术创新演进过程与结果的相关方面——包含技术先进性与可行性、经济效益、道德伦理可接受、社会期望满足——在主体成员与社会区域等方面的扩散与传播。尤其面向争议性技术创新，如纳米科学与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人工智能、核能应用、病毒研究、生物医药、基因科学与技术等所产生的双重性(174)影响(175)是否传播扩散和如何传播扩散的机制探索，以及对于争议性技术创新双重性影响传播扩散的管理控制等，成为责任式创新社会与政策层面的研究焦点。


  基于文献基础的典型性与文献回顾的系统分析，表3.3对责任式创新的共性理论基础、研究议题的聚焦、所延伸的理论问题做了总结。


  
    表3.3　责任式创新共性理论基础及问题延伸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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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格来源：梅亮，陈劲，李福嘉．责任式创新：一个“内涵—理论—方法”的整合框架研究[J]．科学学研究，2018，36（3）:521-530.

  


  3.3.3　责任式创新的应用分析方法


  在理论框架的讨论之外，责任式创新的文献研究基础同时聚焦方法应用层面，讨论了实践责任式创新的各类方法，典型的涉及扎根研究（ground research）(176)、伦理分析法（ethical analysis）(177)、实时技术评估（real-time technology assessment）(178)、“谦逊”技术与参与式治理法（technologies of humility and participation governance）(179)、上游公众参与技术治理（upstream public engagement）(180)、中游模块化技术治理（midstream modulation of technology governance）(181)、技术社会评估（social appraisal of technology）(182)等。


  扎根研究是探索性案例研究的核心技术方法，以通过合适的编码流程实现对数据资料核心范畴以及范畴间关系的识别，实现对于案例的分析以及基于案例数据所探索的理论构建(183)。责任式创新作为新兴研究范式面向多个学科与研究领域展开案例讨论，如生物科学领域的基因科学与技术应用的案例研究(184)、美国曼哈顿计划关于新兴技术与核物理责任规范的案例讨论(185)、科学之于流感病毒的危害性分析(186)、合成生物学研究与治理的案例分析(187)、信息与通信技术的责任式创新实践(188)等。


  伦理分析法是针对特定科学研究项目流程展开的理性伦理分析方法，Mepham针对食品生产过程中的现代生物技术建构伦理矩阵（ethical matrix），由福利、自治、公平三大伦理准则和四类利益相关小组构成，以作为理性伦理分析的基础架构，以适用于责任式创新活动的伦理评估(189)，如表3.4所示。


  
    表3.4　伦理分析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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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格来源：梅亮，陈劲，李福嘉．责任式创新：一个“内涵—理论—方法”的整合框架研究[J]．科学学研究，2018，36（3）:521-530.

  


  实时技术评估法于2001年由美国责任式创新研究权威David Guston教授提出，其旨在通过整合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调查、政策研究，构建一种通过观察与评估科学创新项目嵌入于社会价值的机制，提升科技创新的社会效应(190)。基于这一评估方法，David Guston教授在类比案例、勾画项目研究地图、建立沟通与前瞻式预警机制、选择技术评估手段四方面的基础之上，系统讨论了实时技术评估法在纳米科学与工程技术研究中的应用，从而为制定美国纳米科学与技术责任式创新的相关政策提供方法论依据。


  “谦逊”技术与参与式治理法是Jasanoff教授于2003年提出的，主张政策层面对特定创新活动的决策制定者、专家主体、民众等利益攸关主体的关系进行重新审视，引入“谦逊”技术系统性的评估。在这种评估过程中，决策者需要关注技术建构、技术脆弱性、技术分布性、技术学习等机制，将科学与技术的评估纳入社会系统框架之中，通过各种行为主体的参与将技术创新朝社会积极的结果进行演进，以实现科学与技术的责任式创新(191)。


  上游公众参与技术治理是面向特定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实现责任式创新的一种新思维方式，强调创新行为主体在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的初始上游阶段参与决策制定(192)。这一方法的基本假设认为，由科学家主导的研究与创新潜在地会对环境、经济、技术、社会民生等产生负面性的影响，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的早期应该引入公共参与，其更有利于实现研究与创新在社会层面的前瞻式治理，引导其向社会满意的方向演进(192)。


  在上游治理的讨论基础上，延伸出中游模块化技术治理方法，并应用到了纳米科学与技术责任式创新的管控与协调过程之中，其强调科学家与技术工程师在技术开发的过程中实践自省式参与，并将技术进行模块化分解，开展各个异质性主体的互动与协作，并在技术开发过程之中更多地融入社会化思考，实现技术模块的协调组合(193)。


  技术社会评估法则是基于科学与技术的人员参与情境，通过区分技术评估与技术承诺，对特定创新的规范性、功效、实质影响等进行分析，并关注技术发展与转换过程中的成员建构、分析论证、权力互动等，实现技术创新的社会评估与可持续发展(194)。


  基于文献的总结，欧盟创新学者Schot和Geel, 以及Stilgoe、Owen和Macnaghten以责任式创新的四维度框架为依据，总结了面向预测性、包容性、自省性、响应性四个维度的相关指导性技术方法与相关影响因素，如表3.5所示。


  
  表3.5　基于维度划分的负责任应用方法与影响因素(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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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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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总结与讨论


  创新驱动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科技创新的支撑引领作用推动实现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发展成为国家与民族进步的基本要求(196)，这就需要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的实践关注责任议题，重视科技创新对于技术先进性与可行性、经济发展、道德伦理可接受、社会期望满足等基本准则的满足(197)(198)，从而在更大的社会范围内输出积极的公共价值。本章聚焦责任式创新的分析框架与要素构成、责任式创新的共性理论基础、责任式创新的应用分析方法三个方面，利用文献研究，对已有的责任式创新研究成果开展系统回顾与详细总结。本章研究得到如下结论与主要贡献。


  第一，基于对已有研究的文献回顾，责任式创新的研究框架及其对应的构成要素包含六度框架（男女平等、合作、伦理、科学教育、治理、开放），三度空间框架（主体、活动、规范），四象限框架（自省模式、贡献模式、分界模式、整合模式），AIRR四维框架（预测性、包容性、自省性、响应性），五维框架（预测性、包容性、自省性、响应性、制度情境），六维框架（预测性、包容性、自省性、响应性、可持续、关怀），中正框架（科技引领、增长永续、制度包容、社会满意），构成了研究层面对责任式创新议题分析的研究框架基础。


  第二，基于文献引用率的选择标准以及所对应的核心文献基础，责任式创新的共性理论基础与研究溯源主要包含正义论（面向伦理与价值准则议题）、技术社会控制视角（面向科林格里奇困境讨论）、行动者网络理论（面向科学的社会建构议题）、制度理论（面向公共事务的治理议题）、创新扩散理论（面向创新效益传播议题）五个方面。


  第三，基于文献引用率的选择基础与系统的文献回溯，责任式创新当前研究的典型分析方法包括扎根研究、伦理分析法、实时技术评估、“谦逊”技术与参与式治理法、上游公众参与技术治理、中游模块化技术治理、技术社会评估等，其为责任式创新面向应用领域的分析与实践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基于以上的系统分析与研究结论，本章通过对文献的系统梳理，详细总结了责任式创新的分析框架以及各分析框架的构成要素及内涵，从而补充了当前研究缺少对责任式创新分析框架及其构成要素的对比性、系统性分析缺陷；其次，本章围绕正义论、技术社会控制视角、行动者网络理论、制度理论、创新扩散理论五大共性理论基础与研究议题的深入讨论是责任式创新研究领域共性理论基础的首次研究尝试，其为责任式创新这一学科知识交叉与实践应用多元的涵盖性术语(199)(200)(201)在面向理论基础挖掘的研究困境现状时，提供了理论层次的延伸依据与研究思考；再次，本章对责任式创新实践分析方法的总结为其异质性领域的应用实践提供了工具基础与参考依据；最后，本章通过责任式创新“分析框架—共性理论—应用方法”的整合研究框架构建，为开展责任式创新这一新兴研究范式的研究梳理提供了系统的框架借鉴，也为多国家、多情境、多学科知识、多应用领域的责任式创新研究提供了一般化与结构化的整合分析思路与比较借鉴，从而能在整合的、系统的框架视角基础上全面探讨责任式创新的分析框架与建构要素、共性理论基础、应用实践分析方法，从而有效弥补现有责任式创新研究存在的理论与方法模糊性窘境(202)。责任式创新的范式兴起与框架建立也为全球价值链下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203)、中国发展进程中创新政策的制定，(204)(205)以及双创背景下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与社会责任的价值创造提供启示(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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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践篇


  第4章

  国家需要什么样的创新

  ——责任式创新的“中正框架”解读(1)


  4.1　引言


  人类科技发展推动社会进步与文明繁荣(2)。20世纪下半叶，伴随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在社会研究和政策讨论中的交互性不断强化，科技创新在给社会发展带来积极效应的同时产生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3)，许多新兴的研究与创新——纳米技术、转基因、电动交通、干细胞研究、在线社会网络、生物技术、机器人、核能、军事与安全技术——被视为争议性的技术创新，并引发了对于这些技术创新在环境、伦理、社会等方面担忧的研究(4)，技术创新之于社会的目的性与非目的性潜在的负向影响使得创新的责任议题受到关注(5)，科学与社会的关系(6)、科学与技术的社会控制(7)与社会建构(8)、科技创新的前瞻式治理(9)、科技创新的道德伦理(10)等议题纷纷兴起。


  1999年意大利Giannino Bassetti基金会最早开始创新责任议题的研究与政策讨论，强调创新过程应当嵌入经济、伦理、社会、政策等方面的责任要求(11)。2003年，美国政府面向纳米科学与技术研究颁布法令，首次在政策层面提出新兴技术研究与创新的“责任式发展”（responsible development）概念，强调科技创新对人类社会需求满足的责任要求(12)。同年，德国学者Hellström在系统创新与风险技术评估的研究中首次提出“责任式创新”概念与框架(13)。欧盟“地平线2020框架计划”提出责任式创新，强调创新在满足技术先进性与可行性，经济效益的同时，需要进一步考虑道德伦理可接受，以及社会可持续发展期望的满足等议题(13)。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2015年确定17个全球千年发展目标，“创新与基础建设”，“有责任的生产与消费”等成为全球发展的目标核心(14)。由此，“责任式创新”的讨论在西方政策与学术研究两个层面兴起，并引发了持续的关注(15)(16)。


  然而，责任式创新尽管受到高度关注，并成为美国与欧盟科技政策的“流行语”（buzzword）(17)，但作为创新研究的新兴范式(17)(18)，其研究存在两个核心缺陷：第一，责任式创新的理论与实践嵌入于创新活动相关的地区、文化、社会情境(18)，作为一个西方发达国家与地区发展情境下的概念产物（主要指美国与欧盟），已有的责任式创新理论研究缺乏对于其国家与社会发展情境反映的讨论(19)(20)，责任式创新的理论评述也大多局限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思想溯源与适用情境，忽视其认识论在发展中国家情境的根基探讨(21)，存在严重的“欧盟偏差”（European bias），亟待补充整合发展中国家的相关研究，以提升责任式创新研究的概化性（generalizability）(21)；第二，当研究试图去思考责任式创新在发展中国家情境的延伸，并在全球语境下探讨责任式创新的研究意义之时(22)，研究能否从发展中国家情境的实践中得到启示，从而在“东西相逢”的差异化情境碰撞中探索理论的补充与创新(23)？以中国为例，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引领下，责任式创新被视为“塑造当代创新文化，践行五大发展理念”的重要议题(24)。2016年8月8日，《“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指出：倡导负责任的研究与创新，加强科技伦理建设，强化科研伦理教育，提高科技工作者科研伦理规范意识，引导企业在技术创新活动中重视和承担保护生态、保障安全等社会责任(25)。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情境下的制度、哲学、文化、信仰，以及发展驱动与社会需求导向的创新体系顶层设计(26)如何反哺西方背景下的责任式创新议题及相关理论值得关注。


  4.2　传统创新范式的局限与责任式创新“中正框架”的提出


  4.2.1　传统创新范式的局限


  传统的创新范式源于熊彼特主义学家对主流经济学基本假设的批判，也即增长依赖资本、土地和制度变化的固有思维，忽视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忽视企业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以及缺少对制度设计的关注等(27)。在熊彼特看来，“创新”意味着识别出能够创造并获取收益的变革机遇，追求机遇直至实现商业化应用，这尤其涉及对经济上可行的发明创造的识别并将该发明实现商业化与价值回报(28)。作为对主流经济学范式的重审与发展，熊彼特主义强调“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的驱动性，认为文献所忽视的企业家地位在现实的经济增长中起着巨大的作用。企业家通常能够大胆而充满想象力地实现商业模式与实践惯例的突破，并依赖自身对财富、权力、地位的追求欲望，不断推出新产品、改进生产工艺、寻找新的材料源、进入新市场、并创造新组织(29)。但是，熊彼特主义对创新与企业家对经济增长作用的解释存在局限：价值外溢，环境保护、失业困境等负外部性，所有者创新独占的效率抑制，创新许可标准的不规范，寻租和破坏性的企业家行为，以及“赢者通吃”所带来的社会公平性缺失等(30)，使得驱动增长的创新范式亟待进一步发展。以生产性创新活动潜在的寻租及破坏性行为为例，企业家主导的自由经济固然为增长创造价值，但伴随而来的企业家贪婪无法回避。斯密试图通过竞争解决这一问题，也即竞争本质上可以阻止贪婪的“商人们与制造商们”从其潜在不良动机的行为中获取高额利润回报，也能对贪婪企业家的行为设限，引导欲望对公共福祉的服务(31)。但当处于一定产业结构与制度环境下，企业家因创新的价值外溢而无法依赖生产性活动获取高额的创新价值回报，抑或是在一个社会经济体系的报酬支付系统中，通过诸如寻租等非生产性活动比生产性活动更有利可图时(31)，企业家活动在利润回报准则的驱使下便会远离社会发展的真实方向，创新因此受到抑制，其在微观层面表现为企业家生产性活动的减少，而在宏观层面表现为社会发展需要与经济活动的不匹配和由此产生的效率降低与公共福祉退化等；再如环境保护与失业防止等议题，企业家的生产性创新活动因产业竞争压力和道德标准的弹性使创新的负外部性无法得到有效控制，因为企业家很难从环境保护和就业率保障的投入中获得短期的显性价值回报，这直接导致了公众价值的损失(31)。由此，尽管熊彼特主义学者真正将创新视为经济增长的源泉(32)，且真正将技术与人才投入、企业家精神等作为绩效输出的外生因素，但其过分关注微观层面的经济效应，忽视了创新对于宏观社会层面的价值影响，也没有有效解答技术创新的双重性(33)窘境(34)。由此，引发了一个基础性的理论命题：既然创新是增长的驱动力，但又有潜在的风险和负外部性，那么什么样的创新是人类所希望的？它能够为人类创造什么样的未来(35)？由此，对于创新范式的思考，研究关注其在面向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之外(36)，需要更多地思考创新范式在更广泛层面的人文关怀与社会福祉(37)。


  4.2.2　责任式创新的“中正框架”建构


  作为研究与创新的新兴范式(38)(39)，责任式创新是指通过科学与创新集体管理对未来发展的探索(40)，以建立开放、互动与透明的创新过程，创新主体与社会行动者共担责任，从而将科技进步合理嵌入于社会发展中，引导创新过程与产品实现伦理道德可接受、发展可持续和社会满意(37)，其强调在传统创新范式关注的技术可行性与先进性、经济效益基础上(38)，进一步实现道德伦理层面可接受和社会期望满足(38)(41)，最终创造公共价值(42)。作为创新主体整合未来愿景与过去经验，并在当下审视创新活动的一种范式(43)，责任式创新强调创新需要产生积极的社会影响：比如技术进步，经济增长，可持续发展，生活质量进步，社会正义、公平与凝聚力提升等(44)，其为创新驱动增长的本质提供了一种面向宏观层面发展与科技创新治理的新选择，其基本构成如图4.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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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1　责任式创新“中正框架”(45)

  


  【科技引领的创新】


  科学技术革命被视为组织发展、产业转型、经济社会变革的核心动力(46)(47)(48)。早期的研究试图区分科学与技术的本质，以布什1945年《科学：永无止境的前沿》一书为代表，基础研究作为技术进步的源头受到政策面的关注，科技创新的模式依赖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生产与商业化的线性驱动(49)，并主导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创立和对基础研究的重点投入(50)。20世纪50年代苏联航空工业的强盛和60—90年代日本工业经济的奇迹引发研究与政策对应用研究与技术开发的关注，引导基础科学驱动的线性发展模式向“基础-应用”相协调的模式转变，产生“巴斯德象限”为主的科技创新范式(51)。如何解决科学与技术“死亡谷”鸿沟、如何实现科技创新的成果转化与价值溢出等议题也进一步受到关注。伴随科技与社会的互动性不断增强，以通用性技术而引发的技术革命在核心技术、产品、工艺流程、产业基础设施的交互下，实现了新兴产业的价值创造与旧有产业的价值重构，并引导企业层面与宏观制度层面的深度变革(52)，如水利与电能时代（1771—1828年），蒸汽与铁路时代（1829—1874年）、钢铁、电力与重工业时代（1875—1907年）、石油、汽车与规模化生产时代（1908—1970年），以及信息与通信时代（1971年—）的五次浪潮(53)，再到而今正在兴起的人工智能为代表的驱动性技术等(54)。发展中国家同样意识到科技创新对发展的引领作用，不断强化科技创新的投入，并依赖自主创新(55)、工艺创新与组织创新变革(56)，政府产业政策与技术体制(57)，技术演进的机会窗口把握(58)，市场换技术(59)，国家创新系统(60)等战略措施实现核心技术与产业竞争力的追赶和超越。“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61)，“科学发展观”(62)，“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63)，等指导准则成为科技引领创新与发展的国家责任。


  
    专栏一


    创新驱动铸辉煌　科技强国启新篇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科技创新的主要进展与成就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科技创新作为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速推动我国从科技大国向科技强国迈进。


    一、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谱写自主创新新篇章，开启世界科技强国建设新征程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确立以创新为首的新发展理念，鲜明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的重大论断，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发布《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对科技创新进行战略性、全局性、长远性系统谋划，推出一系列奠基之举、长远之策，开拓了科技事业发展新局面。我国科技创新的整体能力显著提升，科技创新格局发生历史性转变：科技发展水平从以跟踪为主步入跟踪和并跑、领跑并存的历史新阶段，这是近代以来未曾有过的重大改变，表明我国科技发展站上全新的历史起点；创新能力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点的突破向系统能力提升转变，为塑造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蓄积强大动能；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从“面向、依靠”到“深度融合、支撑引领”转变，推动我国迈上向全球产业价值链中高端攀升的通道；创新主体从科研人员的小众向大众创新创业转变，科技创新与“双创”融合共进，汇聚起创新发展的磅礴力量；我国在全球科技创新格局中的位势从被动跟随向积极融入、主动布局全球创新网络转变，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科技大国。


    主要创新指标进入世界前列，科技创新的系统能力显著提升。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研发投入大国和第二大知识产出大国。2016年全社会研发支出达到15 500亿元，比2012年增长50.5%。全社会研发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2.08%。国际科技论文总量比2012年增长50.8%，居世界第2位，高被引论文数和国际热点论文数双双攀升至世界第3位，8个重要领域国际科技论文引用率排名第2位。发明专利申请量居世界第一，有效发明专利保有量居世界第三。全国技术合同成交额达11 407亿元，科技进步贡献率增至56.2%，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显著增强。


    重大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加快塑造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我国在量子通信、光量子计算机、高温超导、中微子振荡、干细胞、合成生物学、结构生物学、纳米催化、极地研究等领域取得一大批重大原创成果，并首次荣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国际超导大会马蒂亚斯奖、国际量子通信奖等国际权威奖项，在基础研究领域的国际影响大幅跃升。战略高技术捷报频传，载人航天和探月工程、采用自主研发芯片的超算系统“神威·太湖之光”、国产首架大飞机C919、“蛟龙号”载人深潜器、自主研发的核能技术、天然气水合物勘查开发和新一代高铁、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成就举世瞩目。


    我国已成为全球多极化创新版图中日益重要的一极，在主动布局和全方位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方面迈出历史性步伐。启动实施“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与美国、欧盟等主要创新型经济体建立创新对话机制，“科技伙伴计划”基本实现对发展中国家的全球覆盖。举办“清洁能源·创新使命峰会”和首届G20科技创新部长会议，在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计划等的引领和主导作用不断加强。


    二、科技创新有力支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领产业向中高端迈进


    科技创新加速突破应用，推动新动能不断成长，促进传统动能改造提升，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支撑引领作用显著增强。


    引领支撑新旧动能转化，有力促进产业转型升级。集成电路制造技术、移动通信、第四代核电高温气冷堆、第三代核电“华龙一号”、高铁、新能源汽车、特高压输变电技术、风能和光伏关键部件和设计制造技术、“数控一代”应用示范工程等，有力带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科技创新为改善民生福祉提供有力保障。农业关键技术攻关取得重大突破，粮食丰产科技工程和渤海粮仓科技示范工程成效显著。自主研发的3.0T超导磁共振系统、全球首个基因突变型埃博拉疫苗、阿帕替尼抗肿瘤新药等为改善民生提供科技支撑。科技扶贫行动成效显著，以科技创新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打造区域创新高地，区域经济增长极加快形成。北京、上海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建设深入推进，长江经济带加快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创新型省份、创新型城市建设成效显现，区域创新改革试验全面启动。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高新区成为区域创新发展的核心载体、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引擎。启动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建设，推动北京中关村与贵州大数据试验区等开展深入合作。


    大众创新创业蓬勃发展，全社会创新创业热情空前高涨。以科技创新引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支持龙头企业、中小微企业、科研院所、高校、创客等多方协同，打造专业化众创空间和创新平台。全国4 200余家众创空间、3 600余家科技企业孵化器和400余家企业加速器，服务创业团队和初创企业近40万家，带动就业超过200万人。新技术、新业态、新产业、新模式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日益增强，创新型经济格局正在逐步形成。


    三、以建设高效协同创新体系为目标，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创新发展活力不断增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和要求，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先后审议通过一系列重要科技体制改革文件和方案，确立科技体制改革的主体框架和时间表、路线图。科技体制改革坚持问题导向，以政府职能转变引领体制机制创新，取得显著成效。


    科技创新治理体系更加完善。推进国家重大科技决策咨询制度建设，推动建立国家科技咨询委员会，健全国家技术预测机制，完善国家创新调查制度。推进科技领域的“放、管、服”改革，科技创新政策法规体系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改革、职称制度改革等取得重要进展。


    国家科技计划体系全面重塑。科技计划管理改革取得决定性进展，形成新的国家科技计划体系，建立公开统一的国家科技管理平台，强化科技资源统筹配置。简政放权迈开大步，专业机构全面承接国家科技计划具体项目管理，国家科技计划布局进一步优化，建立和完善围绕重大任务推动科技创新的新机制。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体系建设取得重大突破。全国人大修订完成《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国务院发布《实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若干规定》，国办印发《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方案》，形成从修订法律、制定配套政策到部署具体行动的“三部曲”。支持各部门和地方跟进出台一批具体落实措施，形成中国特色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制度体系。


    创新激励政策体系成效彰显。在国有科技型企业中推行股权和分红激励政策，对股权激励和技术入股所得实行递延纳税等优惠政策，有利于激励创新的中长期分配机制初步建立。中关村先行先试政策推广至全国，修订完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策。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推进科研项目资金管理改革。


    军民科技协同创新体系加快建立。制定实施“十三五”科技军民融合专项规划，推动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科技创新融合发展格局。围绕深海、深地、深空、深蓝等领域战略高技术布局，部署军民融合重大科技项目和重点专项，军民共用技术项目一体化论证和联合实施机制进一步完善。加快论证建设一批军民科技协同创新平台，推动军民科技协同创新迈上新台阶。


    四、以构筑系统持续创新能力为核心，以高水平创新载体汇聚高端人才，科技创新水平迈上新台阶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国家创新能力建设加强前瞻布局，强化系统部署，以宏伟的创新事业和高水平创新载体加速创新要素聚集，推动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实现历史性跨越。


    重大科技任务部署加快推进，蓄积先发引领势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在重要战略领域凝聚和培养一批建制化的科技创新力量，累计申请专利4.2万项，已获专利授权1.1万项，形成技术标准8 400多项。部署启动“科技创新2030—重大项目”，通过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在信息、海洋、空间等重点领域启动42个重点专项1 300多个科技项目，实施“非对称”赶超战略，打造局部领先优势，为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蓄积强大势能。


    基础研究加速赶超引领，原始创新能力显著增强。我国科技工作者增强创新自信，勇攀科学高峰，在全球首次通过实验观测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首次开展星地量子通信实验等。我国科学家对国际科学前沿进展和人类知识创造的重要贡献得到国际学术界高度认可，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高质量科技论文产出国。


    国家科技创新基地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形成新格局，构建重大创新的策源地。着眼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启动国家实验室建设。支持建设北京怀柔、上海张江、安徽合肥3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与已布局建设的483个国家重点实验室、346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形成冲击世界科技前沿、抢占未来竞争制高点的梯次布局。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打造科技创新“国之重器”。


    技术创新工程深入实施，企业创新能力迈上新台阶。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鼓励企业牵头承担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启动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建设，启动实施创新企业百强工程试点，推动央企考核办法改革，鼓励中小微企业开展协同创新。加快推动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培育，搭建开放协作平台。华为、联想、中国中车、中国电科等一批创新型企业进入世界企业500强。在高速铁路、智能终端等领域，我国崛起一批具有全球影响的创新型企业。


    科技创新人才加速集聚成长，规模宏大的高素质人才大军加快形成。重大科技任务、科研基地、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等对创新人才发挥了“筑巢引凤”的“虹吸效应”。“千人计划”“万人计划”等重大人才工程深入实施，中央、地方、部门纵横联动，统筹推进各类科技人才发展，形成高端引领、整体发力、系统支撑的新格局，并带动形成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留学人才“归国潮”。截至2016年底，我国留学回国人员总数达265.11万人，其中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回国人数占70%。一支门类齐全、梯次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人才大军，正在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新征程中加速集结、发展壮大。


    来源：中共科学技术部党组．求是，2017-05-31, 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17-05/31/c_1121047660.htm?bshbid＝1716851476.

  


  
    专栏二


    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习近平科技创新思想解读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位置，先后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科技创新的新思想、新论断和新要求。系统完整、博大精深的科技创新思想，成为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科技是国之利器


    关于科技的意义，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在全国“科技三会”上提出了一个新思想：“科技是国之利器，国家赖之以强，企业赖之以赢，人民生活赖之以好。中国要强，中国人民生活要好，必须有强大科技。”


    回望历史，科技的意义与时俱进。1858年，马克思说“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1988年，邓小平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2016年，习近平说“科技是国之利器”。在18~19世纪，科技是一种生产力。在20世纪，科技逐步成为第一生产力。在21世纪，科技不仅是第一生产力，还是国家赖以强大的根本依靠。


    科技既是国之利器，也是文明进步的源泉。在过去的6 000年里，文明发展主要在两个维度上展开。纵向维度是文明进步，包括传统文明进步以及从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型，这个过程的实质是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的集中体现。横向维度是文明扩散，新文明替代旧文明，这个过程不仅与科技有关，而且影响因素非常多。在很大程度上，没有科技进步就没有文明发展。在人类文明的长河里，在不同历史阶段，科技发挥了不同作用，不同国家扮演了不同角色。


    农业时代的科技是古典科技，先进武器是国之重器。古典科技知识量少而且进步较慢。它一方面用于武器生产，一方面用于农业生产。它对国家实力和人民生活的影响，既是关键的，也是有限的。


    工业时代的科技是现代科技，先进装备是国之重器。现代科技知识宏大而且发展较快。它一方面用于工农业生产，技术、劳动和资本构成生产力的三大要素；一方面丰富了人民的物质生活。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科技逐步成为决定国家实力和人民生活的关键因素。


    知识时代的科技是绿色高科技，先进科技是国之重器。绿色高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新学科新技术不断涌现。没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就没有先进的生产力；没有先进的生产力，就没有世界级的企业，就没有国家的强大。进入21世纪，先进科技对国家实力、企业竞争力和人民生活的影响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成为改变国家前途、企业未来和生活质量的决定性因素，成为国之利器。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关于创新的作用，习总书记2015年3月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提出了一个新论断：“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适应和引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关键是要依靠科技创新转换发展动力。”


    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至少有以下两层含义。


    其一，是科技创新的牵引力。科技创新是文明进步的源头，是文明发展的火车头。俗话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


    其二，是制度创新的驱动力。科技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是企业强大的原动力，但是如果没有制度创新，经济增长就会失灵，企业发展就会失能。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双轮驱动构成第一动力。


    比如，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要靠科技创新带来新产品，更靠制度创新带来好环境，还靠经济增长带来高收入，其中，新产品是生活水平提高的物质基础。企业要成为市场竞争的赢家，靠技术创新带来生长点，靠制度创新带来高质量，靠管理创新带来高效率，其中，技术创新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古典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劳动投入增加、资本投入增加和技术进步。在工业化早期阶段，劳动和资本投入增加是关键因素。在工业化后期和知识经济时代，劳动和资本增加的作用下降，技术进步成为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目前，许多发达国家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80%左右。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型，实质是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科技创新成为企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


    202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将开启“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新征程。“在我国发展新的历史起点上，把科技创新摆在更加重要位置，吹响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角。”这是总书记的战略决策。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一个系统工程


    关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习总书记2014年6月在两院院士大会上提出了一个新论断：“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一个系统工程。科技成果只有同国家需要、人民要求、市场需求相结合，完成从科学研究、实验开发、推广应用的三级跳，才能真正实现创新价值、实现创新驱动发展。”


    创新驱动发展是一种新发展模式，不同于资源驱动和要素驱动。落实创新驱动发展，首先要深刻领会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精彩论述，其次要科学认识创新驱动的作用机理。中国科学院1998年提出《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研究报告。《中国现代化报告2006》则提出现代化过程的创新驱动模型，这份报告由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完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


    国家创新体系是开展和促进创新活动的开放体系，它至少包括八个子系统。其中，知识创新体系是它的知识生产系统，是其源头；技术创新体系是它的产品开发系统，是其主体；知识传播体系是它的人才培养系统，是其基础；知识应用体系是它的产品消费系统，是其市场；创新服务体系是它的中介服务系统，是其媒介；地区创新体系是它的地区分系统；行业创新体系是它的行业分系统；国防创新体系是它的国防分系统。


    从国家创新体系角度看，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第一步要努力完善八个子系统的功能，提高它们的创新能力和工作效率；第二步要完成八个子系统的系统整合，形成完整、通畅、高效的国家创新体系。创新驱动模型认为：知识创新和制度创新相结合产生新科技，新科技通过技术创新产生新产业，新产业导致新经济，新经济导致新社会，新社会导致现代化。从创新到现代化的全过程，每一个阶段都有信息反馈，从而形成一个从创新到现代化的正反馈循环驱动。


    其中，知识创新指在世界上首次发现、发明、创造或应用某种新知识，包括科学发现、技术发明、知识创造和新知识首次应用；技术创新指技术发明的首次成功的商业应用，包括新产品、新工艺，以及产品和工艺的显著性改变等；制度创新是首次建立一种新制度，包括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制度等。要使创新驱动真正运转起来，涉及从创新、新科技、新产品、新产业、新经济、新社会到现代化的每一个环节；只有打通从创新源头到现代化的传导机制，建立创新的传递链和反馈链，才能形成有效和高效的创新驱动，它必然是一项系统工程。这种传导机制涉及知识和技术、信息和观念、人才和投资、产品和服务的高效合理流动。完善高效的国家创新体系，为创新驱动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和支撑。


    不要以出成果的名义干涉科学家的研究


    关于科技创新管理，习总书记2016年5月在全国“科技三会”上提出：“在基础研究领域，包括一些应用科技领域，要尊重科学研究灵感瞬间性、方式随意性、路径不确定性的特点，允许科学家自由畅想、大胆假设、认真求证。不要以出成果的名义干涉科学家的研究，不要用死板的制度约束科学家的研究活动。很多科学研究要着眼长远，不能急功近利，欲速则不达。”


    其实，早在19世纪，马克思就曾指出：“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科学是一项艰难的事业，需要超常的勇气和付出。对于许多科学家而言，科学是一个高风险、低回报的职业。在任何一个基础研究领域，都有大批科学家在从事探索和发现，他们都面临严峻的科学竞争。成功者进入“科学的天堂”，失败者进入“科学的墓地”。


    现代科学史表明，科学探索需要瞬间的灵感、自由的尝试、不确定的选择，需要大胆假设、不断试错和小心求证。僵化的管理是自然科学的大敌，固化的计划是原始创新的天敌；没有一个自然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的获奖工作是计划出来的。


    我们理应为优秀科学家松绑，为科技创新护航，放弃无义的干涉，放弃死板的约束，让科学的园地百花齐放，让创新的沃土自由繁荣。


    把科技成果应用在现代化的事业中


    关于科技创新人员，习总书记2016年5月在全国“科技三会”上提出了殷切期望：“科学研究既要追求知识和真理，也要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和广大人民群众。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科技成果应用在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


    目前，国际科学界有一个共识：科学无国界，技术有专利。科学家有祖国，国际间有竞争。科学和技术有不同范式，有不同价值。科学只有第一，技术则既有发明也有创新，技术价值决定于市场。


    一般而言，基础研究领域的科学家，更多把论文发表在世界顶级科学杂志上，在世界科技前沿为国争光；应用和开发研究领域的科学家，更多解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的关键科技难题，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做贡献。


    在过去500多年里，世界科技发展主要有两种动力。一是好奇心和惯性驱动，爱好是原动力，科技发展有自己的逻辑和惯性；一是需求和投资驱动，社会需求和社会投资是科技发展的强大动力。在基础研究领域，第一种动力是决定性的。在应用和开发研究领域，第二种动力是关键性的。它们直接影响一些科技工作者的行为模式。两种选择都是合理的，也都是社会的期盼。


    来源：何传启．中国青年报，2017-08-21, http://zqb.cyol.com/html/2017-08/21/nw.D110000zgqnb 20170821 1-02.htm.

  


  【增长永续的创新】


  创新被视为经济增长的源泉(64)。在发达国家为主的西方市场经济活动中，知识投入、人才优化、技术改造、企业家精神等创新要素被证明促进了经济发展，企业通过新产品开发与工艺流程的改进不断参与竞争，并努力将创新过程常规化以降低对偶发性技术发明的依赖，同时自愿扩散专有技术实现创新溢出的价值回报(65)。然而这种市场驱动与经济需求导向的创新可能会导致潜在的风险，例如气候变暖的全球挑战、环境保护的负外部性、贫富差距加大的社会问题等。与之相对，东方思维观则更强调发展驱动、社会需求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66)(67)，也即创新驱动经济增长基础之上的社会目标的满足。责任式创新同时强调创新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期望满足，其范式特征在西方创新活动的经济目标导向与东方创新活动的社会发展目标导向之间提供了一种平衡与协调，并在创新的经济效应之外，包容吸纳与之相关的环境效应、生态效应、资源效应等社会属性目标，从而将创新的双重性纳入责任式创新的治理框架之中，以期在创新促进经济增长与就业保障的过程中(68)，实现环境友好(69)、生态保护(70)、资源可持续(71)、生产方式集约(72)等社会发展属性目标，引导增长永续的创新。


  
    专栏三


    金砖国家要共同开创金砖合作第二个“金色十年”


    国家主席习近平2017年9月3日在厦门国际会展中心出席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开幕式，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金砖合作第二个“金色十年”》的主旨演讲，强调金砖国家要共同开创金砖合作第二个“金色十年”，让合作成果惠及五国人民，让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福祉惠及各国民众。


    9月3日下午3时30分许，习近平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会场。习近平在主旨演讲中指出，金砖合作正处在承前启后的关键节点上。在过去10年中，金砖国家携手同行，成长为世界经济的新亮点。10年中，金砖国家探索进取，谋求共同发展；务实为先，推进互利合作；敢于担当，力求在国际舞台上有所作为。平等相待、求同存异，务实创新、合作共赢，胸怀天下、立己达人，是金砖精神的具体体现，是金砖五国历经10年合作凝聚的共同价值追求。现在，金砖国家不断向前发展的潜力和趋势没有改变。我们对此充满信心。


    习近平强调，面向未来，金砖国家面临着发展经济、加强合作的重要任务。我们要共同开创金砖合作第二个“金色十年”。


    第一，深化金砖合作，助推五国经济增加动力。金砖国家要立足自身、放眼长远，推进结构性改革，探寻新的增长动力和发展路径。要以创新促增长、促转型，加快新旧动能转换。要通过改革打破制约经济发展的藩篱，扫清不合理的体制机制障碍，激发市场和社会活力，实现更高质量、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增长。金砖国家应该加强宏观政策协调和发展战略对接，发挥产业结构和资源禀赋互补优势，培育利益共享的价值链和大市场，形成联动发展格局。金砖国家应该紧紧围绕经济合作这条主线，落实《金砖国家经济伙伴战略》，推动各领域合作机制化、实心化，不断提升金砖合作含金量。要积极探索务实合作新方式新内涵，拉紧联系纽带，让金砖合作行稳致远。


    第二，勇担金砖责任，维护世界和平安宁。金砖国家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以及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建设性参与地缘政治热点问题解决进程，发挥应有作用。


    第三，发挥金砖作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唯有开放才能进步，唯有包容才能让进步持久。金砖国家要同国际社会一道，加强对话、协调、合作，为维护和促进世界经济稳定和增长作出积极贡献。要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合力打造新的全球价值链，实现经济全球化再平衡，使之惠及各国人民。金砖五国要相互提高开放水平，在开放中做大共同利益，在包容中谋求机遇共享，为五国经济发展开辟更加广阔的空间。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要合力引导好经济全球化走向，提供更多先进理念和公共产品，推动建立更加均衡普惠的治理模式和规则，促进国际分工体系和全球价值链优化重塑。要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反映世界经济格局现实。


    第四，拓展金砖影响，构建广泛伙伴关系。金砖国家奉行开放包容的合作理念，高度重视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建立起行之有效的对话机制。金砖国家要发挥自身优势和影响力，促进南南合作和南北对话。要扩大金砖合作的辐射和受益范围，推动“金砖＋”合作模式，打造开放多元的发展伙伴网络，让更多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参与到团结合作、互利共赢的事业中来。要发挥人文交流纽带作用，把各界人士汇聚到金砖合作事业中来。


    习近平强调，金砖合作机制不断走深走实的10年，也是中国全面推进改革开放、经济社会实现快速发展的10年。随着中国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我们全面深化改革，推动改革呈现全面发力、多点突破、纵深推进的局面，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步伐不断加快，经济稳中向好的态势不断巩固，经济持续发展的新动能不断积聚。今后，中国将深入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不断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创新引领经济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中国成功主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标志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已经进入从理念到行动、从规划到实施的新阶段。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不是地缘政治工具，而是务实合作平台；不是对外援助计划，而是共商共建共享的联动发展倡议。相信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将为各国实现合作共赢搭建起新的平台，为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创造新的机遇。


    习近平强调，工商界是金砖国家经济发展的主力军。10年来，工商界人士将企业发展融入金砖合作，为构建金砖经济伙伴关系作出重要贡献。希望工商界发挥在信息、技术、资金等方面的优势，开展更多互利共赢、利国利民的务实合作项目，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增进人民福祉作出更大贡献。


    习近平最后指出，金砖国家将迎来更富活力的第二个10年，让我们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让我们的合作成果惠及五国人民，让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福祉惠及各国民众。


    来源：韩洁，康淼，于佳欣．新华每日电讯，2017-09-04, http://news.xinhuanet.com/mrdx/2017-09/04/c_136580460.htm.

  


  
    专栏四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打造经济转型升级引擎


    我国创新创业渐成风气，大众创新、草根创新正成为重要的创新创业主体，“互联网＋”正成为创新创业的重要推动力，新产品、新业态、新的组织形式、新的商业模式层出不穷，创新创业支持服务平台不断涌现，扶持创新创业的政策体系越来越完善。在未来一段时期，依靠创新创业发现和培育新的需求，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是主动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的重要着力点。


    党中央、国务院着眼于保持中高速增长和迈向中高端水平“双目标”，坚持稳政策稳预期和促改革调结构“双结合”，出台了一系列旨在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双引擎”的有力政策措施，中国大地正涌动着大众创新创业的滚滚浪潮，创新创业正在成为一种价值导向、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时代气息、一种中国力量，在一定程度上有力地对冲了经济下行的压力。


    中关村科技园区创新创业的基本情况


    当前，创新创业空间正蓬勃兴起，以创新工场、车库咖啡、创客空间等为代表，中关村已形成了一批具有“新服务、新生态、新潮流、新概念、新模式、新文化”六新特征的创新孵化器，助推新一轮科技创业热潮，形成新一波万众创新洪流。2016年，中关村新创办并实际经营的科技型企业就超过1.5万家，呈现井喷式增长态势。2016年中关村近2万家高新技术企业的利润和税收均增长20%以上，一大批重大产业化创新成果成为经济转型升级的引擎。


    从全国来看，草根创新、蓝领创新、创客创意、众创空间等新的创新创业形式层出不穷。根据国家工商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第一季度，全国新登记市场主体359.8万户，同比增长19.5%，日均新登记4万户。新登记企业125.5万户，日均新增1.4万户。新登记个体工商户227.3万户，同比增长21%，增速明显提升。从就业的角度看，初创企业活跃度进一步提升，社会创业创新热情持续提升。2016年新设市场主体对城镇新增就业的贡献率达到40%，从2016年12月到2017年3月，网民创业热情指数从200左右提升至近350。


    可以看到，我国创新创业渐成风气，大众创新、草根创新正成为重要的创新创业主体，“互联网＋”正成为创新创业的重要推动力，新产品、新业态、新的组织形式、新的商业模式层出不穷，创新创业支持服务平台不断涌现，扶持创新创业的政策体系越来越完善。在未来一段时期，依靠创新创业发现和培育新的需求，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是主动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的重要着力点。


    推动大众创新创业的主要做法


    从中关村的实践看，它紧紧抓住“平台、模式、服务”三大要素，紧紧围绕“市场、法治、政策”三大环境，有力有序持续优化大众创新创业生态环境，支撑创新创业活动源源不断产生。


    （一）培育开放式创新创业服务平台。一是改变政府以往“赤膊上阵”的传统做法，支持市场化的创新创业服务机构发展。将科技创新型孵化器纳入创业服务支持体系，并在科技部指导下纳入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管理服务体系。二是鼓励创客创意、众创空间等创新创业平台开展各类公益论坛、创业讲坛、创业培训等活动。三是建立创新创业政策公共发布平台，完善网络化、信息化的服务体系，编撰创新创业政府支持政策指南，充分发挥“互联网＋创新”“互联网＋创业”的强大引擎作用。


    （二）支持大众创业孵化器模式创新。美国硅谷等地的实践证明，孵化器已成为科技型创业形态越来越重要的部分，是推动创新创业大潮的“催化剂”。一是以北京市科技委员会支持为契机，推动形成多种创业孵化器形态，共同构成市场化、专业化、集成化、网络化的“众创空间”。二是形成以领军企业为主的创业微生态、天使创投、众筹、创业咖啡、创业社区、智能硬件供应链等多种各具特色的创业孵化模式。三是加快创新创业孵化一条街、科技金融一条街、知识产权和标准化一条街建设，为大众创业提供厚实的孵化土壤。


    （三）不断优化创新创业服务政策体系。一是制定实施支持创业服务体系发展、创业孵化集聚区、高校科技人员和学生创业的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主动为各类初创企业提供工商注册便利。二是积极为大学生创业者提供政策咨询、工商注册、信息对接、产品展示、市场推广等一站式服务，设立大学生创业服务中心。三是引导和推动创新创业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等技术成果相结合，完善技术支持体系，促进产学研一体化发展。四是分类建立创新型孵化器社会化评价指标体系，鼓励创新创业公共服务平台差异化发展。


    （四）完善创新创业投资引导机制。支持小额股权众筹等创新融资模式。修订完善支持天使投资和创业投资资金管理办法，探索建立天使投资风险补贴制度。发挥政府资金的引导放大作用，引导创业投资更多向创业型企业的前端延伸。率先推出天使投资引导资金政策，加强创业投资的政策扶持力度，完善促进风险投资发展的政策意见。推动发展“投贷联动、投保联动”等新模式，不断增强对创新创业型企业的融资支持。同时，大力弘扬“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创业精神，倡导全社会创新意识。


    以深化改革进一步推动大众创新创业


    部分创新创业企业的负责人认为，当前，进一步推动我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还有较大的政策空间，以激发市场活力对冲经济下行压力还有较宽的回旋余地。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做好创新创业的“减法”。部分企业负责人反映，当前，我国深化审批制度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在实践中，以服务费、会费、协作费、咨询费等名义收取各种中介费用的现象还比较普遍，“红顶中介”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的遏制。以公司刻章为例，目前公章刻制业行政审批存在着多级审批、程序烦琐、办事效率较低、服务态度较差等诸多问题，极大地挫伤了创新创业企业的积极性，由地方第三方机构实施公章管理更为方便有效。这样能够使创新创业的成本更低，更安心。进一步简化中小企业、小微企业的工商注册程序，尤其要利用互联网加快“网上审核”的建设进度。同时要大幅减少后置检查的项目和事项，防止地方政府部门将前置事项挪到后置事项，变相抬高创新创业门槛。


    第二，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做好创新创业的“加法”。一是真正确立企业的技术创新主体地位，通过市场化的方式引导推动社会上的人力、物力、财力等各种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二是释放创新创业人才红利，积极破除科研人员单位和部门“所有制”的界限，帮助他们从户籍限制、身份限制、学历限制等桎梏中解放出来，简化外籍高层次人才的申办程序，实现人才资源的市场化、国际化配置。三是推动下放高校、科研机构等单位科技成果的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等，鼓励他们与市场对接，鼓励科研人员面向市场、面向需求、面向大众开发新产品。四是完善创新创业人才的评价机制，探索科研人员与企事业单位之间双向流动机制，可引入专业性强、信誉度高、评价效果好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参与人才评价。


    第三，拓宽融资渠道与资金支持方式，做好创新创业的“乘法”。从整体上看，中小企业、微型企业占全社会就业的80%以上和创新成果的70%以上，是我国推动大众创新创业的主导性力量。但中小企业、微型企业总体上处于弱势地位，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还没得到根本性缓解。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大的商业银行针对中小企业、微型企业的“惜贷”行为非常突出，而中小型商业银行还没有真正发展起来。因此，要全面落实扶持小微企业发展的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全面清理涉企收费，降低企业运营资金压力。进一步完善社会投融资机制，大力发展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等，探索实施多种形式的股权和债权相结合的融资服务方式。加大创业板对中小企业的上市需求，加快上市注册制改革步伐，推进新三板提高流动性机制改革，充分利用好现代金融服务对创新创业企业的“放大效应”“乘数效应”。


    第四，完善社会主义法治市场经济，做好创新创业的“除法”。公平诚信的市场环境对推动大众创新创业具有关键性作用，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更多注入法治力量，向大众和社会传播“诚信为本、合法经营”的理念。部分创新创业企业负责人认为，当前，我国假冒伪劣、侵权盗版、行业垄断、技术垄断等较为普遍，诚信体系建设有待加强，失信者惩戒机制有待完善，“劣币驱除良币”现象严重，这些情况削弱了全社会创新创业活力的迸发。进一步消除行业垄断、行政垄断、技术壁垒等限制竞争的障碍，尤其要加大反垄断的执法力度。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诚信体系建设，运用大数据等技术整合人民银行、国家工商总局、公检法系统等个人和企业信用信息，健全失信惩戒机制，促进产权保护。


    来源：周跃辉．中国经济时报，2017-08-09, http://www.gov.cn/guowuyuan/2017-08/09/content_5216891.htm.

  


  【制度包容的创新】


  创新活动伴随着特定的制度情境而发生(73)，并在公共价值的引导下推动社会交互的制度化进程(74)。制度通常包含正式的要素（如法律、标准、规则、合同等）和非正式要素（如习俗、传统、价值观、规范、信仰）(75)。责任作为一种价值观与伦理规范的体现不仅仅考虑特定创新的技术与经济价值，同时嵌入于创新议程的演进之中，反映了技术、伦理、社会交互下的正式与非正式制度要素的建构过程。然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制度情境与建构进程存在差异。以美国等发达国家为例，正式制度规范的建构多以自底向上的机制展开，法制体系则遵循英美法系为基础的“遵循先例”的逻辑，非正式的价值观与文化内核则聚焦于强调个人主义的色彩和人性自私的源起假定；与之相对应的，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正式的制度规范多强调中央体制的自顶向下决策机制，法制体系结构依赖大陆法系为基础的“成文法条”逻辑，非正式的价值观与文化内核更多倾向于集体主义、关系社会以及人之初性本善的源起假定(76)。由此，当责任式创新范式试图将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置于更广泛利益攸关者参与的全球话语体系制度情境中展开讨论时(77)(78)，“东西相逢”呼唤制度包容的创新，也即将创新与制度情境中的正式规制要素和非正式价值观、文化要素进行融合，并通过自顶向下与自底向上的双向互动机制协调(79)，最终实现技术创新、制度管制、伦理规范、文化习俗等的协调，引导创新过程的体制合法性、道德伦理可接受、以及公共文化价值输出。


  
    专栏五


    中国科协印发《科技工作者道德行为自律规范》


    2015年以来，我国科技界接连遭遇国外出版集团较大规模的集中撤稿，造成极为恶劣的社会影响，我国科学家的国际声誉受到直接冲击。论文撤稿事件反映出我国少数科技工作者自律意识缺乏，底线意识不强，在名利诱惑面前心态失衡。


    据此，为弘扬科学精神，进一步加强科技工作者道德行为自律，中国科协明确提出科技工作者道德行为自律规范，要求科技工作者自觉担当科技报国使命、自觉恪尽创新争先职责、自觉履行造福人民义务、自觉遵守科学道德规范，如表4.1总结所示。


    
    表4.1　科技工作者道德行为自律规范

[image: ]


    人是科技创新最关键的因素。科学道德和学术诚信是科技工作者必备的基本素质，砥砺高尚道德品质是科技工作者的不懈修炼。当代科技工作者要切实肩负起推动创新驱动发展、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历史重任，弘扬精忠报国、敢为人先、求真诚信、拼搏奉献的中国科学家精神，切实加强道德品质修养，努力做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楷模、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典范。


    来源：喻思栾．人民日报，2017-07-17．表中内容节选自《科技工作者道德行为自律规范》。

  


  
    专栏六


    人工智能或许会对法律规范、道德伦理等产生冲击


    近来，美国一家公司生产的超仿真机器人Sophia在电视节目上与人类对答如流，成为“网红”机器人。对话中，Sophia流露出的喜悦、惊奇、厌恶等表情真实得令人赞叹，网友惊呼：快和真人分不清了！


    技术往往是一把双刃剑。人工智能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困惑和挑战。人工智能会产生自主意识和情感吗？会不会因此给人类社会带来冲击？


    法律争议：假设无人车伤了人，那么是开发者负责还是驾驶公司负责


    关于人工智能带来的“伦理困境”，让很多专家感到纠结。尽管这样的场景在目前还只存在于设想中：一辆载满乘客的无人驾驶汽车正在行驶，遭遇一位孕妇横穿马路的突发状况，如果紧急刹车可能会翻车伤及乘客，但不紧急刹车可能会撞到孕妇。这种情况下，无人车会怎么做？


    如果司机是人，那个瞬间完全取决于人的清醒判断，甚至是本能或直觉。可当人工智能陷入人类“伦理困境”的极端情景时，其每一步都是通过算法设定好了的。


    “无人车依靠的是人工智能大脑，它目前不可能作超出人类算法中所设定范围的行为决策。”浙江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吴飞说，将全国每年的交通事故数据“喂”给计算机，人工智能可以学习海量数据里隐含的各种行为模式。简单来说，就是无人车会从以往案例数据库中选取一个与当前情景较相似案例，然后根据所选取案例来实施本次决策。


    但遇到完全陌生的情景，计算机会怎么办？“无人车第一个选择仍然是搜索，即在大脑中迅速搜索和当前场景相似度大于一定阈值的过往场景，形成与之对应的决断。如果计算机搜索出来的场景相似度小于阈值，即找不到相似场景，则算法可约束无人车随机选择一种方式处理。”吴飞说。


    “程序员可通过代码来约定无人车如何做，但这种约定始终要遵循普遍的社会伦理。这个过程中，程序员要和伦理学家一同参与把关，程序员要将符合伦理的决策用代码的形式体现出来，输入系统中。”吴飞认为。


    无人车伤害了人类，谁来负责呢？


    “当前人工智能尚未达到类人智能或超人智能水平，不能将人工智能作为行为主体对待。”浙江大学教授盛晓明说，从技术角度看，现在技术实现层次还很低，行为体出了问题肯定只能找它的设计者。从哲学角度看，赋予人工智能“主体”地位很荒诞。“主体”概念有一系列限定，譬如具有反思能力、主观判断能力以及情感和价值目标设定等。人工智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智能”。


    “人工智能表现出来的智能以及对人类社会道德行为规范的掌握和遵循，是基于大数据学习结果的表现，和人类主观意识有本质的不同。人工智能不是生物，构不成行为主体，传统司法审判无法照搬到人工智能身上。因此，人工智能不可以作为社会责任的承担者。”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赵联飞持同样观点。“以无人车为例，究竟由人工智能开发者负责，还是无人驾驶公司负责甚至任何的第三方负责，或者这几者在何种情形下各自如何分担责任，应当在相关人工智能的法律法规框架下通过制订商业合同进行约定。”赵联飞说。


    情感迷思：人与人工智能出现类夫妻、父女等情感，将拷问现代伦理规范


    科幻影迷一定不会忘记这几个片段：电影《机械姬》的结尾，机器人艾娃产生了自主意识，用刀杀了自己的设计者；在电影《她》中，人类作家西奥多和化名为萨曼莎的人工智能操作系统产生了爱情。只可惜，西奥多发现萨曼莎同时与很多用户产生了爱情，二者所理解的爱情原来根本不是一回事。


    尽管科幻电影对人工智能的描述偏向负面，但它也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人类的焦虑和担忧。现实中，人工智能会拥有自主意识，和人类会产生情感吗？


    “这要取决于如何界定‘产生’一词。人工智能的自主性，仍然取决于所学习的样板和过程。正如阿尔法狗对每一步对弈的选择是从海量可能棋局中选择一种走法一样，这种自主在终极意义上是一种有限的自主，它实际上取决于所学习的那些内容。”在赵联飞看来，人工智能意识和情感的表达，是对人类意识和情感的“习得”，而不会超过这个范围。


    机器能不能超出对人类的学习，主动产生意识和情感？吴飞认为，以目前的研究来看，这是遥不可及的。但有一种假设的、可供探讨的路径是，通过把人的大脑认识通透，就可以造一个像人的大脑一样的机器出来。“遗憾的是，我们对人的大脑如何产生意识和情感这些根本问题还了解不够。”


    人工智能越来越像人，人类对机器有了感情怎么办？


    “人类是否会与人工智能产生感情，将取决于这种过程是否给人类带来愉悦。正如互联网发展早期的一句常用语所说——在互联网上，没人知道你是一条狗。这表明，当人类在不知道沟通者的身份时，只要对方能够给自己带来愉悦，感情就可能产生。”赵联飞认为，这可能会对人类的交往模式带来影响。比如说，未来，知识型的人工智能可以回答人们能够想到的很多问题，从而导致个体学习方式、生活方式乃至社会化模式的变革。


    假如人与人工智能出现类夫妻、父女等情感，将拷问现代伦理规范。“如果社会主流意见认为这种关系符合伦理，人们可能倾向于以类似于夫妻、父女之间的伦理准则来调节二者之间的关系；但如果人们始终认为，人与人工智能之间的关系是人占主导地位的‘游戏关系’，那么相应的伦理标准也就无从谈起。”赵联飞说。


    未雨绸缪：专家建议完善人工智能技术规范和法律约束


    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种种冲击，专家认为，20世纪50年代美国科幻小说家阿西莫夫提出的机器人三大定律，今天依然有借鉴意义。这三大定律是：机器人不得伤害人，也不得见人受到伤害而袖手旁观；机器人应服从人的一切命令，但不得违反第一定律；机器人应保护自身的安全，但不得违反第一、第二定律。


    “归根结底，人是智能行为的总开关。”吴飞认为，人类完全可以做到未雨绸缪，应对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威胁。


    “开发者应该始终把人工智能对社会负责的要求，放在技术进步的冲动之上。正如生物克隆技术，从提出克隆技术那一天开始，克隆的社会伦理问题就始终优先于克隆的技术问题。”赵联飞认为，人类应该在开发人工智能的过程中，逐步积累控制人工智能的经验和技术，尤其是防止人工智能失控的经验和技术。


    在技术上加强对人工智能的控制是完全可行的。“人工智能尽管日益高级，但究其根本，仍然是在智能程序对大量数据处理基础上得到的结果。进行编程时，开发者可以通过程序对其进行安全设置。比如，如果识别出来是人类，要自动保持距离；不能做出攻击性动作，从力学幅度上予以约束。”中科院自动化所研究员孙哲南说，还可以把人类的法律规范和道德要求用代码的形式写入机器，全部数字语言化，使其遵守人类的行为准则。


    “除了设计和建造要遵循技术规范，还可由政府有关部门牵头，成立由人工智能技术专家、社会科学研究人员、政府管理人员为核心的人工智能管理委员会，对涉及人工智能的研究和开发项目进行审核评估，严格控制从技术转化为产品的环节。”赵联飞认为，此外，应从多个方面加强对人工智能的研究，跟踪、了解人工智能的发展趋势和实践，开展以未来学为基本范式的研究。


    来源：刘诗瑶．人民网-人民日报，2017-07-10, http://media.people.com.cn/n1/2017/0710/c40606-29393007.html, 此处修改了标题。

  


  【社会满意的创新】


  思想启蒙为创新提供了条件，新的原材料、新的劳动力、新的消费者、新的技术与产品等不断更迭推动着社会现代性的演进(80)。孔德、马克思和涂尔干等人将现代性视为一种机遇(81)，认为科技发展与社会进步所产生的人类理性会增进人们对于社会的理解、完善社会控制与社会秩序，进而促进正义、道德进步与人的幸福和社会满意(82)；而孟德斯鸠、韦伯和齐美尔则关注现代性双重后果，强调不能忽视现代性的潜在威胁：如现代性产生的劳动分工一方面提升效率实现社会进步，另一方面也可能引发失业等问题并威胁社会的稳定(81)。如此的现代性矛盾(81)引发研究对技术创新范式的反思：首先，推动社会现代性的创新行为主体是否有能力界定创新活动的结果及潜在影响？其次，如果某一项创新活动得到了利益攸关主体的支持，如何引导其向符合社会期望和满意的方向演进？(83)。传统的创新范式忽视了社会属性的思考，过多聚焦于创新的技术与经济属性，而责任式创新认为，创新的本质是社会需求的满足(84)(85)。技术创新的正确性评估和对社会发展与人类文明的积极引导要求创新活动从社会期望的价值导向出发，吸纳广泛的异质性主体的建议与参与(86)，并通过前瞻性的预测分析(87)，达成创新专业群体愿望与社会民众期望和福祉之间的平衡(88)，实现对创新活动面向社会需求与社会价值满足的响应式治理(89)。


  
    专栏七


    “一带一路”的三个共同体建设


    （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


    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目标。中国自古就有“唇齿相依”的思想。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就已深刻体会到利益共同体的力量。为稳定亚洲经济，中国当时没有通过货币贬值来增加出口，支援了周边国家；而周边国家经济稳定下来，也帮助了中国经济发展。利益共同体是形成责任共同体的基础，经济发展联动性的增强有助于各方形成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打造利益共同体是基调。作为惠及各方的重大倡议，“一带一路”建设奏响打造跨越国界利益共同体的乐章，通过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和贸易投资便利化等深度国际经济合作，打造世界经济新的增长极，实现互利共赢。“一带一路”沿线60多个国家的总人口约44亿，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分别占世界的63%和29%。受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历史条件等因素的制约，国家之间发展不平衡，而且大部分为发展中国家。“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沿线各国发挥比较优势，将经济互补性转化为发展推动力。“一带一路”贯穿欧亚非大陆，东牵发展势头强劲的东亚经济圈，西连发达的欧洲北美经济圈，形成纵贯东西的大经济带，可以使沿线各国挖掘潜力、深入合作，建立世界跨度最大、最具活力、发展前景看好的经济走廊，形成沿线国家经济利益对接整合的大格局。


    构建责任共同体是担当。“一带一路”建设体现了世界经济失衡环境下的中国担当。现在，发达国家单靠自己的力量平衡世界经济已力不从心，中国愿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承担更多责任义务。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具基础设施建设能力的国家，有实力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共建“一带一路”是世界经济平衡发展的过程，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有利于维护地区稳定，有利于促进文化交流。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欧亚非大陆乃至世界，是“一带一路”沿线所有国家的共同愿望。“一带一路”建设以全新的合作模式连接起不同文明，促进不同国家及其人民和谐共处、相互学习，共同担负解决国际性难题的责任。这是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在新时期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


    建设命运共同体是升华。从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到命运共同体，是水到渠成的理念升华。自2013年习近平同志提出“一带一路”建设以来，无论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和全面、共同、合作、可持续安全观的提出，还是创设亚投行与丝路基金，打造中国与有关国家伙伴关系升级版，都贯穿着命运共同体意识。建设命运共同体，必须摒弃“零和”思维，不追求排他性利益，坚持平等协商，注重照顾各方舒适度，以合作促互信、以互信促合作，最终实现各方同呼吸共命运。建设命运共同体，各国必须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坚持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坚持不同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建设命运共同体，还需加强非经济领域的合作，主要包括保障运输通道尤其是海洋运输通道的安全，加强区域层面的反恐合作，建立领土与领海争端解决机制，推动海洋资源共同开发，促进环境保护领域的合作等。


    来源：乌冬峰．人民日报，2015-09-22, http://www.scio.gov.cn/ztk/wh/slxy/31215/Document/1449796/1449796.htm.

  


  
    专栏八


    习近平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思想的实践和理论意义


    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湘西考察时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后来又在多种场合进一步阐述并丰富这一概念的内涵，从理论到实践形成了系统的思想，不仅成为指导我国扶贫工作的重要方针，为我国扶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能够取得成功奠定了思想基础，而且提升了关于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思想认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个重要的最新成果，具有深远的实践意义和广泛的理论意义。


    农村贫困人口如期脱贫关系到是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关键在贫困的老乡能不能脱贫”。让农村贫困人口如期脱贫是最终判断我国是否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重要标志。


    按照我党领导全国人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总体战略部署，到2020年我国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这一宏伟目标还有大约5年时间，目前正处于决胜阶段。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存在着很多短板，其中农村还有几千万贫困人口则是最突出的短板，必须合理安排公共资源、动员全党全社会力量齐心协力打赢这场脱贫攻坚战。


    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各地通过大规模扶贫开发，让7亿多农村贫困人口摆脱了贫困，成就举世瞩目。但是，全国仍然有几千万农村贫困人口，贫困人口规模庞大，更加严峻的是这些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连片特困地区，基础条件差，开发成本高，脱贫难度相当大，而且这些贫困人口贫困程度深。2014年，全国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农民人均纯收入6610元，比全国农民平均水平低3 282元，这还仅仅是一个平均数，不能反映贫困人口的真实经济状况。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收入水平更低，几千万农村贫困人口每年人均纯收入离3 000元还有不小的差距，甚至有的家庭除了政府救济外都没有稳定的现金收入来源，面临着生计难题和困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不能一边宣布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另一边还有几千万人口的生活水平处在扶贫标准线以下，这既影响人民群众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满意度，也影响国际社会对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认可度”。


    让几千万农村贫困人口如期脱贫确实面临很多困难，任务十分艰巨，据此有人提出贫困是人类社会一直存在的现象，消除贫困在当今中国是一个不现实的目标，让所有贫困人口如期脱贫仅仅是政治口号而已。很显然，这种认识虽然坚持了唯物主义原则，但没有用辩证法来看待几千万贫困人口难题，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习近平在形成精准扶贫思想时就提出扶贫要实事求是，不要定好高骛远的目标，切忌喊口号。按照习近平后来的阐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让贫困人口如期脱贫是指农村几千万人口的生活水平要提高到贫困标准线以上。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按2010年贫困标准确定的贫困人口全部如期脱贫。按照2010年物价水平确定的贫困标准是人均纯收入2 300元，据此计算在2014年全国贫困人口规模为7 017万。


    我们在实际调研中了解到，各地按当年价格计算的2015年农村贫困标准大约是人均纯收入2 900元左右，在扶贫工作一线的干部普遍反映如期脱贫有难度，但通过努力一定能够完成任务。


    实际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让所有农村贫困人口如期脱贫，不仅仅是一个指标和标准的问题，更是人心向背的大问题。我们曾经犯过严重的“左倾”错误，宣布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结果让老百姓失望。这次到2020年我国正式宣布已经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时候，不仅仅各项指标实现了，更需要让中国老百姓满意，让世界心服口服。


    让农村贫困人口如期脱贫的根本在于精准扶贫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扶贫开发推进到今天这样的程度，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关键是要找准路子、构建好的体制机制，在精准施策上出实招、在精准推进上下实功、在精准落地上见实效”。


    目前，我国贫困分布还比较广。到2014年，全国还有14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12.8万个贫困村、近3 000万个贫困户。如何扶贫？如何让脱贫成效显现？这是问题的核心，需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很好把握并落实到行动上。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扶贫工作，国家在确定的扶贫对象上经历了多次转变。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家扶贫主要针对县级贫困区域。2001年国家扶贫重点对象转向15万个村级贫困区域，实施整村推进扶贫。2011年国家划定了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进行重点扶贫。这种以区域为对象推进扶贫工作，实践表明有助于在短期内集中政策和资金资源，有助于改善发展的基础条件，有助于让有能力的贫困人口尽快脱贫。同时，我们看到，一些地方为了争取到国家贫困县或者贫困村或者贫困地区而放“鞭炮”的时候，农村仍然有几千万人口需要脱贫，可见公共的和社会的资源配置在扶贫脱贫方面存在的错位，需要新思想。如果说过去国家确定的扶贫对象往往以区域为主，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精准扶贫思想的最大突破点体现在扶贫脱贫对象由区域转到精准的贫困家庭和贫困人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思想让扶贫攻坚明确了方向和任务，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习近平于2015年6月在贵州提出，扶贫工作要做到“切实落实领导责任、切实做到精准扶贫、切实强化社会合力、切实加强基层组织”，“扶贫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


    扶贫必须精准识别工作的对象，真正弄清楚扶持谁，让谁脱贫，既要把现有的贫困家庭确定出来，又要把已经脱贫的家庭退出去，把返贫的家庭纳为帮扶对象。这是精准扶贫和脱贫的基础性工作。只有精准识别了扶贫对象，才可能确保扶贫资金、扶贫资源和扶贫力量精准配置到户到人。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思想，就要求创新体制机制，组织动员并整合扶贫资金，把专项扶贫资金、相关涉农资金和社会帮扶资金捆绑集中使用，推动扶贫开发项目与行业重大项目、重大工程、重大政策试点安排相衔接，扶贫开发与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新型城镇化、特色产业发展、新农村建设融合起来，既作用于贫困地区，更要作用于贫困家庭和贫困人口，这样才能加大扶贫投入，提高扶贫资金使用效果。为此，要组织动员并整合人才和人力资源，集中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脱贫，在贫困乡建立扶贫工作站，在贫困村选派好第一书记、建设好驻村工作队，配合村两委落实帮扶措施和帮扶责任，保证贫困户有人帮、有人扶。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又一重要思想


    习近平同志指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


    我国现有农村贫困人口大多数分布在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自然条件差，基础设施薄弱。贫困家庭致贫原因多样复杂，因病致贫、因学致贫突出，缺劳力、缺资金、缺技术普遍，贫困家庭贫困人口发展能力发展条件严重不足，因病返贫、因灾返贫、因市场风险返贫、因发展能力不足返贫很常见，贫困家庭贫困人口脱贫致富信心缺乏，内生发展动力严重缺失。社会上有人提出不惜代价对这些贫困人口扶贫是否值得的观点。


    精准扶贫是直接关系到我国是否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性问题。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去，社会主义理论认识到共同富裕需要发展公有制经济，后来这一理论突破了“又大又公”的认识局限，鼓励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先富后富再共同富裕，从而在理论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实现共同富裕，除了让有能力有条件发展经济的所有人能够脱贫致富，也不能让没有能力条件或者暂时没有能力条件发展的人被忽略，这就需要对每个困难人口进行扶贫，这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实现共同富裕思想的核心所在。


    精准脱贫更是关系到我国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志之一。从理论上说，动员组织公共资源和社会力量让每个农民过上好日子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之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让现行标准下的任何一个贫困人口没有如期脱贫，就是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最好例证，事实胜于雄辩。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面的论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重大理论发展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又一重大实践，也是我党兑现在建党时就提出来的带领全中国人民走社会主义共同道路的庄严承诺，进一步强化了我们马克思主义理论自信和社会主义道路自信，我们需要认真学习领会，形成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完成时代赋予我们这代人的重任。


    来源：李国祥．中国网，2016-02-09, http://news.china.com.cn/cndg/2016-02/09/content_37761756.htm.

  


  4.3　责任式创新的中国实践——“中正框架”的解析


  责任式创新的国家层次研究实践讨论被证实具有合理性(90)(91)(92)。为验证研究框架的合理性，研究聚焦于发展中大国中国国家层面的创新实践，基于二手数据的质性分析予以论证。数据来源于政策文本、中央政府工作报告、主流官方网站报道等多渠道。同时，为了提高信息提取与分类整合的内容信度，本书作者组建两个专家团队各自独立对数据信息进行提炼，选取典型创新实践进行总结分类，并在完成后进行两个团队间的交互汇总，直至达成信息的饱和与总结结果和意见的统一。


  纵观人类发展历史，创新始终是推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推动整个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93)。作为发展中的大国，中国于2012年党的十八大正式确定了“创新驱动发展”国家战略方针，并在2015年确立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正在不断强化国内国际的责任担当，正在成为全球领域“有责任的发展中大国”(94)，并向“有责任的创新强国”转型。而在“有责任的创新强国”演进过程中，中国在科技、经济、制度、社会四个方面践行着创新发展的责任。基于责任式创新的中正框架，表4.2列举总结了自“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出以来中国重要的创新实践举措。


  
  表4.2　2013—2017年中国国家层面的创新典型实践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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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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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2013—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公布的总计1050条政策条文；2013—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全文；新华网、科技部网站、中国科学院网站等数据信息。

  


  4.4　结论与讨论


  责任式创新是指通过科学与创新集体管理对未来发展的探索(95)，以建立开放、互动与透明的创新过程，创新主体与社会行动者共担责任，从而将科技进步合理嵌入于社会发展中，引导创新过程与产品实现道德伦理可接受、发展可持续和社会满意(96)。本书基于责任式创新研究对发展中国家情境的概化性不足为缺口，围绕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情境异同，聚焦东西相逢的理论融合，对旧有责任式创新框架进行发展，构建了由科技引领、增长永续、制度包容、社会满意组成的责任式创新“中正框架”，并以中国十八大以后的发展实践为例，解析讨论了责任式创新“中正框架”对发展中大国中国国家层面创新实践的意义，从而将情境差异性嵌入于责任式创新的理论框架之中，提升理论的概化性与普适性意义。本书的研究有如下贡献。


  首先，提出责任式创新范式，对传统创新范式进行补充与延伸。传统创新范式的源起是基于熊彼特经济学中将创新视为一种生产过程的内生机制，并强调企业家精神作为经济增长外生动力的微观视角而衍生的(97)。然而，这种以企业为核心的创新范式多从微观视角下强调创新的内涵以及其对发展的作用机制，无法解释由此产生的价值外溢，环境保护、失业困境等负外部性，所有者创新独占的效率抑制，创新许可标准的不规范，寻租和破坏性的企业家行为，以及“赢者通吃”所带来的社会公平性缺失等问题(98)。作为一种补充与延伸，责任式创新则强调创新在关注技术先进与经济收益的同时，兼顾道德伦理可接受与社会期望满足(99)，并将创新对经济收益的聚焦转向创新对公共价值创造与满足的关注(100)，这为创新范式在宏观层面的发展提供一种思考。


  第二，回应责任式创新研究的情境概化性不足，并基于东方智慧的思考，补充修正了责任式创新的理论框架。作为一种创新的新兴范式(101)(102)(103)，国际责任式创新研究领域已经对其评估准则的内涵构成达成初步共识，也即包含技术先进性与可行性、经济效益、道德伦理可接受和社会期望满足(101)(104)(105)。然而，这种评估准则的框架忽视了情境，尤其是东方情境的影响作用。比如针对如何看待创新的经济效益，西方思维所强调的市场驱动、创新的经济需求导向和东方思维强调的发展驱动、社会需求导向之间存在情境的差异性(106)(107)。抑或道德伦理的可接受在东西方制度体系框架下的话语共识和价值准则也存在异质性(108)。由此，研究以制度情境的缺口和东西方思维的比较为基础，在国际责任式创新四维框架的共识基础上，发展延伸出由科技引领、增长永续、制度包容、社会满意四维度构成的责任式创新“中正框架”，从而将东西方情境整合到责任式创新框架的建构之中，并在更普适与概化的框架基础上重审责任式创新及其对公共价值创造的意义。


  最后，对中国科技创新强国建设与创新治理研究提供理论借鉴。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苏联援建156项重大工程和《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引导中国科技进入现代化以来(109)，中国历经了苏联科技发展体系的继承，“面向”和“依靠”方针落实，“稳住一头”和“放开一片”阶段的发展，“科教兴国”和“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实施(110)，正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与五大发展理念的引领下，迈向科技创新强国的发展新阶段(111)。国家能力作为实现中国梦的根本保障已经不仅仅单纯依赖于经济实力的发展，更要求把中国的发展与人类文明发展的时空背景相结合(112)，并在科技、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共倡开放包容，共促和平发展(113)。全球国家间的竞争说到底是创新的竞争(114)，作为一个有责任的发展中大国(115)，中国正在有序、负责地协同科技、经济、制度、社会等各个领域的创新活动，并通过国家创新实践向世界输出东方的文明智慧。责任式创新“中正框架”基于对科技引领的创新、增长永续的创新、制度包容的创新、以及社会满意的创新的全面协同，由此为全球国家层面的科技发展与创新治理提供了一种理论与实践的参考与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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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章

  如何开展责任式创新

  ——新兴技术的创新治理：纳米科学与技术的实例(1)


  5.1　引言与问题提出


  新技术发展与科技革命背景下，内燃机、原子能、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技术等重大创新在驱动发展(2)的同时引发研究对于技术创新双重性的重大思考(3)，现有科技创新政策及管理方法应对技术创新本身在道德伦理、环境保护、社会价值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存在的功能缺失：转基因生物与基因工程的社会伦理性危机(4)、新兴技术的使用规范(5)、核物理及能源应用的全球与区域安全隐患(6)、流感病毒研究的安全性(7)、信息与通信技术的隐私泄露(8)、金融及其衍生产品的制度风险与欺诈行为(9)以及技术进步的环境负外部性(10)等议题激起了研究与政策层面对技术创新双重性、旧有创新管理制度在应对创新负外部性时的“制度空白”(11)以及科学社会契约线性模式（科学的自由需要以社会需求与社会价值的满足为基本前提）(12)的重新思考。欧盟“地平线2020框架计划”提出责任式创新（Responsible Innovation），强调研究与创新必须有效反映社会需求与社会意愿，反射社会价值与责任，形成欧盟国家共同期望的社会价值(13)。为满足这一目标，创新应表现为道德可接受、社会希望、安全与可持续(14)。此外，“2020智慧增长”战略在强调创新驱动发展的同时提出两个基本问题：1. 我们有能力界定研究与创新适当的社会结果和影响吗？2. 如果支持某一项创新，我们能够成功引导创新向社会满意的方向演进吗？研究政策由此持续增加了对于社会-技术整合的关注，致力拓展科技创新在核心科学与工程研发领域活动中整合社会与道德伦理方面的考虑，以将创新路径引向社会期望的方式(15)。


  传统创新范式在关注技术先进性与经济效的同时，对创新行为与创新活动可能引发的社会危机以及创新活动本身所产生的社会道德伦理与社会期望满足方面冲突等亟待研究与实践的问题引入新的创新管理范式。作为新兴的管理范式与管理理念，责任式创新意味着对现有科学与创新的集体管理以探索创新的未来(16)(17)，以使创新更有效地满足社会需求与道德伦理约束(18)。在传统创新范式关注新创意到商业化价值回报的过程逻辑下(19)，技术的潜在危机、不确定性以及创新产生的社会危害等议题成为责任式创新研究的关注点，其将技术创新的积极面同创新目标设定动机、创新结果的伦理危机与社会需求不匹配，以及创新轨迹的不确定性等因素相结合(20)，从而创造一种范式转移，重构科技创新的角色与定位，提供道德的、可持续的、有成效的创新收益，实现技术创新与社会价值的深度融合(16)，并使科学与技术开发、制度及政策更有社会响应(21)。然而，在理论层面，责任式创新依旧处于建构阶段(22)，对于责任式创新的概念内涵、归因、理论框架等问题缺乏系统研究。同时，作为欧洲发展情境下的概念产物，已有理论研究缺乏责任式创新对于社会与政治情境的反应探讨，责任式创新的理论框架需要确保其嵌入于地区情境、文化、实践，以及社会创新的各种形式(23)，如何建构一个在各种情境下都适用的责任式创新框架，从而实现理论本身的普适意义亟待深入研究(24)。由此，本章从责任式创新的框架与制度情境的整合视角出发，建构了责任式创新的理论框架，以弥补研究缺口，并聚焦纳米科学与技术的实例，提供了责任式创新制度情境角度的治理借鉴。


  5.2　理论综述


  5.2.1　责任式创新的建构要素


  已有研究对责任式创新理论的建构要素作了讨论，主要涉及包容性（inclusion）、预测性（anticipating）、自省性（reflexivity）、响应性（responsiveness）等(24)(25)(26)(27)(28)。


  【包容性】


  责任式创新将创新视作一个未来导向、不确定、复杂的集体行为(29)。包容性旨在开放创新活动的多利益攸关主体参与，促使科学家外，更大范围创新主体在职权范围、角色、劳动分工以及跨学科协同等方面展开讨论(30)，倾听不同主体对特定创新的诉求，实现科技创新的开放(31)。已有研究涉及的创新利益攸关者主要包括政府及各级政策制定者(32)(33)、大学、研究机构及教育组织(30)(33)、商业组织、非政府组织、民间团体(33)、创新用户、独立研究者等(32)，形成了特定责任式创新活动利益攸关主体基本分类——创新活动专家（包含创新的策划者，大学、研究机构等创新的研发执行组织）、民众（包含创新用户、创新的社会参与者与潜在服务对象等）、政策制定者（包含各层次的政府与政策机构、科技委员会等创新投资机构等）。研究大量关注于民众、专家及政策制定者如何对科学与技术的交互作出反应(34)。专家被认为是对技术创新拥有特殊知识与经验的行为主体，但其情感是有偏差的，比如对创新的热情或自我兴趣的关注，抑或受到经费、地位、声誉的压力(35)。同时，专家往往根深蒂固地认为民众对技术创新缺乏认知与风险规避(36)，他们需要在控制技术创新偏差的同时考虑专家本身作为社会一部分需要对创新潜在的受害者（社会大众）负责(37)；民众对技术创新的情感比专家更广泛(38)，对于特定的技术创新活动，民众可能更关注程序的议题，比如程序的公正性与透明性(39)，成本与收益的分配，以及他们如何知道、如何参与创新过程(38)，而不在于了解创新活动的技术与危害信息(40)，这种态度是由对创新保持不同背景、兴趣、希望、态度的利益攸关者互动过程所决定的(41)。特定技术创新活动中，专家一般强调技术创新危机是不可避免的，他们质疑民众情感对于创新结果的非理性，以及对科技创新目的的过度担忧，这种非理性以及对负向结果的担忧引发专家与民众的冲突(42)；政策制定者通常要对专家与大众间的鸿沟作出反应，他们是专家洞见与民众关注的中介，平衡双方对技术创新的情感(41)，并通过行为主体间的系统协调寻找技术创新面向社会发展的解决方案(43)。政策制定者通过整合研究与创新兴趣、社会价值以及利益攸关者的参与，在公共与私人间寻找可行的创新规范治理(44)，认真考虑民众对创新的情感，协调专家与民众的认知与情感代沟，引导友好的讨论和高效的决策制定(41)。


  命题1：责任式创新的包容性表现在创新活动更广泛的利益攸关者参与，其基本行为主体包括创新者、民众以及政策制定者三类。


  【预测性】


  责任式创新的预测性要求新技术的道德与社会层面满意需在技术开发早期予以关注以使创新适应社会需要(45)(46)。其描述并分析潜在的未知影响，以构建灵活和自适应的系统，在广泛考虑社会、环境、道德等因素的前提下，有效处理研究与创新产生的意想不到的结果，形成创新的“前瞻式治理”(47)。在这样的机制下，技术创新者本身需要根据问题的结果驱动开展问题的解决讨论(48)，相比创新负向结果产生的问责，他们更关心危害发生或再次发生的条件(49)。预测性的首要条件在于创新的早期引发技术与社会讨论，因为政治决策习惯于由前瞻性的分析手段试探和评估技术创新可能的后果(50)。以新技术为例，技术争论形成两个基本导向：（1）技术—未来的图景能够改变我们感知技术的当前和未来发展的方式，正如可以预测技术未来的社会前景；（2）技术-未来在科学领域施加了巨大的影响，并指出什么样的技术在未来是有价值的(51)。已有的创新实践大量引入前瞻性治理模式，如英国的国家展望计划（National Foresight Programme），巴西的产业技术预测计划（Programmes of Technology Foresight for Sectors），加拿大的政府预测活动（Foresight Activities），德国的联邦教育与研究预测项目（Federal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Research Foresight）等(52)，其引发了前瞻式机制下技术创新所需要的技能，以及现有政策治理涉及的文化、流程、组织计划安排调整的思考(53)，并依赖技术评估、价值敏感性分析、愿景评价、扫描等方法予以支撑(54)。


  命题2：责任式创新的预测性需要依据创新评估准则在创新活动早期对活动未来影响予以前瞻式分析，从而将创新活动向道德可接受与社会满意的方向引导，并实现创新活动的风险可控。


  【自省性】


  责任式创新的自省性意味着认识到创新与发展没有标准路径可循，需要承认个体与组织的认知局限，形成对个体与组织的行为、承诺、假设、能力的镜像(55)(56)。科技创新解决社会问题驱动发展的前提存在问题，其涉及科学家不承认对于现代社会部分危机的责任，不能够远离科学成就的信用问题，同时不尊重特定创新行为的问责结果(57)。自省性理性宣称，科学家没有做出社会治理的行动，其需要具备如下挑战以肩负责任：科学家注意力需关注近期科学情境的改变——好的科学准则原理需重新审视，抑或在科技创新文化中嵌入道德伦理议题(58)。因此，科技创新主体的科学家需审视自身作为更大社会的一部分，在进行预测与创新活动外了解自身行为对社会发展在时间与区域造成的影响(59)。从责任式创新范式出发，利益攸关者的自省与认知架构是前提(60)，自省式的预警机制实现对科技创新偶发性的有效应对(61)，对来自科技共同体外的或错误的创新承诺进行智能控制(62)。由此，自省性体现责任式创新作为一种“元责任”的反射式属性，也即责任式创新需要考虑并对创新本身的假设前提、要求、目标、执行过程、结果进行反复自省(63)(64)。


  命题3：责任式创新的自省性建立在创新主体对创新活动所需知识认知程度不足，创新活动发展演化与结果影响存在认知局限等问题予以承认与重审。


  【响应性】


  责任式创新响应性表现在责任式创新的能力基础，涉及对创新感到知识与控制力不足时调整行为模式(65)，并将创新活动置于技术工程演进与社会研究导向的动态性匹配条件下(66)，通过制度模块化手段应对创新不确定性，建立一个交互、持续、灵活的适应性学习过程，实现创新演化过程对社会价值响应的制度耦合(67)(68)。Gilfillan（1935）就提出技术开发嵌入社会属性讨论的观点，之后的研究认为技术开发本身是对社会环境与压力的响应，其通常存在累积效应，新技术创新实际是对过去技术与知识的适应、调整以及深化，技术创新本身是一个系统性的响应与结构化过程(69)。针对技术创新的社会控制与治理，“科林格里奇困境”的基本矛盾——一项技术的社会后果不能在技术生命早期被预料到，当不希望的后果发生时，技术却往往已经成为整个经济和社会结构的一部分，以至于对它的控制与改变十分困难(70)——在响应性机制的自适应治理下，得以依赖责任式创新范式予以有效协调(71)。比如跨学科研究方法与研究手段的引入，为责任式创新提供了一个重复的演进方法以响应来自多视角的问题与情境(72)。


  命题4：责任式创新的响应性强调对于创新活动行为主体与治理方式需要建立在交互、持续、适应性的过程之中，从而实现创新活动的正确引导与实时纠偏。


  5.2.2　责任式创新的制度情境


  技术创新离不开特定的制度情境，其涉及两个主要范畴：（1）正式的制度比如法律、标准、规则、合同等；（2）非正式制度比如习俗、传统、规范等(73)。制度情境本质上是对创新过程发散性价值的优化整合(74)，价值不是被技术与制度冻结的静态实体，其存在于技术创新与制度情境的嵌入与互动之中，并延伸到技术之外，嵌入在制度情境及利益攸关者的互动中，研究者的任务是确定嵌入于正式与非正式制度中的价值以及这些价值的潜在冲突(75)，政策制定则面向适应性体制架构，实现专家、中介机构以及民众角色的转变(76)。


  责任式创新是在欧洲发展情境下提出来的，考虑创新对社会环境的反应。如何确保责任式创新嵌入于其他地区、文化与实践，以及各类形式的社会创新(77)，并构建普适性的理论框架(78)，应在理论构建之初探讨责任式创新研究中制度情境的多样性与概化性。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责任式创新对比为例，欧盟等发达国家宪法倡导社会规范基础上“不同技术创新的重要性排序”，科学与社会关系倡导包容、公平与民主(79)。而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国家责任式创新更多强调创新发展与其自主的发展相匹配(80)，创新驱动的政府主导性更强(81)，创新可能会包含更多“借、复制、偷”(77)，或者“草根、自主创新、生态创新”等属性(82)，创新模式的朴素性(83)(84)(85)、包容性(86)(87)等范式特征更明显。由此，责任式创新理论的建构依赖交叉研究并需要整合：（1）技术的伦理道德因素，以评价创新的价值意义；（2）制度理论，以理解制度和创新的关系以及对于价值实现的作用；（3）政策，以实现责任式创新的治理(88)。在责任式创新制度情境的讨论下，大量多层次的、非规则形式的科学与创新治理开始推行预测与前瞻式的责任，关注社会与政策的有效选择以保证特定创新的稳定性，新的预测治理、建构式、真实、技术评估、上游参与、价值感知设计、社会技术整合等管理模式涌现，并试图将科学与创新开放至一个更广泛输入、公众讨论与创造的制度情境之中(89)。


  已有的责任式创新理论框架缺乏概化性的制度情境维度分析，概化性的制度情境要素应当作为责任式创新理论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同时满足如下特征：首先，制度是受到控制的集体行为，是个体行动的解放与扩张，强调制度限制与经济驱动行为的双重解释(90)，这与责任式创新将创新者（如科学家）行为主体行为扩展为多利益攸关主体共同决策行为，并依据社会满意引导创新向期望的方向演进的逻辑相符；其次，制度是建立并嵌入社会规则，引导社会互动过程结构化的系统(91)，这与责任式创新要求创新结果符合社会伦理道德要求，形成利益攸关主体互动的前瞻式、响应式的治理机制的逻辑相符合；最后，异质性主体行为受到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影响，公共价值反映不同取向、竞争、社会保障体系、安全、公平性等，公共价值本身没有因市场而形成聚合与选择，它是政策与社会制度选择过程的产物(92)，这与责任式创新以社会满意与伦理要求为基本前提，实现多利益攸关主体价值平衡，并在制度响应与自省式动态演进中获得创新价值回报的逻辑相符合。Williamson（1998）从“制度层次视角”出发为制度研究提供了有效的分析框架，基于制度的核心目标与变革频率两个标准，Williamson将人类活动的制度情境划分为嵌入性、制度环境、治理以及资源配置与人员四个层次，如图5.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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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1　制度四层次理论模型


    资料来源：Williamson, O. E. (1998).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how it works; where it is headed. De economist, 146（1）, 23-58.

  


  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经济行为嵌入于社会规范(93)，公共价值不是市场自由选择的产物，而是特定政治与制度情境下社会选择的产物，科技创新活动结果对于环境、经济以及社会的正向与负向效应受到地方、区域及全球社会规范的影响(94)，鉴于责任式创新不同于传统范式流程、规范、动机的制度化进程最终引导技术创新(95)，新制度经济学将责任式创新视作公共价值的背书(96)。然而，制度四层次理论模型在强调行为嵌入制度情境时没有解释层次之间的互动关系(97)，交互框架理论（interactive framing theory）有效地补充了制度层次内与层次间的互动机制(98)。自顶向下的层压（lamination）机制下，制度建构源于高层制度情境压力与同层互动体压力的单一或共同作用，通过核心互动体施加影响，传递与扩散效能，实现同层内部的规范框架建构(99)；自底向上的放大（amplification）机制下，低层次制度情境在同层互动体交互与协同作用下通过三种机制：（1）吸纳更广范围的利益攸关者以扩展框架范围，（2）优化规则与互动频率以推进框架普适性，（3）情感强化，集聚要素产生溢出与放大效益，从而转化为更高层次的制度建构与制度冲突(98)，如图5.2所示。


  
    [image: ]

    图5.2　交互框架理论视角下制度层次的互动机制


    图片来源：梅亮，陈劲．责任式创新：源起、归因解析与理论框架[J]．管理世界，2015，（8）:39-57.

  


  命题5：责任式创新的制度情境强调创新活动的潜在价值嵌入于其所处的环境、体制、文化等情境因素之中，责任式创新理论的一般框架不能脱离制度情境因素的讨论。同时，制度本身作为系统的概念是存在相关维度的层次划分与动态交互的。


  5.2.3　责任式创新的理论框架


  责任式创新以公共价值实现为基本导向，制度四层次理论与交互框架理论的整合为责任式创新的制度情境提供合理有效的解释。创新活动的制度情境通过层压机制实现社会非正式规范等嵌入性（高层次）向资源配置与人员参与（低层次）的自顶向下制度建构，同时来自低层次的活动集聚通过自底向上的扩大机制引发责任式创新的制度重构，自顶向下与自底向上的双向、结构理性过程互动机制实现了制度情境的建构与重构(100)(101)。依赖创新活动引发的制度情境层次内互动与跨层次交互，包容性要素的核心互动体与一般互动体，预测性的目标导向、自省性的原则基础，以及响应性的影响因素与频率等在层次间呈现差异性，如表5.1所示。通过建构要素与制度情境四层次的双向互动，责任式创新实现创新活动对社会长期公共价值的满足，驱动创新与社会协同发展。基于此，本章研究形成了责任式创新研究的理论框架，如图5.3所示。


  
  表5.1　责任式创新建构要素至于制度情境层次的反映

[image: ]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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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格来源：梅亮，陈劲．责任式创新：源起、归因解析与理论框架[J]．管理世界，2015，（8）:3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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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3　责任式创新的理论框架


    图片来源：梅亮，陈劲．责任式创新：源起、归因解析与理论框架[J]．管理世界，2015，（8）:39-57.

  


  5.3　研究方法与研究层次


  理论框架基础上，本章采用多案例验证。案例研究是基于丰富的定性数据，对某一特定现象问题进行深入描述和剖析的方法(102)(103)，其有助于理解某一现象背后的复杂机制(104)。案例研究的目的包括理论检验与理论构建两种(105)。本章研究聚焦于理论检验，关注美国、欧盟及中国国家层次责任式创新实践的多案例比较。多案例研究相比单案例研究更有效，因其通过数据比较(106)(107)，形成一种案例实验的重复逻辑以支持或驳斥研究推论(103)(108)。


  案例研究层次聚焦国家层次。责任式创新通常是一个动态概念并在不同的研究层次上展开(109)，本章研究国家层次的案例选择基于如下原因：（1）责任式创新概念的提出背景聚焦于国家可持续发展与科技创新政策的讨论，覆盖重大技术创新到新兴技术领域(110)，同时逐步延伸到时代的重大挑战——气候变化、减轻贫困、社会老龄化等社会性问题(111)；（2）责任式创新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反思科学与创新的目的，以及潜在的动机与计划，以使科学与技术开发、制度及政策更加具有社会响应性(112)，这首先涉及一个国家层面的战略需求与政策层面的责任嵌入；（3）责任式创新最终以创新满足社会期望与道德伦理要求为核心，实现多利益攸关主体参与对社会重大挑战与创新的解决(113)；（4）已有的国家创新实践涉及大量的责任式议题，如曼哈顿计划探讨原子弹在“二战”中的使用及其引发的科学家研究职责(114)、阿希洛马（Asilomar）会议关于DNA重组的潜在风险讨论(115)，以及发达国家责任式创新项目与政策计划等(116)。


  5.4　责任式创新的跨国实践——基于纳米科技的议题


  5.4.1　美国纳米技术责任式创新实践


  美国责任式创新实践追溯到美国人类基因组计划关于科学道德伦理、法律以及社会影响计划（Ethical, Legal and Societal Implication）的平行研究(117)以及研究过程中首次实施的自省性评估(116)。伴随研究与政策实践的发展，科学研究对于社会因素的考虑与评估作为重要因素纳入科学基金评审与常规机构科技活动趋势发布中，包括科学道德伦理、法律及社会影响计划，国家科学基金（NSF），美国机构审查委员会（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科研项目社会因素评估与标准审查(118)，全球变革科技研究小组人类维度联合项目计划(119)，以及许多生物伦理学领域的总统基金项目(120)等。


  然而，真正将科学研究与创新过程的责任因素考虑作为正式法律法规与政策颁布来自于美国政府针对纳米科学与技术工程提出的“责任式发展”，科技创新项目首次引入社会因素的讨论。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及国家纳米技术计划框架将纳米技术的责任式发展定义为美国各创新利益攸关主体最大限度地提高纳米技术创新的积极贡献，尽量减少负面影响，这意味着国家对于纳米技术开发和利用的责任承诺以帮助实现人类与社会需求，同时尽一切努力预测并减轻纳米技术创新所产生的不利影响(121)。同时，美国《国家纳米技术计划》明确从纳米技术相关的环境、健康与安全，以及纳米技术相关的教育与社会问题两方面详细界定纳米技术的风险与安全，并以风险管理双层架构与产品代际的匹配为策略，实施纳米技术及其产品应用的责任式治理，如图5.4所示。作为推动美国经济发展与科学进步的重大创新，纳米科学与工程研究在传统创新评估聚焦经济效应与技术领先标准之外，引入社会与道德评估维度，美国政府与国家研究委员会积极推动混合政策实施纳米研究与创新的责任式发展(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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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4　基于代际的纳米产品风险管理的责任式治理(123)

  


  2000年，美国国会签署总统令，将社会因素分析纳入纳米科学研究与创新中，2003年联邦法律针对纳米技术研究公共法案明确要求：纳米科学与纳米工程创新致力于在认识潜在危机的同时最大限度发挥纳米技术的价值，开发管理纳米技术的方法。特定的研究、教育、协同以及交流项目关注纳米技术发展的安全性及其更广泛社会维度的相关属性，并依赖大学、产业、政府机构、科学共同体等的参与(124)。纳米技术的研发过程需要考虑道德伦理、法律、环境以及其他社会影响因素，包括纳米技术本身在提升人的智力以及开发超过人类能力的人工智能中的潜在用途(124)。纳米科学与研究同时整合道德伦理社会以及环境影响，以确保纳米科学与技术创新对美国民众生活质量的提升与改善(124)。美国众议院也颁布法令，强调纳米科学研究项目须整合环境、社会以及道德伦理等因素，保证环境、社会、道德伦理研究能影响纳米科学与技术及其商业化发展的方向(125)。2005年，美国政府专门发布国家纳米计划的环境、健康与安全战略研究计划(126)。同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NSF）宣布纳米技术责任式发展的多家授权机构，以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纳米技术社会研究中心和加利福尼亚大学纳米技术社会研究圣巴巴拉中心为代表，对前者予以620万美金的经费支持，同时在2010年对两大研究中心予以连续经费投入，持续推动纳米技术的社会期望、道德伦理与环境等方面的研究(127)。


  作为纳米技术责任式创新主体成员，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纳米技术社会研究中心实施前瞻式（预测式）运作管理模式，针对技术创新特点与研究中心资质明确了战略预见、多利益攸关主体参与、资源整合以及协同研究的运作准则(128)，同时将“自省性”作为纳米技术研究与应用合作企业的核心评估标准之一。中心建设20多家全球研究实验室，同时在实验室科学研究中引入人文与社会研究者。他们关注纳米研究与技术领域、社会学者如何有效嵌入高度结构化的实验研究，以及社会因素如何有效帮助科学研究。这个举措挑战了多年以来的规范习俗——科学研究独立于社会情境，即科学共同体研究活动应不受外部压力影响。自然科学家通常担心外部成员的整合会对科学研究及其产业应用产生影响(129)，历史上将其描述为——人文主义的挑战（invasion of humanist）。然而，伴随研究与实践的演进，哲学家与社会科学家在观察与分析的基础上做得更多，他们将科学研究的问题与视角嵌入科学实践的负向影响。同时，了解纳米科学研究主题和基本方法后，哲学家与社会科学家进一步从社会道德伦理、环境等角度延伸特定研究项目的价值聚焦点及可行解决方案的选择。科学家根据哲学家与社会科学家的评估实施他们的日常工作，包括研究调查、会议、中试实验等。这种跨学科协同改变了过去的实验室研究实践模式，延伸了技术创新的选择。


  通过20多家全球研究实验室的建立以及纳米实验室社会科学家的参与，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纳米技术社会研究中心拓展了纳米技术的全球资源整合，延伸了利益攸关主体的共同参与（如社会伦理学家、社会科学家等共同参与实验室的研究课题），实现了更大范围的科学家、社会学家、工程师、工程技术及社会人文领域研究学生等跨专业主体的责任式研究与创新协同，并使这些研究实验室成为纳米技术责任式创新的引领机构(130)。20多家全球研究实验室逐步成为国家重大技术创新研究与社会及道德因素整合的科研载体，并以多学科协同的实践与运作管理，将社会及道德因素嵌入常规实验研究规范及课程之中，并在公共政策与公共价值评估响应下，最大限度实现纳米技术多利益攸关主体责任式创新的协同效应(131)。Fisher在《自然》杂志上将此实践描述为“触发科学实验研究实践的变革——也即延伸科学研究的价值与问题讨论集合，及感知的可行解决方案的选择”(132)，认为针对纳米技术的责任式创新自省与反思为纳米科学研究的课题本身及其研究团体的智能化结构运作提供了新思路，责任式创新的引入不仅仅使美国的纳米研究保持研究与技术的卓越性，同时使研究更好地符合公众价值。科学家可在不失去技术生产率的同时思考他们研究主题的更广泛意义(132)。


  5.4.2　欧洲纳米技术责任式创新实践


  欧盟责任式创新实践追溯到欧盟第二框架计划（FP2，1987—1991）关于自然科学与工程研究中关于道德伦理、法律及社会因素（Ethical, Legal and Social Aspects）的讨论，并逐步应用于生物科学与基因工程（欧盟第二框架计划），医学（欧盟第三框架计划），农学和渔业、生物技术、生物医药与健康、生命科学与技术（欧盟第四框架计划）(133)。欧盟第四框架计划（FP4，1994—1998）正式实施关于自然科学与工程研究中关于道德伦理、法律及社会因素平行研究与自省性评估，要求科学研究的跨学科重要性，主张科学研究引入科学家、博士、哲学家、神学家、法学家、社会科学家、动物保护主义者、技术应用客户、产业成员、民众的多利益攸关主体(134)。伴随研究的演进，欧盟第六框架计划（FP6，2002—2006）正式将伦理、法律、社会等因素作为重要环节，增加至科学与工程研究项目的申报与评估审批中(135)，欧盟委员会2002年与2006年正式发文予以法律性说明，推动科技与社会整合。近两年，欧盟科技政策与国家战略越来越关注责任式创新，从社会技术集成演化到欧盟科学社会计划，责任式创新对现有科技政策方法在道德管理上的争论和局限开展讨论(136)。地平线2020计划明确界定欧洲发展的核心目标、价值导向及挑战，强调创新的社会与环境效益及更广泛利益攸关主体的参与，并从社会期望与道德伦理两个维度明确责任式创新的基本意义(137)。2011年5月欧洲责任式研究与创新的专向政策颁布，陈述如下：我们需要明确界定责任式研究与创新，在多年科学与社会的关系讨论后，欧洲科技创新需要包含社会因素以避免科学与社会关系的误解，欧盟不能保证所有技术创新的社会满意，但政策需要有对创新危害的反思(136)。


  欧盟第六框架计划最早确立纳米技术领域责任式创新，政策白皮书认为已有的技术与创新危机使公众对专家导向技术政策有怀疑，公共机构需要控制纳米技术进步的危害同时在技术应用的产业利益与民众一般利益间作协调(138)。欧洲议会同时要求纳米技术创新及发展描述必须使研究社群外的行为主体了解参与，传递相关纳米技术创新知识的社会意义(139)。欧盟委员会指出纳米科学与技术是顶尖科学家与政策制定者的协同，满足广泛群众的价值需求。由此，欧盟委员会立项研究并制定纳米科学与技术研究行为规范准则，探讨纳米技术发展的道德规范、研究活动、相关利益主体关系、治理机制，实现对纳米科技的责任式发展，并探寻纳米技术与科学管理规范对所有新兴技术责任式创新的可能性(140)。


  伴随研究与政策实践的演进，在政策层面，欧盟委员会相继颁布《关于纳米材料的法规问题》《负责任的纳米科学与技术研究行为准则》《负责任的纳米行为准则倡议》(141)，明确以意义性、可持续性、预防性、包容性、卓越性、创新性、责任性为基础的纳米科学与技术研究行为准则(142)。此外，欧盟纳米科学与技术责任式研究确定了信息/通信/电子、能源/环境、健康、纺织、其他五大发展领域，成立由欧盟委员会、研究与创新协会、工业技术群体相协同的纳米安全集群，最大限度对纳米技术国家与欧盟层面的安全议题——如毒理学、生态毒理学、技术披露、技术风险、项目标准化研究等——进行自省式与预测性评估，以确保对所有技术应用潜在健康、环境、生态等危害进行管控。这其中，材料领域，欧盟委员会针对纳米颗粒与纳米材料的深入调查，采用嵌入式产品生命周期管理，开发控制纳米材料对消费者、生产者、环境潜在分险的生命周期管理办法，以实现纳米技术产业可持续发展(143)。


  在实验室层面，作为科学研究与创新决策重要载体，依据美国经验，欧洲同样推行社会科学家的实验室调查与研究参与，将研究划分为上、中、下游三个阶段，实验室科学研究发生在中游，寻求公共政策与利益攸关者收益平衡，从而以跨学科研究成员整合实现纳米技术责任式创新实验室研究层次向社会研究层次的制度响应(144)，如图5.5所示。这种研究模式通过社会与技术的实验室整合，改变了研究议程与优先级，有助于实验室之外的研究与政策决策(144)。此外，作为纳米技术责任式创新的治理依据，欧盟全面推行特定技术创新面向政策者、创新者、民众的技术透明度评估，鼓励政策评估的社会参与和决策透明，同时从物理、健康、环境、化学等方面做潜在危机分析，以目标任务与运作实践全过程评估（fitness-for-purpose），实现纳米技术责任式创新的制度协调(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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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5　欧盟纳米技术责任式创新过程与响应机制描述(146)


    注：[image: ]表示核心行为主体，A代表自然科学家与社会科学家对特定技术层面探讨得出的政策反馈，B代表公众讨论对于特定技术创新责任属性的政策反馈。

  


  目前，欧盟范围内已有2000多个组织参与到纳米科学与技术责任式创新与发展框架之中(147)。


  5.4.3　中国纳米技术责任式创新实践


  相较于发达国家，处于经济高速发展与社会结构转型的中国科技体制与创新政策追溯到1985年3月1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并发展形成了“面向”和“依靠”阶段（1985—1992年），“稳住一头”和“放开一片”阶段（1993—1998年），以及“科教兴国”和“建设国家创新体系”（1999年至今）三个阶段(148)(149)(150)。2006年国家提出《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将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到国家发展战略高度。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确立“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习近平（2014年）在两院院士大会上明确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一个系统工程，科技成果只有同国家需要、人民要求、市场需求相结合，完成从科学研究、实验开发、推广应用的三级跳，才能真正实现创新价值(151)。然而，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仍然是中国现阶段战略主导，科技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假设很少引发反思，更缺少对于科技创新与社会需求相结合的政策研究探索(152)。有关科学研究的责任议题尚无明确讨论与界定，但国家层面已经出现科技创新关于社会因素考虑以及责任意识讨论的萌芽，如表5.2所示。


  
  表5.2　基于责任式创新视角的中国科技政策描述(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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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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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纳米科学与技术创新研究起步较晚，始于20世纪80年代，国家政策最早在“八五”期间将“纳米材料科学”列入国家攀登项目。此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中国科学院、国家教委分别组织了8项重大、重点项目，组织相关科技人员分别在纳米材料各个分支领域开展工作(154)。经过近30年发展，从2007年开始，纳米技术领域，中国的国际SCI论文数量实际已超过美国、日本、德国，占据第一位(155)，SCI论文引用次数居世界第二位(156)。然而，纳米科技作为一门新兴交叉科学，潜在的“双刃剑”特性所伴随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也引起了科学、社会、伦理、哲学、管理学乃至法学界等的高度关注(157)，国家有责任依据技术创新权威组织和责任部门的规定定义纳米技术危害以确保研究与市场运营者遵守规定(158)。2001年中国科学院科学家提出纳米材料的生产制造对环境毒性与生物毒理影响的重要性，2003年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成立“纳米生物效应与安全性实验室”，2004年白春礼院士在香山科学会议从五个方面归纳纳米科学与技术的安全与伦理性：（1）纳米物质的安全性，它对人的健康和环境危害程度，及进入人体的途径；（2）纳米相关技术的伦理问题；（3）检测纳米颗粒毒性的方法；（4）国家层面如何制定应对纳米科学与技术的安全和伦理的政策法规与规范；（5）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纳米科技安全与伦理问题合作，以保证纳米科技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159)(160)。而后，国家先后成立应对纳米技术创新风险的“纳米生物效应与安全联合实验室”“中科院纳米生物效应与安全性重点实验室”，并组织顶尖行业科学家完成9部《纳米安全性》丛书，在借鉴国际纳米材料安全性评估研究成果基础上，扩大行业从业者及一般民众对纳米科学及其技术创新的安全性响应与管理。此外，2009年以来，我国主办多次纳米研究学者与社会科学家共同参与的纳米伦理学研讨会，并通过《中国社会科学报》等杂志平台，开展纳米科学责任式创新宣贯与传播。然而，总体来看，国家层面纳米技术责任式创新的科学与社会整合，以及相关制度建设依然缺乏足够的关注(161)，纳米技术的伦理、教育和社会议题方面的研究亟待加强(160)(162)。


  5.5　纳米技术责任式创新跨国实践总结与对比


  在美国与欧洲，纳米技术构成了“以科学为基础的新兴技术的集体能力以重新塑造社会、经济、技术的蓝图”(163)。由于它的新颖性、复杂性、不确定性及公共性，纳米技术成为“后常规科学”的代表(164)，需要知识生产过程潜在使用者与利益攸关者的参与(165)，以实现纳米技术对于经济驱动与社会进步的责任式创新。基于美国、欧盟及发展中中国纳米技术的创新实践，以国家层面的研究层次为切入，表5.3从责任式创新理论角度作了总结。


  
    表5.3　纳米技术创新与治理对比总结——基于责任式创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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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　Williams, R. M. (1970). American society: A sociological interpretation. Knopf.


    ④　Von Schomberg, R. （2013）. A Vision of Responsible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Responsible Innovation: Managing the Responsible Emergence of Science and Innovation in Society, 51-74.


    ⑤　Eurobarometer S. （2014）. The future of Europe.


    ⑥　周文彰．深刻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J]．人民文摘，2014，（9）: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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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α代表美国实践举例，β代表欧盟实践举例，γ代表中国实践举例，∗代表自顶向下层压机制的具体表现举例，＆代表自底向上放大机制的具体表现举例。


    ①　Liu, L. （2009）. Nanotechnology and Society in China: Current Position and Prospects for Development, Presentation for the 2nd Manchester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Nanotechnology. Society and Policy, 6-8.

  


  5.6　结论与展望


  责任式创新是一个快速演化的概念，其动力、理论框架、实践等方面存在模糊性(166)。本章围绕“如何开展责任式创新”这一个研究问题，从制度情境视角切入，建构了责任式创新研究的理论框架，并通过美国、欧盟、中国纳米科学与技术责任式创新的实践，论证了责任式创新理论的研究可行性，并通过理论框架对责任式创新实践分析为责任式创新视角下新兴科技创新的治理提供借鉴启示。本章的研究贡献主要包括：


  首先，通过制度情境因素的引入与系统分析，对欧洲发展情境下提出的责任式创新研究理论框架作出重要补充，认为已有的责任式创新研究(167)(168)(169)(170)(171)缺乏对于社会与政治情境的探讨，其在应对国家发展水平、区域文化环境、制度体系等因素的差异时存在概化性不足。本文整合制度四层次模型与交互框架理论视角，认为责任式创新及其公共价值溢出根植于嵌入性、制度环境、治理、资源配置与人员所构成的制度四层次及其层间动态交互演化过程之中。不同制度层次内部的责任式创新核心建构要素互动，以及来自于高层制度情境的层压作用与低层制度情境的放大影响，最终引导特定创新活动在国家层次、产业层次、组织层次的研究讨论与公共价值溢出。由此，本书责任式创新理论框架的建构很好地回应了Macnaghten等学者提出的“责任式创新的理论框架需要确保其嵌入于地区情境、文化、实践以及各类形式的社会创新”(172)之困境，以及Gianni与Goujon提出的“如何建构一个在各种情境下都适用的责任式创新框架，从而实现理论本身的普适意义亟待深入研究”(170)的迫切理论发展需求。


  第二，责任式创新理论研究框架为科技创新治理领域的研究作出贡献。责任式创新通过将传统科学治理模式置于一种有责任的自组织管理框架之下(173)(174)，实现科学治理模式创新(175)，其被看作是科技治理对科学与技术议题合法性空白以及对特定权威认知空白的反应(176)，从而为Hajer提出的新兴技术与管理模式的“制度空白”(177)提供解决方案，实现旧有科学与创新治理模式向分散、开放治理模式转变(176)，引导科学从“自顶向下”转向更加互动的治理过程(178)。由此，大量多层次的，非规则形式的科学与创新治理开始实行预测性、前瞻性的责任治理，治理过程关注社会与政策选择以保证特定创新的稳定性，新的预测治理(179)、建构分析、实时技术评估(175)、上游参与(180)、价值敏感性设计(181)、社会技术整合(182)等科技治理模式纷纷涌现，将科学与创新开放至一个更广泛因素输入、公众讨论与创造的情境中(176)。


  最后，对中国创新发展与科技政策领域的研究作出贡献。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在发生大规模的制度变革(183)(184)。作为经济转型的发展中大国，经济建设仍然为现阶段国家战略的主导，科技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假设很少受到质疑，这使得中国缺少对于科技创新与社会需求相结合的政策反思(185)。责任式创新以实现国家可持续发展与公共价值为目标，通过特定创新行为中更广泛利益攸关主体参与及制度响应的持续互动，揭露创新系统的非责任行为并预测创新潜在影响，从而为发展中国家创新战略与现有政策转型的结合提供一个可选择的发展模式与开放的对话平台(186)，提升科学与技术创新、制度、政策的社会响应性(187)。在科技创新同社会伦理相结合、公共利益攸关者紧密关联基础上，责任式创新对国家竞争力与经济公平性作出有效反馈(188)(189)，以保证发展依赖更好的社会效益而非仅仅是经济增长与技术领先(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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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6章

  如何开展责任式创新

  ——新兴技术的创新治理：人工智能的实例(1)


  6.1　引言与问题提出


  内燃机、原子能、信息科学、生物医药、互联网等为代表的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发展与社会变革(2)(3)。然而，随着科技与社会的交互程度不断深化，典型科技创新在促进社会进步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负外部性影响(4)。纳米技术、转基因、无人汽车、干细胞研究、生物医药技术、核能、机器人、军事安全技术等新兴科技被视为争议性的技术创新，其引发了研究与政策层面关于科技创新面向技术社会控制、伦理安全等方面的担忧(5)，旧有科技创新模式、政策法规、评估方法、科学社会契约关系等在面向新兴科技创新治理时引发制度缺失（institutional void）(6)，科技创新的社会责任议题引发学界与政策的关注(7)。


  作为绿色与智能时代的创新基石，“人工智能”自1956年麦卡锡提出以来经历了在技术层面、经济层面、社会层面的飞速发展，也推动社会逐步向以工业机器人为代表的弱人工智能时代，向强人工智能和超人工智能时代转变(8)。智能语音、马克杯识别、国际象棋“深蓝”机器人、谷歌“可穿戴”设备、围棋AlphaGo等的应用，逐步证实了人工智能进化并逐步超越人类的巨大科技创新与产业应用潜力。国际咨询与预测巨头麦肯锡研究院将人工智能与先进机器人定为2025年12大新兴科技创新发展领域；我国工信部、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2016年3月21日联合发布《机器人产业发展规划（2016—2020）》，将弧焊机器人、真空（洁净）机器人、全自主编程智能工业机器人等十大标志性创新产品应用与发展列入国家发展规划(9)。


  然而，伴随人工智能领域的高速发展，科学家、产业巨头、政治家等开始纷纷担忧人工智能的潜在危机与发展隐患。2016年1月20日，英国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发表评论，认为人工智能的潜在危机正变得越来越大。同时，霍金指出，关于人工智能的短期影响在于人类能否控制机器，长期影响在于机器能否被控制；而后，美国特斯拉公司创始人埃隆马斯克指出：发展人工智能是在“召唤魔鬼”，并表示将投资于人工智能的监控领域，监控人工智能的威胁；微软总裁比尔·盖茨同样支持人工智能危机论的观点，并认为人工智能已强大到需要警惕的阶段了。2016年3月，以霍金、盖茨、马斯克为首的全球数百名科技领域的专家签署公开联名信，呼吁政府与社会对人工智能进行研究与理性监管，以确保人工智能的科技创新不会失控，并警示人工智能潜在的毁灭性危害(10)。2017年9月4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强调领导人工智能的国家将会成为世界规则制定者，并担忧人工智能创造机会之外的社会危机(11)。


  理论层面，人工智能的快速演进同样引发了传统科学与系统观关于科技创新的讨论：首先，从技术的社会控制视角，人工智能的技术兴起引发“科林格里奇困境”的讨论，也即人类无法在人工智能技术兴起阶段有效预测其社会后果，当负外部性危机出现时，该技术因对经济与社会结构的深度嵌入而无法被有效管控(12)；其次，从创新的双重性视角出发(13)，人工智能科技创新在催生新兴产业发展与社会关系重构之时往往引发面向道德伦理、环境保护、社会民生等方面的负向危机，如人工智能带来的工人失业危机、人工智能产生的社会情感缺失，以及强人工智能对人类及其活动的替代风险等；再者，从道德伦理视角，人工智能的社会影响分析聚焦于机器人伦理(14)、信息与计算伦理(15)等狭义范畴下的机器伦理学研究之中，研究亟待系统化的人工智能伦理研究(16)；最后，人工智能的创新治理呼唤责任嵌入的制度设计，并以更广泛的科技创新与社会民众交互，实现人工智能新兴技术发展的社会满意(17)。


  由此，作为研究与产业实践的驱动型技术(18)，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兴起在推动产业变革、创造增长机遇、引导社会变革(19)的同时，其科技创新的治理议题亟待引入更为系统的创新范式(20)，从而将新兴技术的社会责任嵌入创新治理的框架之内，实现欧盟“2020智慧增长”战略面向新兴技术治理的两个目标：（1）人类有效界定科技创新的社会结果与社会影响；（2）支持特定科技创新并使其引导至社会满意的发展演进方向(21)。


  6.2　责任式创新范式的兴起与治理分析框架的提出


  基于新兴科学与技术的兴起以及科技创新与社会政策的交互性增强，科学与社会的关系从传统的“科学与社会”（science and society）、“社会中的科学”（science in society）开始向“科学伴随社会”和“科学为了社会”（sciencewith and for society）的范式目标转移(22)。新兴科学技术的治理也开始从科学共同体的内部自治转向更广泛社会层面的治理(23)。2003年，美国政府面向纳米科学新兴科技研究颁布法令，首次在国家创新政策层面提出“责任式发展”（Responsible Development），指出纳米科学与技术发展的核心在于提高这一新兴科技的积极影响并管控其潜在危害，从而最大限度实现社会发展的责任需要(24)；与之相关地，欧盟委员会面向新兴科技可持续发展提出“责任式研究与创新”（responsible research and innovation），并进一步在“地平线2020”框架计划中将核心概念确定为“责任式创新”（responsible innovation），即基于未来的目标实现对当下科学与创新的集体管理(25)，并认为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必须有效反映社会需求与社会意愿，反射社会价值与社会责任，创新应表现为道德可接受、社会期望满足、安全和可持续等(26)(27)。作为研究与创新的新兴范式(28)(29)，责任式创新以科技创新活动的双重性(30)、创新结果面向未来的不确定性(31)为基本假设，更关注科学共同体之外更广泛情境下的科技创新治理议题(31)，强调在创新主体承认能力局限的自省性前提下(32)，以更广泛的利益攸关主体包容性参与(25)，展开对特定技术创新过程与结果的预测式治理(33)与响应式治理(34)。作为对创新活动的责任嵌入，责任式创新排除了对创新结果的简单预测，认为未来的不确定性需要重构传统的创新过程与治理模式(27)(31)，并在开放与透明的创新过程基础上，有效解释科技创新的伦理意义、价值回报、发展意义，并引导科技创新演进对未来挑战与社会期望的满足，实现公共价值创造(27)(35)。这一新兴范式下，责任式创新面向新兴技术治理的评估准则在传统创新范式聚焦技术先进性与可行性、经济效益增加的基础上(36)，要求科技创新同时满足道德伦理可接受与社会期望满足两个标准(36)(37)(38)，如图6.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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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1　责任式创新范式下新兴技术创新的治理模式分析框架(39)

  


  6.3　责任式创新视角下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分析总结


  人工智能概念最早于1956年美国达特茅斯会议上提出，并在之后60年的研究与实践发展中历经了孕育、初创、形成、发展、繁荣五个阶段的演进，如图6.2所示。作为知识与智能时代中最重要的新兴技术与驱动型技术典型(40)，人工智能近年来受到研究与产业界的广泛关注，主要涉及技术、经济、社会等方面。然而，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与产品研发、人工智能新兴产业兴起与创新迭代的同时，其对就业、隐私风险、机器人伦理危害、算法黑箱、国家与社会安全等方面的潜在风险引发了人工智能创新治理的高度关注。如何规避人工智能技术治理的“科林格里奇困境”(41)、规范机器伦理的道德与法律合规(42)(43)、管控人工智能的社会风险与社会影响(44)、实现创新模式对人工智能发展争议性的有效治理，成为研究与实践的重要议题，而责任式创新为此提供了一种系统评估人工智能创新双重性影响、实现科技创新对社会发展满意目标的责任嵌入的治理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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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2　人工智能的发展简史

  


  6.3.1　人工智能的创新双重性——责任式创新治理框架的技术维


  “人工智能”是关于机器智能化的科学与工程(45)，其涉及智能体的研究与设计，并且通过智能体对外部环境的系统感知最大限度实现行动结果的成功(46)。自1956年人工智能的概念提出以来，人工智能的研究演进形成了这一技术科学对仿人类思考（thinking humanly）——关于使计算机和机器具备完全字意思考能力的努力(47)，理性思考（thinking rationally）——基于计算模型的心智研究(48)，仿人类行动（acting humanly）——对计算机开展人类活动进行的研究(49)，理性行动（acting rationally）——机器智能的研究与智能体的设计(50)这四个范畴的研究与发展。随着技术研究的深入，人工智能作为典型的新兴技术，依赖产品、服务、模式等创新开始涌现多领域的产业化应用，如语音认知、手写识别、机器翻译、系统过滤、搜索引擎、邮箱应用、人脸识别、图像识别、棋牌游戏、无人驾驶汽车、智能机器人、语义分析、视频监控、情感计算等新兴技术的应用，为技术产业的兴起、技术价值的创造等提供了积极作用。以弱人工智能领域的技术创新为例，智能搜索、智能推荐、智能排序、智能筛选等算法一级的技术创新通过互联网平台的嵌入，促进了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科技产业创新的迭代与演进；再如以机器人为代表的创新应用，面向语音识别与认知的语音机器人，面向救灾、仿生、载人等的特种机器人等强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在技术与产业之外，逐步服务于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科学家与创新者由此重审人与机器的关系，并试图从人机交互（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51)、人工智能与人类共生(52)等角度寻求未来人工智能技术创新的社会解答。然而，人工智能技术兴起同时引发技术负外部性、技术社会控制等方面的担忧：人工智能政府支持性项目中的自动化武器、机器人武器、大数据外泄等产生了国防安全威胁，机器人技术快速演进引发“技术奇点”临近危机下机器人对人类生存的全面威胁(53)等。2017年8月21日，埃隆·马斯克等116名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专家联合发表公开信，呼吁联合国关注人工智能的潜在社会威胁，上书请求联合国禁止“杀人机器人”的研发(54)。


  6.3.2　人工智能的创新双重性——责任式创新治理框架的经济维


  人工智能科技创新驱动新兴产业的崛起，涌现了相关细分行业与利基市场的产品创新、服务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等大量实践(55)，也引发了产业创新周期进程中传统产业企业商业模式与产业价值链的转型，形成了以人工智能为元产业的传统产业融合与价值重构。如AI面向医疗产业所形成了医疗影像诊断、医学病例分析，以及人工智能专家诊断系统等；AI面向通信领域的海量数据规划与5G研发；AI智能化芯片的技术创新与产业应用；AI引导无人驾驶汽车的开发；AI面向非技术行业的商业模式创新——包括金融领域的财务、法律、股票机器人的应用，安防领域基于人脸识别技术的门禁、打卡和基于感知智能技术的身份认证等(56)。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6月31日，全球人工智能企业总计2 542家，增长呈指数级发展趋势，以机器人市场为例，2017年全球机器人市场规模将达到232亿美元，近5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7%，其中中国市场规模将达到63亿美元，近5年平均增长率达到28%(57)。然而，人工智能驱动新兴产业涌现与传统产业价值重构的同时，引发巨大的经济负外部性，突出表现在由人工智能和机器人革命对失业风险的巨大挑战，使得民众个体与企业经营活动的价值回报受到挑战。基于对全球352名人工智能专家的调研总结，牛津大学未来人文研究所认为语言翻译、论文写作、驾驶等各项人类工作岗位会在可预期的时间内完全被人工智能取代，如表6.1所示，其由此引发对传统经济价值与分配机制的潜在冲击与破坏。


  
  表6.1　人工智能对人类工作的替代时间(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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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3　人工智能的创新双重性——责任式创新治理框架的伦理维


  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研究与创新的兴起在伦理领域引发了关于人工智能研究与实践的道德伦理可接受性的广泛讨论，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的伦理责任议题引发关注(59)(60)，包含人权伦理、责任伦理、道德地位伦理、代际伦理、环境伦理、大数据伦理与隐私等(61)。以联合国人权宣言为基础，研究与实践呼唤人类责任与人工智能及机器人责任伦理的标准同等性，主要包括正义与团结、相互尊重与合作、信任与容忍、基本人性准则、公平的国际秩序、公共事务的有意义参与、意见与言论自由、身心健全、公平、孩童与老年者权利、教育艺术与文化、反暴力与尊重生命等(62)。学界将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等的广泛应用描述为人类文明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社会伦理试验，强调人工智能的道德代码与伦理嵌入的重要性(63)，并通过预测式治理、科学家之外的公众参与治理、响应式治理、高阶自省(64)(65)、科学与社会整合框架(66)等方法将人工智能创新治理的伦理议题嵌入责任式创新的范畴之内。在实践领域，各国也通过人工智能的政策与法规制定、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准则条例等正式及非正式制度机制，实现人工智能伦理端的责任嵌入，典型如联合国发布《关于机器人伦理的研究报告》，国际标准制定组织IEEE发布《合伦理设计：利用人工智能和自助系统最大化人类福祉愿景》，美国政府在《国家人工智能研究与发展战略计划》中提出的公平性、透明性与追责性标准(67)，以及霍金、埃隆马斯克等推动全球近1 000名研究员签署并发布的“人工智能23条准则”（或称阿西洛玛人工智能原则）等(68)。


  6.3.4　人工智能的创新双重性——责任式创新治理框架的社会维


  人工智能责任式创新的治理分析进一步延伸至人工智能的社会维度，并在更宽泛的科学与社会交互的关系演进以及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的社会情境中反映创新的责任意义(69)。在理论层面，Brundage（2016）首次进行了人工智能责任式创新的研究探索，强调人工智能与人机交互创造社会价值的同时，应当在狭义的技术范畴与机器伦理研究之外，关注更广泛的人工智能责任式创新社会影响，强调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的本质目标应该是社会满意，并深入讨论了人工智能责任式创新治理的三个基本方面：（1）在人工智能的设计阶段，考虑并预测其创新的社会情境与结果；（2）在人工智能的应用展开时，系统反思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在这一应用领域的理论与实践工作；（3）引入公众参与，明确公众对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的期望和公众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中所需要了解的信息与知识(70)。实践领域同样关注于人工智能在引发生产率与社会运转效率提升的同时，面向社会公平、资源分配、国家安全、文明福祉等方面的相关社会属性。2016年12月联合国常规武器审查会议开展了人工智能自动化武器的社会安全专项议题讨论，在123个成员方之中，19个成员方明确呼吁禁止人工智能自动化武器，并强调其给国际安全带来的负向影响；《未来简史》作者尤瓦尔·赫拉利则担忧人工智能发展所导致的失业问题等会引发少数社会精英同多数无价值民众的极端不平等社会结构(71)；2017年4月27日，霍金在全球移动互联网大会上提出“人工智能崛起可能是人类文明终结”的论断，提出人工智能在自动驾驶、自主武器、隐私安全等方面的短期社会危害，以及长期视角下由人工智能系统失控带来的社会重大危害(72)。此外，人工智能的产品责任问题(73)、国防安全威胁(74)、机器情感学(75)、聊天机器人、性爱机器人等(76)引发的社会心理危机与健康隐患等，需要进一步关注并探索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社会属性的责任议题，实现人工智能这一争议性技术的责任式创新。


  表6.2基于责任式创新治理框架面向人工智能创新双重性的分析进行了总结。


  
  表6.2　人工智能责任式创新治理框架的分析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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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结论与政策启示


  伴随近年来的快速发展，人工智能已成为新兴科技驱动社会转型变革的重要创新实例(77)。然而，人工智能在面向机器信任与伦理、武器应用、算法黑箱、产品问责、大数据隐私风险、就业替代等负外部性议题时，引发了研究与实践对这一争议性技术创新及其双重性社会控制的广泛关注(78)，也引导原有科技创新治理范式向科技与社会深度嵌入下创新责任的制度化过程转移(79)(80)(81)。本章节聚焦人工智能创新治理分析的议题，从责任式创新的角度，构建了由技术领先与可行、经济效益增加、道德伦理可接受、社会期望满足四维度构成了人工智能创新治理分析框架，并系统分析了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的创新双重性。本章节的研究有如下政策启示：


  第一，从责任式创新视角面向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争议性技术创新及其治理提供评估准则与分析框架。传统科技创新范式思维下人工智能科技创新本身潜在的负外部性未引起重视，其制度规范与治理模式也存在严重的制度缺失与制度空白（institutional void）(82)。尽管以人工智能为代表新兴科技创新的争议性近年来引发了一定讨论(78)，但已有的研究多聚焦于狭义的技术危机层面(83)、抑或机器伦理层面(84)(85)，缺少对于人工智能科技创新及其治理的系统全面分析(86)。研究亟待面向人工智能等争议性技术开展技术、经济、伦理、社会多方面分析与管控方法的深度讨论(87)。作为科技创新的新兴范式(88)(89)(90)(91)，责任式创新在传统创新范式关注技术先进性与可行性、经济效益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延伸科技创新的道德伦理可接受以及社会期望满足等准则(88)(92)(93)，从而为人工智能新兴科学技术治理提供了一种系统评估与治理分析的范式框架(94)，引导人工智能科技创新向社会满意的方向演进(95)(96)。


  第二，从责任式创新视角提供科技创新治理的政策启示。责任式创新的概念源起于欧盟科技委员会地平线2020框架计划，意指通过对现有科学与创新的集体管理以探索未来(89)，并由此成为美国与欧盟科技政策的“流行语”（buzzword）(97)。Sutcliffe （2011）从政策层面对责任式创新进行了系统的总结，认为其核心目的在于实现创新的社会价值，强调研究与创新全过程的社会因素融合与异质性成员主体包容，通过研究与创新的开放和透明，展开短期与长期时域内关于技术、经济、伦理、社会等方面的系统评估(95)。作为一种创新面向政策层面的顶层设计战略(96)，责任式创新范式对新兴科技创新治理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社会满意(96)。作为新兴科技创新的典型，人工智能的创新治理已成为国际性的话语议题，并呼唤责任嵌入的治理框架，实现新兴科技创新面向技术、经济、道德伦理以及社会等全方位的治理讨论。责任式创新的治理框架为人工智能创新双重性(98)提供了一种辩证思考，即在全球治理层面，政策需要引入更广泛的利益攸关者，并通过科学与社会的交互，政策制定者、科研创新者、民众对创新过程的交互，明确人工智能面向技术、经济、伦理、社会的发展机遇与潜在风险，并通过前瞻性的研究评估与响应性的过程监管(99)，引导人工智能向责任式创新的过程演进，最终实现人类对该新兴科技创新的社会满意，创造公共价值的溢出。当前，以美国与中国为代表的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大国越来越意识到人工智能创新双重性的重要性，人工智能创新治理的国际间合作、监督、共享，人工智能创新治理的跨制度、跨文化协调等也为人工智能科技演进的创新责任嵌入提供进一步的政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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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7章

  创新为了什么

  ——科技发展的社会满意度作用机理：责任式创新人本动因的解析(1)


  7.1　引言


  创新驱动着人类历史演进与文明繁荣(2)。然而，20世纪以来，以内燃机、基因工程、汽车、核物理、航空航天、计算机、人工智能、生物医药、互联网等为代表的科技创新在驱动发展同时引发了社会层面创新活动面向环境污染(3)、技术负外部性(4)、伦理道德风险(5)等方面的担忧(6)，现有创新管理方法与创新治理模式在应对新兴技术兴起与社会发展挑战之时暴露“功能缺失”(7)(8)，科技创新产生的社会危机、伦理安全、发展负外部性等引发了研究与政策对创新责任议题的关注，以及对科技创新与社会关系的重审。欧盟“地平线2020”框架计划提出“责任式创新”（responsible innovation），强调创新在满足技术先进性与可行性、经济效益的同时，需要进一步确保实现科技创新对道德伦理和社会发展期望的适应与匹配(9)(10)(11)。2015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将“有责任的生产与消费”等确定为全球发展的千年目标(12)。中国“‘十三五’科技创新规划”也明确指出：倡导负责任的研究与创新，加强科技伦理建设，强化科研伦理教育，提高科技工作者科研伦理规范意识，引导企业在技术创新活动中重视和承担保护生态、保障安全等社会责任(13)。


  然而，尽管责任式创新议题受到研究与政策的重视，并成为美国、欧盟、中国科技政策领域的“流行术语”（buzzword）(14)，但其研究存在不足：首先，作为一个新兴创新范式(15)(16)(17)(18)，责任式创新内涵在理论与政策层面展开了大量讨论(15)(19)(20)(21)，并成为一种涵盖性术语（umbrella term）(22)，但现有的研究并未明确界定责任主体的责任动因是什么；第二，责任式创新强调科技创新应当符合社会民众满意度的核心要求(19)(21)(23)，但研究并未深入探讨影响民众对科技创新满意度的核心要素与内在作用机理；第三，鉴于责任式创新研究的政策属性，已有的责任式创新实证讨论多以国家层面的案例实践予以展开(15)(19)(20)(21)，缺乏有效的定量实证机制分析，也缺少组织或个体微观层次机制的深度挖掘。作为一种研究探索，Emirbayer和Mische（1998），Pandza和Ellwood（2013）等试图从动因（agency）的角度解释行为主体对创新活动的认知与反射机制，并将人本动因（human agency）视作责任式创新研究的重要微观基础(24)，但这些研究也仅仅停留在定性分析层面，缺少定量的研究尝试与实证讨论。基于此，本章节从责任式创新微观视角的人本动因（human agency）出发，探寻行为主体动因要素在责任式创新情境下如何影响其对科技创新的满意度，并通过大样本统计分析探讨民众动因要素对科技满意度的作用机制，从而弥补现有研究的缺口。


  7.2　理论与假设提出


  7.2.1　责任式创新及其动因解析


  责任式创新是指一个透明、互动的创新过程，其中的创新者与社会行为主体互相负担责任，以期将创新及其相关过程恰当地嵌入社会发展之中，实现创新过程与创新输出的道德伦理可接受与社会期望满足(25)(26)。作为研究与创新的新兴范式(27)(28)(29)，责任式创新要求创新的目标、过程、绩效评估等在技术先进与可行、经济效率提升之外，聚焦考量科技创新本身的道德伦理可接受与社会期望满足(30)，并强调基于创新驱动的增长实现可持续发展，从而使得国家与地区所有民众受到创新价值联结所带来的福祉(31)。责任式创新的本质在于满足社会需要(32)，实现科技发展与技术创新在社会层面的满意。


  面向新兴技术领域与创新范式的议题，研究关注于责任式创新情境下动因（agency）的作用。Emirbayer和Mische（1998）提出人本动因（human agency）并区分了三个维度，包含迭代动因（iterative agency）、投射动因（projective agency）、评估代理（evaluative agency）。迭代动因是指行为主体面向当下的活动选择性的激活过去的经验与模式以实现时域范围内的行动稳定(33)；投射动因指代行为主体对于外来行动路径的设想并通过可行的路径与机会创造和组合获取满意的结果(33)；评估代理意味着行为者结合新兴的需求，模糊与矛盾的现实条件，以及自身的能力对可能的选择作出当下判断(33)，这一判断是行为者经验、价值观、外部环境规范等面向特定创新路径的综合反映(34)。Pandza和Ellwood（2013）从战略动因（strategic agency）与伦理动因（ethical agency）两个视角解析了责任式创新的理论基础，并探究责任式创新情境下战略动因、组织能力与伦理动因的作用机制。其中战略动因主要涉及基于经验、知识、能力与愿景所形成的责任式创新动因(35)，而伦理动因则更多基于责任式创新主体道义论与目的论角度下德性伦理基础讨论(36)，聚焦主体当下对创新道德伦理方面的评估。本质上，以上关于责任式创新主体的动因划分都是从人本角度出发，认为创新主体在践行责任式创新之时，将过去经验与现时、未来愿景以及当下评估综合反映到创新过程管理的机制(37)，是主体对创新过程责任嵌入的一种时域角度解析(38)。


  7.2.2　责任式创新的迭代动因


  迭代动因反映行为主体面向当下活动选择性激活过去经验与模式以实现时域范围内的行动稳定(39)。其本质上是一种习惯动因，存在于个人或组织过去经验学习的行动路径之中(40)。责任式创新本质上意味着行为主体通过对现有科学与创新的集体管理去考虑创新影响的未来(41)。在这样的情境下，行为主体需要根据自身关于过去经验与知识学习的重新组合，来判断引导科学知识与技术创新向社会满意的方向演进。反映民众个体对过去活动经验的迭代动因是影响其科技满意度的首要因素，主要在于：第一、责任式创新聚焦于科学知识与技术创新的社会满意度与公共价值输出，而科学本质上是一个历史的构念，特定的科学知识与技术创新往往具有客观性，不存在对错之分，只能讨论民众接受还是不接受科学发展与技术创新的结果(42)。在民众无法选择的前提下，其对于科学知识与技术创新的满意度评估只能根据旧有的知识与经验资源作出相应判断。与之相关的创新责任概念也不仅仅涉及个体对科学与技术本身的认知，同时包含科学与技术相关的社会与政治情境的认知(40)。第二、科学家、创新者、政策机构等通常作为科学知识与技术创新的路径创造、演化及评估的核心行为主体，而民众无法具备主动改变特定创新活动路径选择与演化的能力，其通常基于已发生事件的经验资源，伴随社会群体影响下创新活动的事实性叙述与学习从而间接地持续引导创新的路径发展，并提供行为主体关于创新演化的相关判断(43)。


  由此，在责任式创新情境下，科学知识与技术创新的演化增加了民众对于未知的不确定性感知(44)，以民众为核心的行为主体在判断特定科学知识与技术创新的社会满意度时往往基于过去的经验与知识学习，以及技术披露的相关方式，并通过这种迭代代理作出科技满意度的评价。在经验与知识学习较弱的条件下，迭代动因的强化可能降低民众的科技满意度，其主要缘于：第一，科学研究与技术进步的快速演进往往与旧有经验和知识产生冲突。民众对于旧有习惯通常具有路径依赖(45)，技术的迭代过程引导了民众需要不断适应变化，这种适应压力对于路径依赖的冲击降低了民众对科技创新的社会满意度。第二，当科技创新相关的知识经验处于较低积累水平时，经验的丰富与知识的学习容易引导民众忽视“自省性”的重要性，也即忽视个体在认知能力方面的局限(46)，也即俗称的“无知者无畏”。在这种自省性缺失下，民众依据过去经验所认知的科技创新的当下需求会与科技创新本身的未来需求产生冲突(47)，进而导致主体对科技满意度的下降。第三，在较低知识与经验水平的范围内，科技创新的负向影响容易被夸大，科技创新的未知性与不确定性风险相较于本身的可控性更容易被关注与放大，而科技创新整体层面的积极价值往往无法在微观层面被解释与明晰；然而，伴随民众知识的增加与经验的进一步累积，责任式创新情境下科学与技术面向未来的愿景能够引导民众感知技术的当前与未来发展方式，增加民众预测未来社会前景的能力。同时，科学与技术面向未来的相关影响进一步指导民众了解什么样的创新在未来是受用的(48)。过去的知识学习与经验累积提升了民众对于科技创新积极效果的感知，使得他们知道科学与技术将会朝哪个方向走，未来发展的目标与方向在哪里，新兴科学与技术领域未来的挑战在什么地方，以及新兴科学与技术领域进步时各利益攸关主体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49)。这种基于旧有知识与经验动因迭代使得民众在过程中了解技术创新的意义与价值，获得新兴技术与科学发展的理解的同时，实现了对技术进步的包容(49)，最终提升了对于科学知识与技术创新的满意度。由此，研究提出假设：


  假设1：迭代动因与科技满意度存在U型的相关关系。


  7.2.3　责任式创新的战略动因


  战略动因(50)本质上是指行为主体对于外来行动路径的设想并通过可行的路径与机会创造和组合获取满意的结果(51)，其是一种有目的的路径创造行为(52)。对战略动因的考虑主要基于如下本体论的假设基础：第一，行为主体对未来需求与情景的预见能力不足会产生主体对技术本身判断的合理性困境(53)；第二，如果主体对未来有预见能力，当下与未来需求的潜在冲突呼唤前瞻性(54)；第三，主体行动向未来演进的路径不确定性(55)与未来演进路径的不可到达(56)。责任式创新强调创新行为主体在新技术开发的早期深入考虑技术的道德伦理可接受与社会期望满足的基本准则(57)，实现创新向社会满意的方向演进。


  作为责任式创新行为主体面向未来的动因解析，战略动因聚焦于主体对于未来的关注，其是责任式创新前瞻性属性在个体动因中的表现与代理。以民众为焦点，个体层面战略动因对科技满意度的关系是动态变化的。在对科技创新未来关注较少的条件范围内，民众通常以创新的被动者的角色态度审视科技创新的发展演进，将技术创新双重性(58)导致大量创新负向效应产生的责任归咎于实施创新活动的科学家与执行组织之上，认为责任主体忽视了创新对于民众福祉的保护。对科技未来有关注的民众由此不愿意将个人作为创新主体的责任承诺嵌入由科学家引导的创新演进过程之中(59)。这种科学解放背景下，科学家责任与社会民众主体广泛利益间的冲突(60)降低了战略动因对科技满意度的影响。同时，在对科技创新未来关注较少的条件下，民众还会因缺少未来发展的承诺而对当下科技创新的阻力予以关注，如因电动汽车动力不足与创新初期的价格劣势而拒绝使用。然而，当面向科技创新未来的战略动因到达一定强度时，如新兴技术的发展成为全社会的热议话题的情境，民众开始感知到创新未来的潜力以及投身科技创新的巨大发展价值，并希望能通过个体的行动实现自身价值回报的同时，促进社会整体层面的价值创造(61)。此时，实践层面创新成为一种开放社会下的普适议题，民众转化为创新的责任主体与科学家、政府、产业组织等共同思考创新的价值，并集体探讨特定创新面向未来的两个基本问题：（1）我们希望得到什么样的创新，是否有能力有效界定创新的结果？（2）当我们支持某一项创新之时，如何共同引导其向社会满意的方向演进(62)？此时，伴随战略动因的强度增加，民众认知开始由创新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创新的主动参与者，并将自身作为创新主体面向未来的承诺嵌入创新活动的开发与过程演进之中(63)，且依据社会价值导向与发展理念的认同，逐步承担自身所期望的创新演进结果的社会责任，这提升了其对所经历的科技创新的满意度评价。由此，研究提出假设：


  假设2：战略动因与科技满意度存在U型的相关关系。


  7.2.4　责任式创新的伦理动因


  责任式创新关注科技创新的道德伦理可接受。科学与技术创新的道德伦理属性常常不被重视，首先缘于道德伦理通常被认为是经济增长的阻碍。然而，研究表明，道德伦理的约束有利于充当研究与创新领域拓展的驱动，并在创造就业、增加社会保障、避免研究经费的错误分配等方面体现优势，最终在长期的社会发展周期内驱动经济增长与绿色创新(64)。第二个原因在于在波兰尼科技解放的背景下，科学共同体在面向科技创新时往往依赖科学家本身的兴趣导向，而专家对于技术创新的情感存在偏差，或者因为自身保护经费、学术地位、社会声誉等方面的压力而忽视知识与技术创新在面向公众一般利益诉求时的价值缺失(65)(66)。这种科技创新在面向科学共同体内部与一般社会层面之间的价值冲突往往产生巨大的危害。基于这一点，责任式创新现有的关于科学导向的创新努力与实践强调基于职责驱动的道德伦理，并以此作为行为主体在从事科学驱动的技术创新时和研究导向的探索过程时所遵循的规范、准则与纪律(67)，正如Owen等人（2009）所述，从责任式创新的角度，技术创新形成的预期与其产生对健康、环境等的影响之间存在时间差，我们需要提升危机防范与管理，并通过技术的预测关注创新相关的重要社会与环境议题(68)(69)(70)。由此，道德伦理作为责任式创新的重要方面受到研究关注，而支持这些特征的伦理基础的核心目标在于使科学知识与技术创新活动独立于任何环境议题、人类健康，以及更广泛社会福祉的影响(71)，并通过遵循道德伦理的相关规范标准确保科学知识与技术创新活动的责任嵌入(72)。


  已有文献关于责任式创新的伦理基础主要聚焦于道义论（deontological ethics）和目的论（teleological ethics）的研究，前者关注于行动的伦理责任(67)，也即创新主体创新活动行为背后的伦理基础；后者关注行动的结果，也即特定创新活动结果所需要的伦理责任分工与问责机制(73)。借鉴Weaver（2006）、Pandza和Ellwood（2013）关于道德伦理（virtue ethics）的研究中提出“伦理动因”概念，伦理动因关注于行为主体本身的特征，这个特征引导行为主体有目的的行动以实现行动目标(73)。在创新过程中，行为主体创新活动在社会交互中的道德伦理嵌入(74)以及这种伦理嵌入在面向社会价值与社会满意等方面产生影响(75)，以实现创新的责任担当。基于个体对科学知识与技术创新的满意度影响，在伦理动因相对较弱的程度范围内，随着行为主体与创新活动相关特定社会群体互动所形成参与感提升，以及行为主体受到社会情境的影响所产生的对伦理动因的后天习得性增强(74)，伦理动因的强化有助于行为主体提升科学与技术的社会满意度。同时，伦理动因本质上是反映在实践的动态过程之中(76)，随着行为主体与其所嵌入的社会互动程度加深，主体对情境相关的道德伦理基础逐步强化，这有助于主体积极认识科技创新的社会效应，并在道德伦理标准的框架内，结合过去行为、当下情境以及未来愿景对科技创新予以评判和支持(75)。


  然而，随着科技文明的发展进一步深入，行为主体道德伦理的嵌入性加深引发了责任式创新对主体自省性的关注，也即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一方面确实帮助人类解决了许多社会问题，但其引发了许多担忧，这些担忧涉及科学家不承认对于社会现代化发展的错误承担责任，科学家不能够远离科学成就的信用问题，科学对于社会责任问题的不尊重(77)(78)，以及科学家无法认识到创新与发展是无标准路径可循的以及个体认知的局限性(79)(80)(81)。由此，自省性理性宣称：科学家没有做出社会治理的行动，他们需要实现这样的挑战以肩负社会责任——科学家的注意力需要关注近期科学情境的改变，好的科学准则的原理需要重新审视或者道德伦理的议题需要嵌入科学与社会研究的文化之中(82)，这本质上降低了高伦理动因条件下，行为主体对于科学的社会满意度的影响。由此，研究提出假设：


  假设3：伦理动因与科技满意度存在倒U型的相关关系。


  7.3　方法论


  7.3.1　样本与数据采集


  本章节的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于欧盟民调统计数据，题项针对科技创新涉及的技术、科学、伦理、环境等方面展开个体层面的调查，总计17 195份有效样本。基于欧盟“地平线2020”框架计划所提出的“责任式研究与创新”（Responsible Research and Innovation）议题(83)，欧洲在研究与政策层面高度重视并推进责任式创新的实践(84)，这为责任式创新的研究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研究分析情境基础。


  7.3.2　变量测量


  基于调查的变量测度，研究的核心变量主要由李克特量表（4分与5分量表）组成，其广泛适用于组织与管理研究领域(85)(86)，主要自变量和因变量所采用的5分量表也被证实具有高度的研究可靠性(87)。


  主要变量包含：科技满意度，测量题项为“您对科技对社会影响的满意度评价”，被调查者要求从“1—非常负向”到“4—非常正向”作出选择；迭代动因，测量题项为“你对科学与技术的理解程度”，被调查者要求从“1—根本不理解”到“4—非常理解”作出选择；战略动因，测量题项为“您对科学与技术发展有多大兴趣”，被调查者要求从“1—根本不感兴趣”到“4—非常感兴趣”作出选择；伦理动因，采用7个题项对该变量进行测量，如：“对道德伦理与基本权利的尊重保证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满足民众期望”“为了表述生物技术等新技术的伦理性危害，测量需要在欧盟层面展开”“欧洲科研基金应对欧盟之外不符合欧盟法律的研究研究项目予以禁止”“欧盟应当积极推进并使欧盟面向科学研究的道德准则受到世界的认可”“所有的学者应当接受科学研究伦理与道德的训练”“所有的青年学者都必须遵守道德准则与相关法律法规”“科学家在为公共机构献计献策时有责任公开科学研究可能的利益冲突”。被调查者要求从“1—完全不同意”到“5—完全同意”作出选择。作为对控制变量的限定，本研究对被调查者的性别、年龄、居住区域、国籍、人力资本和伦理限度进行控制。


  基于对问卷有效性的评估，在对原始问卷进行缺失值删去、无效问卷剔除等处理后，最终得到有效问卷样本17 195份。同时，对B3伦理动因所构成的七个题项进行信度效度分析，结果显示：构念整体Cronbachα系数为0.792，大于0.7的阈值(88)，所有题项的CITC值均大于0.35(89)，故证明信度可靠；构念因子分析的KMO值为0.871，大于0.7阈值(90)，同时巴特利特球体检验结果显示显著（sig.＝0.000），且所有题项的因子载荷均大于0.5（B31为0.599，B32为0.719，B33为0.583，B34为0.698，B35为0.742，B6为0.700，B7为0.654），特征根为3.170大于1，因子解释度达到42.287%表明构念具有好的效度。


  表7.1总结了研究涉及的相关变量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结果(91)。总体来看，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较小(92)，依据拇指法则（rule-of-thumb），均低于0.8的阈值，且回归分析的方差膨胀因子（VIF）数值全部介于1.008~1.924之间，表明研究模型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可以不予考虑(93)(94)。


  
    表7.1　变量相关性系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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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表示相关系数在0.01水平上显著（双尾）；∗表示相关系数在0.05水平上显著（双尾）。


    C5国籍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为（数量/占比）：比利时（774/4.5%），丹麦（747/4.3%），德国（954/5.5%），希腊（772/4.5%），西班牙（545/3.2%），法国（713/4.1%），爱尔兰（605/3.5%），意大利（680/4.0%），卢森堡（206/1.2%），荷兰（731/4.3%），葡萄牙（522/3.0%），英格兰（798/4.6%），奥地利（684/4.0%），瑞典（812/4.7%），芬兰（718/4.2%），塞浦路斯（330/1.9%），捷克（718/4.2%），爱沙尼亚（633/3.7%），匈牙利（649/3.8%），拉脱维亚（611/3.6%），立陶宛（552/3.2%），马耳他（205/1.2%），波兰（572/3.3%），斯洛伐克（643/3.7%），斯洛文尼亚（619/3.6%），保加利亚（434/2.5%），罗马尼亚（410/2.4%），克罗地亚（690/4.0%），其他（84/0.5%）。存在个别多个国籍的填问卷者，故占比求和略大于100%。

  


  7.4　数据结果


  在对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与相关性分析基础上，进一步对回归分析所涉及的连续型变量（包含C2年龄、C4教育年龄、C8伦理限度三个控制变量，以及B1迭代动因、B2战略动因、B3伦理动因三个自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从而减轻潜在多重共线性对模型分析的影响(95)。同时对标准化后的自变量进行平方项处理，以讨论潜在的曲线效应。表7.2基于层次回归分析总结了人本动因对科学社会满意度的影响结果。


  
    表7.2　回归分析结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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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表示相关系数在0.001水平上显著（双尾）；


    ∗∗ 表示相关系数在0.01水平上显著（双尾）；


    ∗ 表示相关系数在0.05水平上显著（双尾）；


    ^ 表示相关系数在0.1水平上显著（双尾）。

  


  模型1包含研究的控制变量，涉及性别、年龄、位置（包含两个哑变量）、教育年龄、家庭科技背景、人力资本、伦理限度7个变量。性别对科技满意度有正向影响（标准化的系数为0.045，p<0.001），表明男性相较于女性有更高的科技满意度评价；年龄对科技满意度有正向影响（标准化的系数为0.014，p<0.1），表明年龄越大者的科技满意度越高；地理位置哑变量1对科技满意度有负向影响（标准化的系数为-0.044，p<0.001），表明乡村民众对科技的满意度相较非乡村民众更低；地理位置哑变量2对科技满意度有负向影响（标准化的系数为-0.047，p<0.001），表明中小城镇民众对科技的满意度相较非中小城镇民众更低，由此可知三类民众中，居住于城市的居民的科技满意度最高；教育年龄对科技满意度有正向影响（标准化的系数为0.103，p<0.001），表明一个民众受教育的时间越长，其对科技的满意度越高；家庭科技背景对科技满意度有正向影响（标准化的系数为0.081，p<0.001），说明家人中有科技工作者的民众对科技的满意度更高；人力资本对科技满意度有正向影响（标准化的系数为0.064，p<0.001），说明经受过科技学习与研究训练的民众对科技的满意度更高；伦理限度对科技满意度有正向影响（标准化的系数为0.031，p<0.001），说明民众个人的伦理限度越宽泛对科技的满意度越高。


  模型2在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增加了迭代动因、战略动因、伦理动因三个自变量。为了探索迭代动因、战略动因、伦理动因对科技满意度的潜在曲线效应，模型3在模型2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入了三个自变量的平方项。结果显示，迭代动因一次项对科技满意度影响为正（标准化系数为0.073，p<0.001），二次项对科技满意度为正（标准化系数为0.027，p<0.01），由此说明迭代动因对科技满意度的作用关系为U型，支持了研究的假设1；战略动因一次项对科技满意度影响为正（标准化系数为0.181，p<0.001），二次项对科技满意度为正（标准化系数为0.025，p<0.01），由此说明战略动因对科技满意度的作用关系为U型，支持了研究假设2；伦理动因一次项对科技满意度影响为正（标准化系数为0.097，p<0.001），二次项对科技满意度为负（标准化系数为-0.037，p<0.001），由此说明伦理动因对科技满意度的作用关系为倒U型，支持了研究假设3。


  最后，模型适配指标显示每一个模型的F值均为显著，ΔR2显著，且每一个模型的方差膨胀因子VIF范围都在1.008~1.924之间，小于阈值10(96)，符合模型适配标准与多重共线性要求。


  7.5　结论与讨论


  研究从责任式创新人本动因的视角出发，通过大样本统计分析，讨论了行为主体责任式创新的迭代动因、战略动因、伦理动因对其科技满意度的影响机制。研究显示，民众责任式创新的迭代动因与战略动因对科技满意度产生U型的影响作用，也即在迭代动因和战略动因较弱的区间，伴随两者的程度加深，民众对科技的满意度逐步降低，而当迭代动因和战略动因达到某个阈值时，伴随两者的程度加深，民众对科技的满意度逐步提升。相反，统计分析的结果显示，民众责任式创新的伦理动因对科技满意度产生倒U型的影响作用，也即在伦理动因较弱的区间，随着伦理动因的程度加深，民众对科技的满意度逐步提升，而当伦理动因达到某一阈值时，伴随其程度的加深，民众对科技的满意度逐步降低。研究的结果对责任式创新的理论发展与研究演进有如下贡献。


  第一，对责任式创新研究的微观机制作了探索，并延伸发展了责任式创新研究的动因视角。责任式创新作为一种制度化的建构过程(97)，需要关注其行为主体在一定情境范围内的行动特征(98)，而这种行动特征基础上所表现出来的对创新的态度通常反映于主体动因的角色之中(99)。以往的研究主要将责任式创新的微观动因基础划分成战略动因（strategic agency：有目的的资源整合，前瞻性的机会搜索，以及与环境的互动以解决限制条件所相关的行动集合）与伦理动因（ethical agency：行为主体过去知识与经验结合当下情境的行动）(99)。这种动因的二分观点有效解释了责任式创新面向未来与面向当下的微观动因基础，却忽视了回溯性逻辑视角下个人过去知识与经验作为能力和评估的重要基础(100)。基于此，研究则整合了责任式创新的回溯性逻辑和前瞻性逻辑⑤，并以Emirbayer和Mische（1998），Pandza和Ellwood（2013）的研究为基础，系统建构了迭代动因（iterational agency旧有路径、习惯与活动经验的总称）、战略动因以及伦理动因组成的责任式创新微观人本动因三维度框架，这对责任式创新的微观动因基础与实证机理提供了理论解释与知识增量。


  第二，对责任式创新定量实证研究与相关机制探索作出贡献。作为一种公共价值的背书(101)，责任式创新的核心要旨要求科技创新满足社会发展的期望，即科技创新应当在科学家与创新共同体之外获得更广泛的社会民众满意(102)。尽管已有研究明确了创新责任的这一根本性目标准则，但并未真正探讨科技满意度的影响因素与相关作用机制，更缺乏面向定量分析的论证尝试。本研究是责任式创新研究领域首次向定量分析的一种尝试，聚焦责任式创新的微观个体动因构成，并探讨了三个维度构成的人本动因对于科学的社会满意度的影响机理。研究结论显示：迭代动因与战略动因对科技满意度的U型作用关系，以及伦理动因对科技满意度的倒U型作用关系。这为科技创新满意度的提升机制提供了实证参考，也为责任式创新领域的定量研究提供了一种探索性的延伸可能。


  第三，对责任式创新研究的研究层次拓展作出贡献。责任式创新毫无疑问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并在不同的研究层次上展开(103)，但是已有的研究多聚焦于责任式创新面向国家政策层面、区域发展层面、产业应用等方面的实践讨论，较少涉及个体层面研究与讨论。与之相矛盾的是，责任式创新本身的要旨又强调民众个体对于创新理解与思考的关注，强调特定创新过程包含的多利益攸关者参与及他们对于创新决策制定与设计过程的作用与影响以及满意度等(104)，其涉及的道德伦理基础与社会期望满足均是面向个体层面的价值准则判断。此外，责任式创新的基本理念认为科学与技术是民众生活的中心并能够提供民众个人大量的福祉，但基于特定创新活动的过程和结果，科学家对于自身研究活动的合理性认同和社会层面广泛对应科技知识的普及之间存在不断增加的压力(105)，这些压力来自过去与现在公众对于特定研究与创新的争议(106)。这些讨论均涉及责任式创新面向个体层次的行为、决策、互动、响应等议题。因此，本研究通过欧盟政策委员会的数据调查，探索了个体层次旧有科学知识与学习经验的迭代动因、科学道德伦理认知的伦理动因，以及未来科技兴趣与目标反馈的战略动因对于个体科技满意度的影响机理，从而为责任式创新面向个体层次的实证讨论提供研究借鉴与知识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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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8章

  责任式创新的政策启示与未来展望


  8.1　责任式创新理论之问与实践之问的解答


  回溯本书初始章节的论述，表8.1总结并回答了责任式创新面向理论与实践的问题。


  
  表8.1　责任式创新理论之问与实践之问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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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责任式创新的政策启示(1)


  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自主创新能力的建设，加强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2)，并提出在装备制造业、信息产业、农业科技、能源产业、医疗卫生、医药产业、国防科技等方向具体创新驱动发展目标。国家能力作为实现中国梦的根本保障不仅仅依靠经济实力的发展，更要求我们把中国的发展放入人类文明发展的大时空背景下(3)，实现我国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文化领域、社会领域、生态领域以及国际交往领域的全面提升。创新驱动发展的意义不应当只表现在经济目标的完善、自主创新能力的建设等方面，创新对于可持续、低能耗、生态友好、美丽中国建设、和谐社会、中国梦等国民共同价值取向反映成为了发展的责任。责任式创新成为国家创新战略迈向可持续、民主化、实践参与、社会主义价值共创发展模式，遵循集约型增长模式的范式演进。责任式创新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内生活力与深度演进提供政策引导。本书由此得到如下政策启示，如图8.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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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8.1　责任式创新的政策启示

  


  第一，基于责任式创新视角，深度思考传统创新研究范式、创新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机制（责任创新，范式重审）。创新作为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核心动力一直受到国家进步、区域政策及企业发展的重视。然而，研究与政策强调科技创新对于社会发展的进步意义之时，也需要关注科学与技术可能产生的风险与负向影响(4)。责任式创新对传统创新范式的正向逻辑提出反思与重审，通过对责任式创新的理论与实践等方面的详细论述，本书认为：责任式创新是指在认可创新行为主体认知不足的前提下，在预测特定创新活动可能负向结果的范围内，通过更多成员参与与响应性制度建立，将创新引导至社会满意与道德伦理可接受结果导向，以实现最大限度的公共价值输出。责任式创新本质上是一个包含多利益攸关主体协同决策，基于现有知识前瞻性评估创新目标与结果，并构建科技治理的适应性制度体系以引导创新朝社会需求满足与道德伦理要求方向演进的动态过程。传统的科学与创新是研究者发起的，以知识与学科为基础，当代的科技创新是情境驱动的，以问题为焦点(5)，这一种创新活动的演化及其价值输出，不能脱离创新活动全过程相关情境予以讨论。责任式创新的实践应当关注国家未来永续发展所需要的创新活动与创新模式，并针对新兴科技创新活动开展符合进步与发展导向的责任式创新治理，以最终实现民众满意、社会繁荣、国家昌盛。


  第二，探索面向未来国家创新驱动发展的公共价值导向（创新驱动，公共价值）。责任式创新的核心目标是创新服务社会，通过有责任的创新驱动社会发展，实现创新结果面向社会可持续与社会满意的方向演进，以保证民众生活的水平提升和质量提升(6)。作为公共价值的背书(7)，责任式创新首先倡导国家、区域、组织各个层面探索总结社会未来发展的公共价值理念核心，并强调创新驱动发展中公共价值创造的重要性。欧盟“地平线2020”框架计划确立了欧盟层面的社会发展价值导向——推进科技领先、实现社会平等、建立和维持有竞争力的社会与市场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以及保障高品质的生活质量与环境(8)，这给我国创新政策在价值定位方面提供借鉴。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大背景下，我国创新发展面向公共价值不应单纯注重经济效益，创新对可持续、低能耗、生态友好、和谐社会、中国梦等国民共同价值取向反映为发展责任(9)。针对《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在能源、水和矿产资源、环境、农业、制造业、交通运输业、信息产业及服务业、人口与健康、城镇化与城市发展、公共安全等领域发展目标，我国创新政策面向发展的共同价值理念与目标可涉及：可持续发展、节能、减排、环境友好、生态保护、清洁资源化利用、生态多样性、食品安全、危机预警、绿色、智能、信息安全、健康与疾病防治、生活质量等(10)，最终可面向科技引领、增长永续、制度包容、社会满意等方面(11)探索创新政策设计的价值导向，以为国家“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落实贡献知识增量。


  第三，扩展重大创新活动的多元、异质主体参与（重大创新，多元主体）。责任式创新使得科学研究不再局限于科学自治体内部，创新也不再局限于创新者本身，更广泛利益攸关主体的参与与责任共担成为政策与实践的要点。重大创新的多元异质性主体参与的原因在于：（1）创新应当成为公众接受的创新；（2）研究与创新应当承担公民与社会发展的责任；（3）异质性主体同时为重要的创新源(12)。由此，国家科学与创新的顶层设计方案的筹划过程需要联系社会发展现状与群众实践现状，形成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双层互动的创新驱动发展方式，信息的纵向互动与沟通层次的扁平化处理成为重大创新活动实现多元、异质主体参与的选择机制。


  第四，展开已有创新实践的自省式学习，强化对于创新活动负外部性的反思与预警（自省学习，反思预警）。政策制定者与科技创新共同体应当首先认识单一知识与个体的能力局限，通过对过去创新活动覆盖道德伦理、社会满意及环境等方面开展反思与学习，并通过创新活动的假设前提、要求、目标、执行过程、结果(9)等展开自评与他评，系统梳理经验。同时，对于因失责而造成的创新项目的重大社会危害案例，应作为典型实践予以宣贯或追责，实现创新共同体与政策面向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承诺，从而建立责任式创新的自省式预警机制，有效应对科技创新的偶发性风险(13)。


  第五，重审并重构科技创新的评价体系，基于责任式创新范式，构建以技术先进性与可行性、经济效益与效率、道德伦理可接受、社会期望满足相协调的创新行动评估准则（评估体系，创新责任）。传统创新范式视角下的创新评价体系过多聚焦于技术与经济效益两个层面，却对创新活动在更大范围层面内的道德伦理属性、社会价值属性、人文关怀属性等缺少关注。作为一种新兴范式，责任式创新覆盖了道德伦理、社会民生、环境友好等方面创新主体对于未来的承诺(14)，实践层面也要求我们进一步思考特定创新面向未来的两个问题：（1）我们希望创新做什么，是否有能力界定创新的社会结果？（2）当我们支持一项创新，我们如何引导其向社会满意的方向发展(15)。基于责任式创新的范式思考，未来的研究发展活动与创新行为需要首先评估研究与创新行动是否符合国家创新驱动发展的价值导向，并通过这种价值理念对创新项目评估准则的嵌入，构建技术先进性与可行性、经济效益与效率、道德伦理可接受以及社会期望满足相协调的创新评估体系。


  第六，整合过去经验与未来价值导向，展开科技创新的过程管控，建立科技创新生命周期全过程的制度响应（创新过程，制度响应）。责任式创新概念本身是演化的，其框架构建需要嵌入更广泛主体参与范围，关注建立反思自省、预测、包容性的审议机制，从而使创新的过程进行整合并实现制度化的耦合(16)，使政策更加具有响应性(17)。知识与创新的不确定性要求研究突破固有的简单、线性的结果预测范式，以自省的谨慎态度建立商业评估模型之外的（包含道德、价值、安全等更广泛意义的）前瞻式复杂预测模型，实现多利益攸关主体的包容，并通过实时响应的制度化机制确保特定的创新行为朝社会价值导向与公众满意的路径发展。预测、自省、包容、响应协同作用要求研究与创新、政策与治理过程发展新的组织能力，这种能力不仅支撑参与主体取得成功的实践行为，同时帮助参与主体培育应对危机、规避风险、克服阻碍的可持续行为(18)。在已有创新活动结果自审与经验积累和创新活动未来发展价值导向结合的基础之上，责任式创新需要协调创新过程的管控与结果目标，并依据特定创新系统内部与外部的价值与评估规范选择匹配的治理模式，在科技创新活动的整个生命周期内监控创新影响(19)。此外，在方法论层面，预测治理、实时技术评估、上游参与、价值敏感性设计、“社会—技术”整合、科技道德伦理委员会等科技治理模式纷纷涌现，将科学与创新开放至一个更广泛因素输入、公众讨论与创造的情境之中(20)(21)，从而更有效地激发责任式创新在政策层面的引导与规范，以及制度环境对创新活动责任演化的协调与响应。


  第七，倡导责任式创新教育理念的树立与责任式创新教育体系的建构，培养面向未来科技进步与可持续发展的责任式创新人才（教育理念，模式探索）。全球范围内已展开责任式创新教育相关的政策与行动规划。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面向知识社会”报告针对高等教育的职责与可持续、科学与技术的公共治理、科学与技术的伦理和危机管理等议题开展讨论，提出了与责任式教育相关的指导建议。针对高等教育的职责与可持续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明确界定了高等教育的相关职责关联属性，并强调在这种情境下高等教育真正帮助工业社会最广泛的知识传播以及发展中国家教育发展的重要意义(22)。同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进一步倡导可持续发展教育议题，明确指出：“可持续发展执行需要有关于环境等方面更好的知识，不管是面向人类还是自然的。教育与科学因此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核心，因为教育与科学能够提供讨论与解决重要议题的方法，比如城乡发展、医疗保障、社群生活参与、艾滋病问题、环境以及关于道德与法律所涉及的人类价值、生物伦理与人权等问题。未来的十年需要将可持续发展教育推广至全世界，并给予发展中国家与工业化国家同样的机会。可持续发展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国家是当务之急。过度消费与废弃物将会在可持续发展教育中成为核心问题。然而，目前这一领域没有统一的模式。每一个国家需要定义自身政策与国家战略的优先级。目标、优先级、政策必须有效界定，并在地区层面反映环境友好、社会与经济发展友好等，并将文化情境纳入考虑(23)。”除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欧盟“地平线2020”框架计划同样将责任式创新及其教育议题纳入国家与区域战略的纲领性文件之中，并面向以合成生物学为重点的相关领域，建构了责任式创新的技术发展路线图，如图8.2所示。由此，科教政策与人才培养机制应当探讨责任式创新教育的议题建设，并从理念引导、框架设计、体系搭建、实践学习、过程推进、效果评估、文化营造等方面探索开发系统性的责任式创新教育与人才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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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8.2　欧盟责任式创新与教育技术路线框架图(24)

  


  第八，深化科技创新与社会人文精神的互动和融合，倡导并发扬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之外的社会文化要旨，促进科技创新的人文关怀传播以及社会文明的传承与繁荣（人文关怀，文明繁荣）。自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四大文明诞生以来，全球文明多个世纪的历史演进主要依赖于国家疆土、地理位置、种族繁衍等基础。西方国家通过工业化实现了科技文明驱动的国家繁荣，也引导了全球文明中心的转移。原子弹、氢弹、生化武器、航天飞机与人造卫星、飞机、汽车与火车、青霉素、阿司匹林、器官移植、移动电话、电视机、计算机、互联网、5G、基因工程等发明创新，实现了人类文明面向军事、航空航天、交通运输、医疗与临床医学、信息与通信、生物等各个领域的全方位进步。随着技术创新与社会的互动性不断增强(25)，技术创新本身的不确定性引起越来越多关于创新社会属性的讨论(26)，以及关于创新未来导向的价值伦理与社会文化要素的关注(27)。这一背景下，创新的责任议题呼唤并强调创新行动为行为主体和受众输出人文关怀(28)。本质上，人文关怀是指集体共同发展所形成的关于过程的感知、行动与判断能力(29)，责任式创新范式下科技创新的社会价值呼唤技术创新面向民众的人文关怀输出(29)，实现民众个体层面的满意感知与科学素养提升，以及社会整体层面的科技文化价值溢出，并推动面向未来发展的创新引领社会进步与文明繁荣之路的演进。


  8.3　科技进步与发展永续的展望


  责任式创新是促使职权范围、角色、劳动分工以及跨学科的科学与创新展开的新的讨论，这样的讨论不仅激发关于“科学自治”古老议题的重新思考，同时为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面向社会的价值创造提供新的启示。研究与创新的责任意味着创新行动中社会更广泛利益攸关主体的参与，创新主体谨慎态度下的责任共担，科技创新社会价值与道德影响的前瞻性评估与风险预测，以及创新活动多层次、系统性的制度响应。责任式创新的根本目的不是成为创新的障碍，而在于激励创新的成功，将创新驱动发展置于社会远景与价值评估的可持续路径之中，以创新过程的开放实现创新公众价值的输出与社会满意。作为一个新兴的议题，责任式创新引导了我们关注并重思创新的社会价值、创新主体与创新受众关系、科学驱动创新、创新引领发展的相关机制，以及创新型国家建设的责任属性与社会意义等方面。


  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30)，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意义不应当表现在科技与经济的建设等方面，创新对于可持续、低能耗、生态友好、美丽中国建设、和谐社会、中国梦等国民共同价值取向成为了发展的责任，大国呼唤国家能力的同时强调国家责任。责任式创新对科学、经济、社会、文化的关系做了反思，重构创新范式，延伸了传统模式仅关注与技术危机、不确定性、危害与收益的讨论，将传统的创新管理与不确定性、目的、动机、社会政治要素以及发展轨迹等因素相结合(31)，并基于一种新的社会契约在科学、政策、社会之间创造了责任的分享(32)，形成了更广泛利益攸关主体参与的、创新向道德可接受、可持续以及社会满意价值取向演进的制度化过程。在坚持制度自信的同时，也要有制度自省，不断完善和优化制度(33)，从而使创新能够朝共同建构的模式发展，实现自身对于社会需求、社会意愿与社会价值的有效反映(34)。中国作为后发追赶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由科技创新大国向科技创新强国迈进的进步轨道中，以及由创新驱动发展向创新引领发展的转型道路中，其创新之于国家的意义应当在技术与经济的进步意义之外，更深层地面向国家中长期时域下的发展意义，并在这种国家永续发展的演进过程中关注创新对于道德伦理可接受与社会期望满足的公共价值诉求，从而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下(35)，实现国家昌盛、民族复兴。责任式创新，即为科技进步与发展永续提供了一种选择。


  (1)　本章内容主要引自作者本人文章：梅亮，陈劲．创新范式转移——责任式创新的研究兴起[J]．科学与管理，2014，34(3):3-11；梅亮，陈劲，盛伟忠．责任式创新——研究与创新的新兴范式[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4，30 (10):83-89；梅亮，陈劲．责任式创新：源起、归因解析与理论框架[J]．管理世界，2015，(8):39-57；梅亮，陈劲．负责任创新：时域视角的概念、框架与政策启示．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6，37(5):17-23.


  (2)　参考来源：《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


  (3)　王仲伟，胡伟．中国梦：大国崛起呼唤国家能力[J]．管理世界，2014，(1):2-7.


  (4)　Rodríguez, H., Mingyan, H., & Fisher, E. (2012). Socio-Technical Integration: Research Polic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European Union, and China. In Engineering, Development and Philosophy (pp. 291-304). Springer Netherlands.


  (5)　Van Oudheusden, M. (2014). Where are the politics in responsible innovation? European governance, technology assessments, and beyond. Journal of Responsible Innovation, 1 (1), 67-86.


  (6)　Blaskó, B., Lukovics, M., & Buzás, N. (2014). Good practices in responsible innovation. Responsible Innovation, (pp. 179-191), 2014.


  (7)　Taebi, B., Correlje, A., Cuppen, E., Dignum, M., & Pesch, U. (2014). Responsible innovation as an endorsement of public values: The need for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Journal of Responsible Innovation, 1 (1), 118-124.


  (8)　Von Schomberg, R. (2013). A vision of responsible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Responsible Innovation: Managing the Responsible Emergence of Science and Innovation in Society, 51-74.


  (9)　梅亮，陈劲，盛伟忠．责任式创新——研究与创新的新兴范式[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4，30(10):83-89.


  (10)　参考：来源于作者对于《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的研究提炼。


  (11)　梅亮，陈劲，黄江，吕文晶．见证中国强盛：一个责任式创新的中正框架解读[J]．技术经济(待发表)，2018.


  (12)　Sutcliffe, H. (2011). A report on Responsible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MATTER and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13)　Gianni, R., Ikonen, V., Goujon, P., & Pearson, J. (2014, May). Panel-responsible innovation in research: A reflexive governance to scientific development. In Ethics i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Engineering, 2014 IEE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pp. 1-3). IEEE.


  (14)　Blaskó, B., Lukovics, M., & Buzás, N. (2014). Good practices in responsible innovation. Responsible Innovation, (pp. 179-191), 2014.


  (15)　Von Schomberg, R. (2013). A vision of responsible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Responsible Innovation: Managing the Responsible Emergence of Science and Innovation in Society, 51-74.


  (16)　Owen, R., Bessant, J., & Heintz, M. (Eds.). (2013). Responsible innovation: managing the responsible emergence of science and innovation in society. John Wiley & Sons.


  (17)　Stilgoe, J., Owen, R., & Macnaghten, P. (2013). Developing a framework for responsible innovation. Research Policy, 42 (9), 1568-1580.


  (18)　Pandza, K., & Ellwood, P. (2013). Strategic and ethical foundations for responsible innovation. Research Policy, 42 (5), 1112-1125.


  (19)　梅亮，陈劲．负责任创新：时域视角的概念、框架与政策启示[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6，37(5):17 -23.


  (20)　Stilgoe, J., Owen, R., & Macnaghten, P. (2013). Developing a framework for responsible innovation. Research Policy, 42 (9), 1568-1580.


  (21)　梅亮，陈劲．责任式创新：源起、归因解析与理论框架[J]．管理世界，2015，(8):39-57.


  (22)　Bindé, J. (2005). Towards knowledge societies: UNESCO world report.


  (23)　本段政策描述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Toward Knowledge Societies报告第142页政策文件翻译。


  (24)　图片来源：Owen, R. (2014). Responsible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options for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policy in the EU. European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Area Board (ERIAB), Foreword Visionson the European Research Area (VERA).


  (25)　Owen, R., Macnaghten, P., & Stilgoe, J. (2012). Responsible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From science in society to science for society, with society. 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 39 (6), 751-760.


  (26)　Owen, R., Bessant, J., & Heintz, M. (Eds.). (2013). Responsible innovation: managing the responsible emergence of science and innovation in society. John Wiley & Sons.


  (27)　Groves, C. (2009). Future ethics: risk, care and non-reciprocal responsibility. Journal of Global Ethics, 5 (1), 17-31.


  (28)　Adams, B. (2006, September). Has the future already happened. I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Future Matters: Futures Known, Created and Minded (pp. 4-6).


  (29)　Burget, M., Bardone, E., & Pedaste, M. (2016). Definitions and Conceptual Dimensions of Responsible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A Literature Review.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Ethics, 1-19.


  (30)　习近平．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报告[R].2014.


  (31)　Stilgoe, J., Owen, R., & Macnaghten, P. (2013). Developing a framework for responsible innovation. Research Policy, 42 (9), 1568-1580.


  (32)　De Saille, S. (2013). Innovating Innovation: RRI as a Guiding Principle in the ERA. Available at SSRN.


  (33)　王仲伟，胡伟．中国梦：大国崛起呼唤国家能力[J]．管理世界，2014，(1):2-7.


  (34)　Owen, R., Macnaghten, P., & Stilgoe, J. (2012). Responsible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From science in society to science for society, with society. 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 39 (6), 751-760.


  (35)　参考：新华网2015年11月3日关于中共中央“十三五规划建议”的发文。

OEBPS/Images/Figure-T71_14670.jpg
Fr SR .
L | A [ ) ® & CHRA /SRR
5 SR
1| 1971 Rawls 3 FEPEHLE IR | ATheory of Justice[ 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The Social Control of Technology [ M ]. London:

2| 1980 | Collingridge 30| MM IR

Pinter.

Science in Action: How to Follow Scientists and
3| 1987 Latour 3 FEpE S IERE | Engineers through Society[ 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OEBPS/Images/Figure-T188_10427.jpg
i

(AR B

FHOCR DA R EZHE ARESR MRS, 2 NRE
WHIE SR TF R eI 0 = 20k, A RE B IE SE ATH A 553
BB AR

A ) % R B
B2

2011 AFFERER B ARAC T2 QKB AR BT 25,2012 41
M FTARFRAF T 45,2013 AR L ER B AR & RS BRI &, 6T K
B BB 1S BRI B S B R 54T,






OEBPS/Images/Figure-T60_14653.jpg
5 % i #1865
- W REPESE WAL AEEE AT 2 M 22 78 M 305 05 e R R
BB R
¢ TR HARES
Lo R
KRG R0 | Ve IRIRA bR IR T Ih .
"M He
s TSR TF O FRBELR T JCRLBUSS A R BV |
W REPE R R V5 e B v
ol Aol 7= AEMIHEAR A7 TR Al A hk A% | A A
% i34 AR W VAL R P
‘ S TR SR A ) S I PR R i Sepeg | RS
il 3 Ml - g , fREL
A il T2 B RN B OR n] 5 R
fa b TS
SHEH | OB R0 Rl B i SRR A P
|
ERPLEIE | AETFRED SHAKTE EROF HRTE REHEL | g
%k 224 i
Fn— PRBTE BRSO T R BRI A D | RERAE
o 5 i eI
He 3
SREEE SR | SRS A Y VR 2 I T R R T A A A R mm;ﬂ:
V3 B SO TR S B
i 22 5
G AT I % B 5 B R S I AR R AR )
ASta% .
A

e e AL Fhp g






OEBPS/Images/Figure-T192_10452.jpg
THER BB 2R

i

Ak

W o P

o B0 B k—o
FEHH AR 2 B
o ERF R
Zies B RRE
F 4 (NSF) | 3£ H
GIRGNG S RN
SRRAR R RO
N BbEE R A I
i F. B f—— K 2%
SRR (0
FISEAR M 2 K2 |
YR 5E 5 AR 7=
AP AL
AEEFBLAL R A
B.A% 0> B Bl fk—
Wk 25 014, ok
B2 55 AR BEFEHL
W LR HAhH 5
—R A, 7=l
A

v A% 0 H Bl R ——
ERK B ARB RS
Z P EBE R E
RUT B &
P ZE R BUR AL
M Bl R 5 HoAth
B k—7= L 4
2 B R S5 ALK
RS

o HPRFLE S HA
o FHAER KR 5]
A HAM S
FiIHiE; IR
I S K 25 40 94 K
BORAE 2RI
T B S AT
G IR 7
THEFRETIE
BRI A7
TR S AR
itk — 45 Wik 22t
AR 5555 A
RS A 52 B2 H
B LK A L
7 R T
P EE A
BXTIARLE 15 8
RAEGH S A
A R
HAR U 90 H £
WAL 5% 25 1 T
A TTHT
PR 5 ¥ B
BIALIK A i E
RO TAFAS
YA WBEE S B
AT T 40K
FRE S HAR M %
SRR &
UMK A T
W S 5 90 K £
RAE T B
ST
o (K2 E)
MH;

AR B 5 T AR
I8 FE A Aok
PR G P25 AR
AL A AP I
flisgdn; #haPhes
PRI AN
it PR B BT
¥ B i 38 1 AL
o B OR AR
Higes

B IR L 515 7S HE 42 B
FHEAHEHCA
B 5 B fE HL
FEET ARM T
R B AR R
HIPR &8s (R T 40
KRR 1 AL 8]
X RENSELR S
Pt 5 HAR B 5AT
AHEN) (S TTAT Y
20K AT o ofiE I A
W)

.4 R AE BT
e (P ER
Be KT iR BHIF AT
LI B
Ly

AR H AR KU
HEBUZ M ; h
KBFFEE B H
SIS &
H LR IR A BUK
EHL gkt E
Bl & St s
B2 o 5 & L
%5

B. BRI 2 51 2 5
W5 44 7 A kB
S YR ARG
A3 09 MG o ), 45
PRI 2 K A 52
JREIY 8 LTS L AR
FETG BN M O i 2%
FHRKRURIAH
BLA ;. 9K AR
S i JE A
YA S %
B =B B i 24
R
~v.2003 4 H BB R
REYI I 55 T ST
UK YRR S
LR R,
E R 2 J5 ML
KA YRR N 5 % 4
ALk “h
BHBEYK A ML
i
=7 (P EAASER
AR HAL






OEBPS/Images/img0001.jpg





OEBPS/Images/Figure-P90_13416.jpg





OEBPS/Images/Figure-P84_13332.jpg
BHTEs R
__‘\\___——>f‘|:z‘j] 4—1?:—7—* _E’%ﬁ“ﬁxm

25116k

\
IR URTS

ks RS Hok
I Sl LB %
XF%
B =Tl i T - Y e BB HEN

I FE S





OEBPS/Images/Figure-P81_13292.jpg
A

ZokF
e G
AR ||| sk O
I\
e
IIAABEA ||| A UELL
N NN

AN IR





OEBPS/Images/Figure-T73_14674.jpg
¥ AP
EH O FEF ® & kAR IR
5 GILTT/N
Responsible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From
AR RF [science in society to science for society, with
13] 2012 Owen 10 | .
FEHESTIE society [ J ]. 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 2012,
39(6) : 751-760.
HBIFLZE I | Developing a framework for responsible innovation
14| 2013 Stilgoe 15 e -
FEMEZRIHE | [J].Research Policy,2013,42(9) : 1568-1580.
A Vision of Responsible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HAYEZE TLAE | [ M ]//Responsible Innovation: Managing the
15| 2013 | Von Schomberg 9 e e
FEHESETHE | Responsible Emergence of Science and Innovation
in Society,2013: 51-74.
. Responsible Innovation: managing the responsible
TR I , i
16| 2013 Owen 8 . s emergence of science and innovation in society
FEHEZRTIR )
[M].John Wiley & Sons,2013.
A framework for responsible innovation [ M ]//
A ZEE K | Responsible innovation; managing the responsible
17| 2013 Owen 4 o e
FEHESRHE emergence of science and innovation in society,

2013 27-50.







OEBPS/Images/Figure-T76_14677.jpg
HE 28 4 FR

4 E

7S EHELE

Geoghegan—Quinn, 2012

BLWE AFE R BB E G,
TPk

Stahl,2013; #E5545,2014

ER IE S M

Glerup & Horst, 2014; #ff 5%, B&

U 52 B AE 4 3 2016 B AR DT A AU S

AIRR PUZEFEZE |Stilgoe et al.,2013 T A | F A

FLAERELE MEE  BR3N,2014 5 M§5E BRED,2015 | IO IE A28tk | E A bk R | A B
Sl 23 78 ) ] 4 43

— Burget et al., 2016 T LA AR P | AT SR

M55 ,2018

BHET1 G SRR S B A2






OEBPS/Images/Figure-T152_10033.jpg
HH 2013 4F 2014 4F 2015 4 2016 4F- 2017 4
o JKTFHLERA WS BRI
o bk TEL SRS A BRI i
. ) ) _ o BT R AL A
oo BESUME SR DR RS 3 .
o [H7= 0919 KAEHLE L ) o “EMBTHEMHIEE
o YR H e KR
i T& ~ o “BTETPRELERE
AN BRI o BGITHL M - K2 iEE
. . o JE BRI LR A TR o (BRaE) Aokt
BRI o B YT Y o HEAE R TR S TR T )
) % ) o X BRI TR
B gem W& ) K4t
- o SRRECRIHE R Sl MR SR A
e MRS | RATE TR . o LB NK AR 10767 K -
. ) (CIEE =2 o T RAVKIKR )
5| e “HR=5" %A [PAEESER SN e | o R TEEE S T Z N
N N o T PR o § o =R EHLCII9 W K
G| e BRI SN | @ 500 K AR ST r B B B A R
) o R e 8 5 40 Al 1 5 ) R o HARS AT
[ | o FKILI TR | o TR A EHH% o “RIELH" 5 KAE TS 8 8K X )
! E U R = SIS K
£ SEK B EIER N |ox=x
o . o Bk e 1 [E B | e EPRER K
B e (EFREABEIE | o “BRE"H K o NIERFA” 52 5000 T7 IR E MREE 60 .
) [iiE7} . o [HFRH A 25MeV HELE
TG B | SRR EIREE . o AR TR .
o BRAMIK KA TR R T L
A R (2012— o © 5T 20 SEAHBRIEMLE N
TR T 4 30 3k 0 A R A AR
2030 4 ) YA B o S-S REZE AR S
Jeilt K . ) o SR MR A
o KRR TR R 4 = SRR

PRAE T T i R R A
R T EAZ L R R AR 1 PR

e}






OEBPS/Images/Figure-T174_10362.jpg
il B B R

TR BB ER

e

Tt

FAa T

ey 7 1

F T
i~

RARBI E D ARAE (N R FI 25 5 T—10)
XHEGESACRERE SO M EAE SRR 45 5 B 5, B8 MO BUR L ML RE Y

FAEN S %

H
i b

BOR R E S RERRE TTREZ A RS S5HTHE
FEIREOG A BRI R SR B X

il B
5

¥ H 8y fh—o
R il <E 5 (AN
JF) 5 HAl B
BlFE (A3t
A AR

BB 1 Bl
Wi ek 75 45 4 1E 5
R B U, £ 65
[ Qe NI RPN = S
(LS

e BAs 540
HE A4 . A
X5 X B HGE
I RS E
PRI R B AERN

R A, w k.
BRI
A R AT
A 0 BL ] e A
B

[ T
i

BOR 2 X B2 E F R R AR R 52 SR Sl v
T EERER S TUZ B AT R BB R 8 P A

F
1] 1=

E RS R BOR R, g S8 B R R i 4
RIS R S A 8 ) A 5 Rl

bERE

¥t . 3l —
AEE (APt
A ) | B3 il
HCWMEUN) 5 F
feE Bk Rk,
Hoftb

BT 3 B H AR
ST 2
4 B i R ML
), AR R,
HARY SR
PR 7 2 AT B[R]
BB 2 T4

frah Ats 5150
HEMHSE . kR
B Ay LUV B
Sz e,
HERB S

HH T B S E M
B X BT 1
PR KA B
A (i
L

F T
il T

BB 5 BRI 5 250 e R R B AT SR AR L R A 2 i S i B R
BH T SIS 3] BB A X 1 A B R S N A BCE 23 T R BPUR 3

K
] L

BT B B9S2 5 2 T X BT BRI ) 52 2 B RS SO AR A A, S B

1R F MR p i 2

BHHTE SRS N S BRI A B T AR iih B T 4 i T 1k

SEHZRE A L]

[
PN

¥t H 8l h—r
A (et
) fA) | R Ak
Mo B ShfA . B
TE A (BN )
Foftb

B I 3 K
RESAN M Y.
15 B4 BT IR AN
S Hi Y Bt R,
N7 Z 51
S RS

s BAn 5150
HEN A3 . IR BT
BEMEES A
ROFI A, 58 A 5
Z 5150 T5H
1 /3T

e 5E BB 1 3 1Y
TR B E 5 5
Z 5 ML R 1
LA






OEBPS/Images/Figure-P238_9850.jpg
ST BT

ASCRE
WA HH e

&

e A
INIINI® : Q Hiatsix
Diga sy
Bl
SRR
S B ST QR
4 5tk SHLRER

e ) O iz
g T





OEBPS/Images/Figure-T103_14741.jpg
s RS NG5 % SEPRES Rom R
RGPS G BT FE T4 I A5 5 AR Bk
M (eSS
b Tl EEZE
Ty a5 B AL BUAT B B 5 1 2
W REPE | AR il 54
UIKIERE R eazany il B
i T AZE B
I Bk SRR R
A PR A AL PR






OEBPS/Images/Figure-P01_001.jpg





OEBPS/Images/Figure-T190_10441.jpg
il BE 1 BT
JER

FHEAAHT AR

A oA FA Wi S8 P

o S A S IORA I, AR ; TAES I s AP AU 3 X s BRI
£ TN K T B RIKEUMEEEY, BEO
BB OB : 34 01 MOkt 2 STTALYE s HEANRLE SRR GG s TSR R,

AYE | TR (R SR Mt A BT SRR @
B 2 K R L BE™ . 23 7L S R B ST ER T AR AL
M5 B AR AR R . ROARKY 5 A T K P45
v B R R S AE A AR VA IE A R B0 R R
* FEFZOMENLE T A RS — PR, BA S i5E v BTk B
- ML 5 E R AR B AR E 6 B AR 517 0 EN©, B} R KL
o JEFE W B B AR S AT R [ K BGA | FE VBT BUA R B R

& 1 BEBRE A A R UL S s AR X FEAN BV | B 2 SR A0 B A T LU R 5 I
5%, TR IR T (LI 1S54 S o DU i AR -5 et






OEBPS/Images/Figure-P185_10415.png





OEBPS/Images/Figure-T97_14728.jpg
SHUEA QTIPSR IS RLA | %) 0 FE BSOS £ | SEAECRUHAR O BB FE 4 -5 BE [REHR T 2 1

o SR GBI (& LS (ELED
TE i RS M E N o BORBUE TR A B (VI S % 55 4 A
PSi

o BAEAIBHH A 2B Ik
AR B 1 B A tEs

HAAE A E A I o FAER O AT AT IR A
A S

BT 5T 5 H AR A o Pl SaHR Sl TR
T I ,

T30 W 4 T s o TEHESCOIET R YRR IR 4 < R R
meE Tl

o HMEORIR IR R B S S H

o SRTERARBIHT B —BHAERAE

o BORBIHET Y ] BE 17 58 M 5 2 AH O B o 4
EprSee S

(il B s 7/ lihbER L

o THLANEIH AR S5 RATA LR i ) RS
DX 14 5 1)

o FORBUHTXUE P B2 R UL -5 48 R
Bl

BB S B A B 1%






OEBPS/Images/Figure-P171_7666.jpg
CIETE 2L -

JEIR - i A

et~ MG -

S -
)

_

JZW2 TS

CERAH SR AUF -

BOA - W HIRER)

|
!
I
1

JZU3: inE
(BRI L
Eeane i, SCBGE)

585 L G PR A L )

—_—y

|
!
I
|

JARR4 : THRACE S A B

(6 5 B D5 17))

A5 M . 100~ 10004
EIff . JCikfi et
KIIH %I

AU . 10~1004F
H#Y . JRA RS
HSEAALR]

25 AR . 1~ 106
Hf: SaLoigny
L

AR . L
SRS eul TR e






OEBPS/Images/Figure-T191_10449.jpg
il AR 5
B

SHEA QB R E R

A

o

HA

M S8 P

il BEFRBE

%0 B Bl fk—
ARULBE B Bk
EA SR N (R
B E—FF B 4
g1 7=k T K&
R

B.1% 0 H. 8l fh—o
Wi S 2 | 45
REBUN; HAlE
Bl PR ——RR U B
WEoE ot BRI 2
Fes R AL 45
B 5t WS HLR
P ERTT R AREE
v 0 5B R—
BUM, RERIR S
SEENLR . oA E
B R—R A A
i S — i 2H 21

REEE P SN
FHRI ) X A RS
e T AR A
B. BR M HE 42 3t &
(FP2-FP7) & %}
TR, & A BRI
YK S B 4
1750 B AT AT A 5T
5% B 1F & 00
W, I A TR TF
fli A2

CRQEE L
Bk SR 2
(A AR R
PR F AR L)
SEREA PR B AR
BT & SR 5 fa
BT =X o 4 i
YT LA

o HIRBLE 5 AR
B« TR KB 1B
W B2 E 5iE
TEAR R kAL K
FhAR 4] i
TR A A s
B.2011 440 T AT
KB H % 1 BUK,
SR B T A <t
BlFTEER R AR
v.{ A N R A
R N
)P E R G
FR¥H SN E
TP ERR B
Fhmam AT AR
JAE R L) U
15 R

«.2000 4F 3 [= [
SRSB4 ; 2003 4F
IR BT X 4l oK
HARBR AR
SER, 95 1 AR BB
WA AR AT 2
iR
B.BREHZE b1 & BH
Rk S IVAPS
HEWER, B
2020 P&, 4R
2 AY 5 KR Rl
itk

R QPN R
RN %
TR AL
B 8 B, 4 A
HIEES(ARHA
) 5B T B
EXHER

* 5 A I [ R BRI PR IR A ek 22 RRUE i

MR AEZE A 6 5

780 2020 TR B SR e A Sk T EDE N B AR AEOR B B PR S E
FH A IER 5 BRI GOk SO SHER AT T LU, o BR BT T 2B 5 17
bk IE FERNE S BESHAR A , O LA R A i
& HURATFE 5HAR R H G L KW PR AU IR IHR & ATk 5 7 S i
G FECRA ; SO EORBHIT 2 31 B¢ B I 1515 526 s AR il JBE BR 8T 47

#he






OEBPS/Images/Figure-T56_14439.jpg
BOR5H

Kol HAR S WA

i = FHAEBIHIH

L ROREIG R S NI B U R i us
PG W PR K

AL SIEEBUE NI, B R S EOR B

o T EAIRER R R R Y BRI R, SRR GOR BOR XS T AT 2 R R Y
TEENE, I SE B AR B R i) S5 [ SR B R

AR R
! o SIRTAK PP RS 5 A A B b
o FEfronit N AR BHE HAT R PR H TRk 77 b S
o WY SUANRHAR X T B BRS04 (2
RETE S| o P CHRBARIITEITBS I

TR RIS I
X} i

o QORI T 05 B IR
o iR IELESAT IR ST H
o WRHRAN AR AR 7L S B3t

R 29 A} 27 5 40 oK
BAR MBI

o i TE WK 5 GUORBOR A A AL v A AR AR (i
o PRI RRUNAREAR % e i TE RS WS 3l AR SC R 45 B R LK
TRFLE] , SIS GERBL B9 SRR SR
o BRI IWREAR G GORBEAE BN X P A B 48R
RETE

TAE A B AT

ﬁlﬂTﬁ'ﬁ%ﬁﬂ#
BHELE

%fifﬁu%ﬁmﬁ%ﬁﬁJ%ﬁﬂ’Jﬁﬂﬁ I YR SRR AN ShL S
i‘? SEEGE AR 44 -5 R 2 R AT A B

KA a-HARES
Wr5E” i H 315

o EREHEARTE A2 FR
o PSR RIRTICBE ML 2B TR 1T A L 534
o BRI IR T3¢ 5L QLR S BB

F IR A A
%i

Bhap ZRERH Z AP HABIRTE . T, AL, RIERHIT TAER &
TEMES A BEARE FREE AW RYSE 0, OGOt 20 B A 1 56, 1
HETUTA BT TAE LIRS 5 e F






OEBPS/Images/Figure-T40_14406.jpg
W I 9 A W LR 1 W I 25 6 9 A W Rt 2% 19 A

e | | R BERRIE | ——
WAL | PR SRE | i S | SRR
P B F Al | S L RS AT S | AR B A B | AR S
S0 I ERC L IE (i3

. VR TE R BRI S | RS SR QU | SR AT 3 3Pl 5 15 3
SRR 5 k% AL 55 L

1SR o TR R | MO 28 R R K

y Lyl = ” 23 EATVE
AT f A L R N 2 ST SRAER TLIR B
KT B8 | 07 b 5 T Ziiﬁﬁiﬁ;ﬁ SR B
Wik PP AG S i |

P B E 45






OEBPS/Images/Figure-P91_13434.jpg
SENIR ]

K]

k)

y:|

RN
N B2 . IS
XA EEfTE
=
;‘ﬁ
%
r‘z m;’ I
% 5 I HLE
xy T 23 : 1l
g |
O
F’i
=K
& EIRE]
jonnd
B TR R v AR P

1 O R F et < ORIk, COREE AN

vt C O R FE

BUBTE Eh U KAk « B ~ 1T RHEEA, N\ 0TI 2 AL e





OEBPS/Images/Figure-T58_14556.jpg
B} = MRS | AEMHES | GANES | Wi
| xR 7 %5 1]
i BERE S grm | TUFP preame | sRmas | mkam | SRR
KRR JI | VEF R
W | IRIRBIIG R AR S K R féf ;ﬂﬁﬂ B i T B ;ﬁ;{ﬁ;
SR | G, I A S R A T m%ﬁ \;m i o e
P |YORSE TR O ROURE | TR B
RBR B B 355 ) = WA i
gl B A AL T, o Kk
P BRI = R A, e N - 5
o [atasesRo wu R i g, m] S oy | R
pop |FFIRRLEE TR | T S, | O o paERBE| | US e
WA BT | I mE T | e B T i . bRl
B R 5 AR A | B o« B | SREED| o FHR ]
j AT o KT hig A2 | il 1535 01
il e !
e LI ETR ST W2 i ome it oL
prdsesipuiaisb st o 0 i ol ey o ERIEH mex | o AL
e P e g P e | o arinbea | o fe s A o B
ey | e SR g T e i g | e . iy
; SEE by A | IEREERIE | o ASCHERRRG| A i
el | dostatt, i, kgD T T e | i e . g
S R AV L 6 P B lgesmm | oo o TP . B
CARIVEDT ORI o o 25 e .
Rl : St A e gpst el ol
o W
T JR R 5 0 B e = , AR
I
RO TR G B ;;’;’“f”ﬁ S e
Rish | AR 6 R ﬂf,‘l,,.’ﬂ]'li;:ﬂ AHEER R
B [WAEmRIGRRRL e T s
W | ER B AR | fr;@mm g Jﬁ AL
AR, SR | B g

Ay PR 3E 4 g

i Eiies







OEBPS/Images/Figure-P11_11404.jpg
i&:f?&éﬁﬁ

LIEE$74
HAT E&50
e fe5igl

et P

R s
e

Eae=sil]
B






OEBPS/Images/Figure-T155_10187.jpg
HMRTEELE RIS R R
FARTREAR R MIL

2013 4 2014 4F 2015 4F 2016 4F 2017 4F |2 4F
o BHERRES RELATA
TR
o B AR BT TR S b R
S s UK 49 EE (2015—2020 4E) ), o VEA SR HEH: 7
) fiﬁ;’f(‘fﬁii}i I £ B A SIS HAA LR | HOR
)y ) zilmﬂgwmﬁmﬂ zj}im% L3 X AR | i;if@;ﬁ
P T o o BAKHEBAILELERY | A AR
: ﬁﬁiﬁﬁfg ) igiizw?ﬁ;ﬁ o« RACHHBORLRIY| BL M)
e o SRR RN (.2015_?020@? - o SEHAORIE S K EKME ﬁ?lll((ff‘lfl@iiﬁ‘ﬁ%
M| o SHERE S | o MetpRm T | | TDMUREHELE TR A6 . KRR
4 (s e gy R IUPIKEBE G| o KHCRREI (16— (017205 4))
| o WIEA LR o A || s . oIy ‘ * AOTERT S
4 | © ST EBALERE S| o ROMGINBARRROE| 00
0| o MEmERE | BREOERR | e | SRR | Wk
o o I - REKHMEARON LI | o WIS LS HH LR AR
| mpeman | o s masmmy| TSMETID R o RIC I MRS o RERRER
etk o (e | TNERIERTERAEAR | I RARAE) (20172030 %))
o B | G AL | BECESE T S R A (TR
SEmt | e | THETEE RS | ) ) U BT
ptai PRI RS ML BRGS0 BRI HHBIL)
« gt | © CPRTRSHEARERE ) o |e RO xR
e L | EEHSKOMERRRE | ERRAKR
o DA I 1 R U ST L)






OEBPS/Images/Figure-P52_12211.jpg
FAR AT

250

Fria=
RO R SRR T ﬁ

OB A2 U

2ok S TR

TER
e

I___J\
L__V
I___J\
L'*V
I___J\
L__V

=

mWSOHDS






OEBPS/Images/Figure-P15_11526.jpg
i

BHS R oHT 2 7]

b 0 |

WPt THEABIFIE

REXEFZMTA?

RAER CIFT VIR IR LA
MohAE=RMT A2

FATR ORI feo] ST OIETR i

50 T I 20 T T3 8

EREEMT AHREIF?

ST BIHN “rhEAELe”
RS | T KK SEI T
T L2 BT 2R AT

WA IR SRAER I F?

FHOLBORIEIEIA I . GORBH S
FROLHORINOETIAEE . A TR AR S

BT A T H A2

R KR S WS TEIPLEL . ST EIH AR
B AR

SRR BT B AR
BHE % it R A e






OEBPS/Images/Figure-P71_12800.jpg
15

By /YR

2016

2014

2012

2010

2008

Py





OEBPS/Images/Figure-P2_11265.jpg
a7 A

Ko IR <5t
G RS . 7E PR DY A %A JESIRHIIN
N {UNCF /G N 2V < Ky~ 1L AL AT A
VIR, BROCE . RS FERIET WG H b IR
A’Homo Sapiens) W&WT BT A (R RN
JLF7 12000 6000  /AJLAT600 NIEWIZEATE  16iFlE 1814160
Gl Al i —ﬂﬁmﬁ oftel /AT I8HEEY b
TR MK LKA N ﬂ?‘in‘ﬁ
TW&*LM HIRZ . AL SRR - KRR
AR FEL: A% ﬂ%% EZNNE P S e
KR ASCHRN (e (FFrake- 4
HFRIT - M%Aﬁ i BRI )
T L - % s





OEBPS/Images/Figure-T15_14363.jpg
[ RS

WF 5% I

Ei T

B2 )

SHEABIH R4

ARG TE A BUHT A& RS R GRS BUEL, LB
R B D1

T AT Y BB L b
T 4

ARG AT TAT BB I — A3 B B 4 B
Hetili 5 RN AT

e Fdl]

WA ARERY BT R AR K SR TR B0, A2 A B2 A

== S RERANE
Pl R e BT ARERY AR AR BT 2R Bk

T AT 4R (B2 QKB AN T RE P Al 4 ik 4
W I R SAE BT . AR IR FUEL , BRI T AR BT B BRI A B

ATHESR 5 o

BB T H4,

AR BT AR AR S 2 2 DR R ARl
TR SR AT B 1Y 22 R R A LA,






OEBPS/Images/Figure-T100_14735.jpg
R EN— o F A A R
AL A AL . FEh e Al S
i e 21 . AEE Sl iR
(treated organism) SiE
A7 (IR R
(prod ( ) ) FERBAL TR | RUBARAWAd | Ro SEFEPRATFE
producers
THZR# (consumers) | ARG ARG SHM | SEIHRH LR X B R Y 7 L RE )
A=W (biota) AR ORI ARERER Y B2 e e A= R B T R






OEBPS/Images/Figure-T102_14739.jpg
YRz R PIEHAR S Ik AN
B MAEA HIF AR
TOREAY Z 5B

- S EEET ] B
WIES b st okl 2
PSS B AR HA B
NISCHEBHY T7 i
ZHRHIMESE 55 SIEAE TR
SIS GIAFSRE R GRMER | PREEE LA AT

FATE | REEEARITAL PRSP A R
(el W5 LB IR Al A K &R
AL
R AR EE S H AL
2N B AR A X F S LA
R/ B Y 5 i E
RE RERS 5 B Sl

WA | MRS KRR G EORM A2 5 (BB A
PINGEEEES A 2 S I R B0 o 35 o
HEPEL A5
&L R T

T BIH






OEBPS/Images/Figure-P85_13350.jpg





OEBPS/Images/cover.jpg
iHERIFRE AT

INNOVATION

Responsible Innovation
The Choic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 #i 5 Zi@ﬂé;’éﬂ’]

=0 =&

NEZER





OEBPS/Images/Figure-P172_7682.jpg
i A\ wRLEE A i, (O xrmoieg. C O RRtaEim.
A2 S L 2 S 2 P P s L VE





OEBPS/Images/Figure-P77_13237.jpg
[N





OEBPS/Images/Figure-T187_10425.jpg
£

(QREEPNEEE S ESR R S5 S
) B

RS Al Fll H A2 PRI A RS 5 TSR 4L

(G RPN EE PR 25/ S
R HNA

Bl RSB A BOR BRSO R S S Em o R R ARSS &, Bl A
AR5 A SCHE B2 SR AR B AR 2t

(GEEINEESIESE S 255/
BBy

SRS e E R e MEH RIS F N & At
PE AR EOR I &G 80,

CREREEREE TR 8 &
HIE )

Rh2ARORTE S NS B R BURURE UV &1 B R o m] BE A it 2
i SUTTR A P 3 FNC S g LV A5 Wik ey o8 1 R e 5
AN A BE AP ARG B AR RIIRR AT R A 22 SR e 2k 46
L NBIEIIIR

CH EBRA B R TRl &

HE )

TERI B B2 S B, B I B9 1 JORS TR B9 SO A A 5E
R T B2 B S AL A E

GLE PSR LS P
)

ST BURRL A BORAF R IE S M7 T B30, O ELRA 85 B2 %l A
B AR AR 5, BORBE2 T AR TN A 8RR R R Y 51 1T
M, 7P X R 2 AR ST SR PPAN 1 54T, 4 XA AR —3)
A REJE SR TR ANTAL ;. — B M ol fe B, 7 B 2 e
FEBTARE; AERARER: A 4 Hh Pt , B e s IR OGE S, e
A fi A 2

CPEREERE TR A B &

HIEF)

BETRNPER KRG RETHE 2 R A AR ZR B2 TS &
PEAT TR ZUA 3 S i AN A 22 AR S BORBL A AR Y
Mater AEBRRE AR R RAER AT N, 9655 01 N A AR T | IEHf
Ho FRAERLA AR TR

(b B2 B 56 T i Bk
FT ARG BRI )

Sy AN BN [ 28 POTE AR E I, IR LIBH O E D 24T, LRI
B RN SE B RN B, SAAR R R R ST R E I R4 S
INAE R BTG 30






OEBPS/Images/Figure-P203_8487.jpg
i

///”—‘\f///r_—\~AI@%§M%
e A TR
_— A TR R
A TR
A LR SR
o N SR
SR A i N
2 B < K SR WNTRRE T
PSR Sapicr| (A e | KT o
AN il | | ERSRIA | i Ty | R IR (RAS SR
b e || DR | a2 9B | DRI
spcizigMp || EREBRAL |\ ) Tyl | ARERE | 52T 5 AR
—airsng || ¥
5
19564 LI i 10564—  20[HLT0HER— 200K — 20 HHLHES
QHHOTOMEAE  20MEI80ME(Y 2010 &





OEBPS/Images/Figure-T193_10454.jpg
il B2 1 b TUER AT R T H
JE (kT U EE=yés M g 44
s ARHEELIAR IR 76 2R I3 R X G0 OK 7=l AT A T R0 R 40 RR B A A BB A/ LT L g
TR/ B fHRE 221 Hoth 1R K S AR, SR AT 2 SRl , N B S AL AR B, T
3~4 | BHUE ALV T AT — 2B A0y R R P A VR A 1 BAT PP A
JEACH. | &IETSLERAL M AH AR THE B0 SR B e B, I35 [ 5 R SR = RO A
M BERI oy AT A SRR R S 5 B PR, DA AR 58 5 1 2L A STk B R
AT BT S50 = T 2 UK 1Ak S5 J2 R A il e
o ST A A S TR 7 RSB ARAT SIS rrs LA N8 JE W0 K 2 1 44 K 3 AR
FEFSE 3 B BB 0 S AR O AR R A AR B AR AT 2R A 58 et , I X 5T 3% T LA
— 620 T3 354 2 3% 3R, RIS 7E 2010 AEXFWI R A5 O T LIS 2 P4 A . [AlA, LA
e MEIZIR M LK 2E T A% ST 20 2R AFRIFTT T E

B WU EA 2 000 ZNUAS FHKPL A GHE AR THUERAH 5 & RIER Z
VAR SHOARAR IS LRIE A A — s RO RS = il 50 Sk 20
FHFFEHUHG 600 ZX AV LUK 5 000 44735 B B AOKFL24 S HATF & TAED






OEBPS/Images/Figure-P13_11431.jpg
B 4 RESE 5 RIS
BESELE

1 REER

EEI{E Tk, eysfFn
B

SRR BHigHE

13 ~=5= (et Il 1] s @
02
4 : AFEER

& #r

QO






OEBPS/Images/Figure-T37_11828.jpg
FAE QI ; S i e
P PR E R BB 5 TR A CIE S
i it A dhE
PO R | BT TE AT %ﬁgiﬁi‘%gi AR ekt ST, 2 s
MBS | B SAE A ST | T e o | BERN I, S G T £
& B E O | L T 2 ke
i BB QBT | o e % i






OEBPS/Images/Figure-T57_14441.jpg
BOR 51 Bl HARS N A fiTid

Ab2% 7% B BASF 44 K

PHET=AE T KRB AR ST A B -E A
- WHET A TR BAR TR BB -E A

o BB IE AR S AR N B TE AR N —— B B 202K Gl BORE
TEWLEE BFSE5 TF R IEFEM E IR AR BRI R SR IE 8 = 15
o SIAZ R iR BB 07k TR Z 2RSS 5ERISIA

RN 22 B 45 9 ETICA
i 5






OEBPS/Images/Figure-T72_14672.jpg
G[H _ﬂ,

4

&

AEEIH
EILI/N

SCHR A4/ AR

1990

Ostrom

P P A

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 [ 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Rogers

A PR LA

Diffusion Simon  and

Schuster,2003.

of Innovations [ M ].

2000

Mepham

RERE ST 7 1

A framework for the ethical analysis of novel

foods: The ethical matrix [ J ].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Environmental Ethics, 2000,

12(2) : 165-176.

2002

Guston & Sarewitz

R T T

Real-time technology assessment[ J].Technology

in society,2002,24(1) ; 93-109.

2003

Jasanoff

R IT ik

Technologies of humility: citizen participation in
governing science[ J | .Minerva,2003,41(3) : 223
-244.

2004

Wilsdon

R ST

See — through science: why public engagement

needs to move upstream[ M ].Demos ,2004.

10

2006

Fisher

HEE AT ik

Midstream modulation of technology: governance
from within[ J].Bulletin of Science, Technology &
Society,2006,26(6) : 485-496.

11

2008

Stirling

i AT T

“Opening up” and “ closing down” power,
participation, and pluralism in the social appraisal
of technology [ J].Science, Technology & Human

Values,2008,33(2) : 262-294.

12,

2011

Von Schomberg

SR BE R

FREAE i

Towards responsible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in
the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and security technologies fields[ J]. Available at
SSRN 2436399.






OEBPS/Images/Figure-T59_14650.jpg
o S BEES | AAEES | GEbHER | ks

72 o 5 A 553 (S
e B TEE | g | T ke | mhsnr | sk |tokbe

ATEEFRRERUIER, |y o |2, |

A R e ety | S {| ol ey
- EAPHIE PR RGP o BRITOL| ik W1 B 2 AT
R AR TR AT

SRR e AR ) 43 o o e v, | e

AR 7 G B fotult

AL R e e s RHEE

SRR W | h

PRI % IR G AR L TR
e e e e 2 1 I ety

PORHOBRATE D) iR | R bR |

AR S 5 S

LTI £ 8 A

B AT R L R

ARG A L P AL B Al ——
BB BRI S ML (K WO o [ftes
YO (PR  EERR AR AR T b tjw{é

o PR R A AR R | 2 AL "

oG PR s A SR 14
SedEERATHI






OEBPS/Images/Figure-P244_9920.jpg
( )
WK HE 2020428
LRI 22 15

S

Hi--£2020 11 K]
SRR S
BT A RS £ ]

M T£82020 1R 4 o
R B B sHEA BT

S el s vt 511 S
ST AT R e

/PN RNl )

EHR TS






OEBPS/Images/Figure-P175_7906.jpg
SNIR

K]

T

Ja b

S NETRIE
D B2 . s
N A EEfTE
=
;‘ﬁ
-
g - |
% 2 PRI
xy T U3 - 1R
g |
i
F’i
| W
2 2R L
3,:‘5 K
= 204 VIR S AR

VE O R gett, T R, C DR Ak ez, ) sk
BRI U K i~ L[~ (7 62 A\ (&5 B A B





OEBPS/Images/Figure-T33_14392.jpg
B &

ik 5 HE

SHEA AT

(responsible innovation)

X AT B 5 AT B SRR LR
BB R I35 3l

R B i1 SF-2% 20207 R
ik Stilgoe 45 (2013)

TUERWIT 5 BB
(responsible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ANEW R R AL ST E 500
FARH I TFAT, IS A i 51
I G ) W B2 W HREbE Ak
(fERRY 5 H AR ﬁ%ﬁitm/\ﬁ/\#;zﬁ
ZH)s

= TCBE “ PR 2020 A

3Ciik: Von Schomberg (2011)

R K R

(responsible development)

KA T R e AT e e Ay d KPR
PEREG LB IR ST , I i B T
BT, BRI AR IT R AR
AR HE Byt 2 B B3 B9 AR AL R TR I
SR Y15 S 7 T I AR AR5 R
HAFIRER,

P E YA FE RS WA,
EHEERMRZ R,
SCHK: Owen 55 (2012)






OEBPS/Images/Figure-T153_10070.jpg
iH 2013 4F 2014 4 2015 4 2016 4F 2017 4E
o IR ISR IE B % AT
I T T
Kg;”ﬁi;j ii;ﬁ‘*ﬁ‘{"‘a* W g i s | R ——
e . R KT e "
o i 4 5 e . OB PR i
BLGBES « ARANSHIEAR | oo pugmumtscnn na| | (OUIARE
. ~ et | AHEEIEE i e )
« Begmen| o woEbseEsmy O o | g
i e i il P
o BAHEEE R T e | ey | @ RS TSR E e | TP
st e i ;&;szmu giﬁggmm%% reripililieg g;kﬁﬁﬂﬂﬁfkﬁﬂ%ﬁm
Beimoei o B 20| o sty | | ARTERMARBRIEGIR o oo
i< RO iyl AR T T s
| e S Ak A = | e e Ek 16 MK |
| s U BT | o WAV | o RATCFET AL
K| ESEREFER| . g | VKHEERIE) il
A s ; . Ao o S e e Gop BB i s
SR e miprmasag | B ERRE K| o WL T
G| e WATRBFRR|  poermpmnit | w0 R T o BAR(E Rt S
| RIS %&% 1o eomaonrmmap * LTERERAE 06 £ o - :
) . 1= B 1 el - C] L
o\« MRRBMLI| | | i o o BRI
7 | o ek | S S o G FEROY SR —_—
; PR o BUETEERIRE LW, | R e Rl RA TR R
SEREA | Lt | s gy | TURRETRIRE WE SRR | T
CREBMEEX | gommann|  ARmmciRs | L0 COPEEEGRERAN e gt
il ol - e (2016—2020 4F) ) = S
i b e 9, 4| o O % Pl | s sEn
suremans | O | Sensmmamsn | TR ST wmn | DU
RmBEW, | BT ég;;%”“ 2030 FEIRGR | sy st o 2 AR
PR BN | o RUREIALENE | e R IL)
e e piamEES R =T ™,
i VESES PR o g | © BT OB
o MUAHERH| BEE FAEEOEY| RS R TR I
P FRAK folis)

HlEC T =Rk A TR
VE






OEBPS/Images/Figure-T206_10559.jpg
THEEXE

N BRI I 5 (DX )

Sieh I 5E 4 | etk (2 AZETAE) (Full Automation of Labor
(All Human Jobs) )

24 2137—2139 4F

AN TEHEWISE 3 ( AT Researcher)

24 2104 4F

AL AR A e (FF B N2 TYEE 4 ) (High Level Machine
Intelligence ( All Human Tasks) )

24 2060—2062 4

Be# 5% (Math Research)

#) 2058—2060 4F

HEBEE A (Surgeon)

24 2053 4F

R BF 52 € (Putnam Math Competition )

2§ 2049—2052 4F:

AL 4R 1% 5 B S /F (Write New York Times Best—Seller)

24 2048—2051 4E

FAHA 51 (Retail Salesperson)

24 2029—2030 4E

YNZRIT ( Go( Same Training as Human) )

24 2028—2029 4F

5 2\ BT 2E 8 ( Skm Race in City ( Bipedal Robot vs.Human) ) 24 2028 4F
FZEHHL( Truck Driver) 24 2027 4E
AT AR E ( Generate Top 40 Pop Song) 2y 2027 4F
ek A7 3h B¢ (Explain Own Actions in Games ) 24 2026 4F
FR2A8 SCE A (Write High School Essay) 24 2026 4F
ST S 1 e ( Read Text Aloud ( Text—to—Speech) ) 24 2025 4
FEIRFIEXE (ALl Atari Games) 24 2025 4F
A AR5 4% ( Assemble Any LEGO) 24 2024 4
AL AR 1732 5 7 ( Telephone Banking Operator) 2 2024 4F
HH1% ( Translateor (vs. Amateur Human) ) 2] 2024 4F
I ( Transcribe Speech) 2 2024 4
FEBR4+ % ( Starcraft) 2 2022 4E
YEAK (Fold Laundry) 24 2022 4F
HEFAPTEZR 53 (World Series of Poker) 2 2020 4E
/NS (Angry Birds) £ 2019 4F






OEBPS/Images/Figure-P202_8471.jpg
gk | | BARSES T l
Rhi i g0
wi| | || P~ ﬁ
i Eﬁ *{ s ety
wkim BER
T " — —— I
gﬁb o @ »{ G fT U nes
0
il e LT g )






OEBPS/Images/Figure-P3_11282.jpg
KF
HLREMH

AIE
BRERINAC

BAEK L
NEET
IR

S AL

LIS

Wu Eﬂt






OEBPS/Images/Figure-P74_13128.jpg
SRR IR Bl

B85 JEVE A R S A E N
BRI SR
(Rawls. 1971)

SULA BT 2T HESE

IS A iDAREN

NIEHESE
(Geoghegan-Quinn, 2012)

(222 D TRFS
(Mepham, 2000)

IO 5 DY A RO LT R B
1B 2 i P S N s e R W
(Collingridge, 1980)

BOMHEG LA, Bl i 2 ey
BIRTERL - 1TEDH ML

(Bruno Latour, 1987)

NG PSS e /A5 7 OH Y il
i o TV = i
(Elinor Ostrom, 1990)

WO S A O A 1
BRIERD - AUET B
(Rogers, 2003)

|-

= 7 IR
(Stahl, 2014; {5758, 2016)

SRR PR
(Guston et al., 2002)

UG FRAESE
(Glerup&Horst, 2014;
fe5E, B, 2016)

“BR A S S 5160
(Jasnoft, 2003)

AIRRPUHLERESE
(Stilgoe et al., 2013)

LS
(Kt BRZD, 2014;
firt, BRZ0, 2015)

RS S BAR
(Wilsdon, 2004)

INYERES
(Burget et al., 2016)

R BOA B 3 P
(Fisher, 2006)

AR
(fE5EE, 2018)

PR 2 P
(Stirling, 2008)






OEBPS/Images/Figure-T154_10107.jpg
i H 2013 4 2014 4 2015 4F 2016 4f 2017 4F
o g R AR T Al
HBOR B )
o BRSO M| o WALTIEERAIBONLE | ;f?ﬁ;ﬁﬁyjﬂ;ﬁf — HT R A BIRTA R
MR, MR S| e =) - o SO AA & R
a8 e B P E B . ey | @ STGRA (R BSR4
o BACECTE | o BIBOREAA| 205" : z:éii;zﬁ;%ﬁfﬁ AR
FATQIFRE | TP EI HIER+ T B Y ERAFEDRBEGAE) | B 15 B A TF 5 1 3
" BRI o RO | o R RERE LR | A R B B
| HEATHF OO | {47 o RIRRBEHH AR o WALARMEAL T/ 8 %
| NIF| o SERFISERE| e PRS0 M| i i o ST E 1R 40 TSR %
- SHRAMES BSRERRGE | HH o SRS TR P-4l
i|° BRCRTHEA | o 401 2| o Hiseelp Wil S e, | S A o B TRk 92 A T
e PATHE SR RLG | T A TR ST WK K| PR IR K e A W, 3 — 25 HfE
- MEIETE WY, | o BBshe | & p————————— SR AR TT A B EA
L = AE| B o RINERMAREOAEK | it A T K R TE LY
SRR S | o BUEMBITRAZE | K . BT R F=rriy | | Al o I 7 20257 5
R E SR A o e iz dtE ik o SRR PRt
o WS QRS | o B IMEIF AR, I e R o A ¢ T i n k oh
YR EES TR S o BN SR SN SCIE W T AR (% T
FE) o TR A RS |y

o A LAY AR AR A
TR

U






OEBPS/Images/Figure-P114_14115.jpg
il T A B BT

B AL
ST~ At
IR

Blegnin ==

SR Y lef

AR WL F B R

POEA
HENTE
HABiAT
AR
[H SR~

ol
£Y
Hgi
ER

iR =ntoklken





OEBPS/Images/Figure-P70_12786.jpg
910¢

c10t

¥10¢

€10T
cloc
110T
0roc
600C
800C
L00T
900¢
S00T
00T
€002
00T
100T
000T
6661
8661
L661

I

|

il

Flry

mint

il

200f - -------------—-——--
150 == === === ——-——-moo -
100f == === ====—=====
50F-----

0

BH

IE
>~
=
9]





OEBPS/Images/Figure-P185_8025.jpg
i | | T

(FES B AT

e

T i —— S
FELE I

BEREHE
i

Tl HEATE
i

el

FLflr 4yt
ES )

r%ﬁm\
L

= lTlfa‘ﬂ &
A

Wz5






OEBPS/Images/Figure-T229_11163.jpg
6%

o - 3155 B2 % | B3f& cl c2 C3f | €34 | C4% LR C7 A | C81E
RE | mkshl | EEhE | MR | FER | B B2 | HER g JI%eA | BB
A BB RE 3.0051| 058355 1
B 1A CEhIE 23667| 079362 | 0227 1
B2 [k B 26374 | 084387 | 0269™ | 0.663™ 1
B3 {EHEh 43341] 056023 | 0.110™ | 0013 |0.073™ 1
C1E 04747 | 049937 | 0051™ | 0.190™ | 0.207* |-0.035™ 1
C2 474 49.9266 | 1623930 | -0.003 |-0.046" |-0.029* | 0.086** | 0.000 1
C3 1 03392 | 047344 |-0.039" |-0.065™ |-0.057" | 0.001 0.008 | 0.022* 1
C3 i 2 03827 | 048607 [-0.020* | 0022 | 0007 | -0.011 | -0.009 | 0005 |-0.564" 1
C4 HFTAFT 195734 | 490568 | 0.137* | 0256™ | 0241 | 0018 | —0.001 |-0.098™ |-0.110* | 0.023™ 1
C6 FKEEFHETTE | 02587 | 043792 | 0121 |0227™ | 0229™ | 0002 | -0011 | 0.064™ [-0.064™ | -0.009 | 0.2117 1
C7 NFI¥eA 04193 | 049346 |0.114™ | 0273™ | 0.288™ |-0.031™ | 0.080™ |-0.155" |-0.080™ | 0012 |0.245" | 0233™ ]
C8 {RFFRE 13895| 056695 |0.033" | 0047 | 0.047™ |-0.106™ | 0.066™ |-0.026™ | -0.004 | —0.001 [-0.032* | -0.001 | 0.040™ 1






OEBPS/Images/Figure-P179_7954.jpg
DRt KHEIERE

AAAEAL 2 S RERZ I A =)

(CRIE kA 2 )

et —. EEEE

SR Bl

DR —: E{RBYERE
KT

TR A% P 2 Ry

TGRSR | 55
Rl BRI [ kR
TR R (o
AT LR B
T L /;g#{t :
D UVERME K sk tpt
LR (S ARt LR SRR
ST Uk A e





OEBPS/Images/Figure-T236_11190.jpg
i) T

W5 )

Wh ¢ figt 25

it 2 7]

FEEAAY
Hoftar

ST BH G AT BBE AT 0 EAAHA L ARG T, 768 04 Q5T
TE BT AE G 1 45 SR BV B PN 3 1 B 2 A R S i A A ST K A
| B S B AT AR 4 S | DASE R R A SR
(EETRTS

FAER B
HT R B
LRtk ANy
Mror i
fta

FHEFRNH A 1 B BE Al S E L I SCIE (T 1) 42 B R o U
) A S (TR R bR B RS ) AT 3 R4 B (T
R A AL S A IO ) | 2 B (T 24 Sk 55 103 BESUED) (R
B (T ) RHTA AR e R BUED) 5 S SRR X w58 i SR 3 A D5 1k
FAGFLIRBESE AC R SERFEAR VA | It ” $OR 52 5208 Bk |
FIFARS SHEARIGH DA EOR I BB AR 2P A

B |

At
BT

FHET IR ; 3 OKSERAIHT; R AR, 2R,

W T
7 AE R
A2

H TIPSR TUEXQHT R R X RRE HOSEOAR B BT,
TE WAL A730 A A8 RTRETIN | i A e B At E DG A TR T 5 AR
ra_b AR 1] 1l BE AR I AR, SEBLSTAE BT S B BR ZC L

T AN TR BERH QUG . REBPHECQUT 8O E M, I 1 7 45 E
BH ARG, NBRE 04 AR B o2 DUy, JEA T AE =R
RSB B AR QB PR 204751 BEAE SR, SRR 2

AT
fF49

FARLE BB Y fe 2 B AR 2 S I R AR BB A SR AL 23 2, T
PHEH EEZ PSRN (RAR TR S8R HE I L 28 S
Fr o) | 3l A (TR [ k2 15 50 AR AT 7 3l i R R AT 3l T 1 3 )
5 HLe) LLRAR BB A (T Bk 5 BOR QU s I s 4 T IE (e
HAEVEAY ) BRI






OEBPS/Images/Figure-T137_9964.jpg
ERE S|

W m kb &

12 % AR E B4

R R K T BB AR A M S Ak KKk
G S, AR B R AR B E RS B, A A 6] AT
REBARREGEEES, BEALEATELRENECMH LT
RAE, NS REA VAR EEARBGES LE B BB
ARNEFAEAE KT L BRSNS Lk 4+
2P

1 Rt A7 S L R 5

B @ EERAHN S AAEBREF LIRS BABRERE R, A
WA B SRR B IRE SARAI b S 5 b SRR S S
HRMEALCARS X EE TR BT FEMRIAEGHE,
B R R RAERRLR N Ao B F AR RS &
PET RV YY PN E S YT ST

HFARNEEA PR AR Y 5K EF, LA RS
HAF H B R T AR LS R BSRBRY EA R R BTe A5 04
A AALEEFTRREAFM, AL S kit AR KAk ERE
KA EBES, | RITFRAFER AR ER R — &, A A
I A PR SE B AR R, Fe it B AR E G Kb k|

A

B 20K EEAK S AT e P AR F S R A
B R EE R AEGHERTS, RFAH RE W Fwkw
HEHAY SR, B8 B A BAT AR AAFERE, S F AR
F R R B AR A e AR A






OEBPS/Images/Figure-T230_11167.jpg
Ml M2 M3
i 20
C1 P51 0.045" 0.000 -0.001
C2 fFi% 0.014 " 0.005 0.005
C3 {3 B WFAS 1 1 -0.044 -0.039" -0.039"*
C3 o7 B WFAR i 2 -0.047 " -0.045 " -0.045""
C4 HHFWR 0.103 ™ 0.058 ™" 0.057 "
C6 FIERHE T35 0.081 0.044 0.044 ™
C7 NF1 B4 0.064 " 0.017" 0.014"
C8 1 HERR B 0.031" 0.032" 0.031 "
A
B1 %3] 0.073 " 0.072""
B2 (i A 0.181 " 0.188
B3 BB A 0.097 0.078 ™
A
Bl %43 0.027°*
B2 [k sh A 0.025*
B3 1L HE B A -0.037"
FERLE 8 bR
F value 82.932 " 163.559 " 132.570 "
Adjusted R? 0.037 0.094 0.097
AR? 0.037 " 0.058 " 0.003 ™
VIF 35 1.008~1.497 1.021~1.890 1.022~1.924






OEBPS/Images/Figure-T210_10588.jpg
SHEA QNG

iy T R IF R T BRI 2
o BATHISARCH: MEIEEIE | | o o
o i T ya
s g et R R
- o WA TAIEHACIN . HEHLIA FER | x)\;l;g‘}\
LA (D77 %) -
o HLEE AT K 2 ] o Kb fEhl
N o FAAGAND B A o Al M (B E TR 5
- o AI+EEST AT+AH AL+ AT+4:fl AL ERr TR
FFEB e o CTEHANIHE
o JRUEHE TEAEREE
. & HH AR 4
, Bl %‘ \ HuREAS T AR BRI TE  FRbE
fe3msf o A TR o {61 S g
o WTPGIAED A T AE 23 4500 g oy e
o HESia%e
o o A TERERIEE SO R
o o A—HLIE/E 5 B A (T o itoL AN

o SCHIZE






OEBPS/Images/Figure-T50_14427.jpg
HEAE | e | VEBE | AT | s '

‘ I R 5 , - e B

e Tk | B | BT | ik

BAL | MER XA | ek i B | 3R | e RTTRIAR | MR E IR T N2

s | UN T A | | AT | SRR ARHE

A | s E | e " B | R | EZEHAME | AMES S B REAL

e | EHIATAME | FEH S A | | S AT i BR A B 3

R F | B AR — SER | BT | ATERBEIR | JeExHEI L T LU
W CH

SRS | BT 1) R | VM | SRR ] 5% A






OEBPS/Images/Figure-T173_10358.jpg
AR BIB I E R

B
@t i Tt it
P o | WPOR S R i g 0 | B KRR
Ry SIS | | ot g | MESURTHR: R | XPRERN (2
Rk 1 At | fs obk (e | PP s o x| sk otk i
e i) o | 0SS g 5t | e it i
R R R TS O T

At






